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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进入中国百姓的生活近 20 年之际，中国依然未能形成西方式

的民主制度，这让那些相信互联网将推动民主化进程的人们大惑不解。一

些人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严格管制，另一些

人则批评说，这是因为普通中国人沉溺在物质享受之中。还有人提出，中

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无法用现有的理论框架去解释。那么，如果说

中国的绝大多数互联网用户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在网上为民主革命奔走呼号，

那么，他们究竟在网上做了什么？而一个更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则是，在中

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持续的发展变迁中，互联网的出现给中国社会带来了

哪些变化？中国真的只是一个例外，从而对我们理解世界其他地区不存在

任何参考价值吗？

在本书中，我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利用互联网进行娱乐活动的中国网民。

和大众文化学者一样，我很清楚诸如观看在线视频一类的日常活动的重要

意义。但我更关心的是，在何种条件下，这种日常网络活动中逐渐形成的

“社群”会发展演变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众”。在我交谈和研究过的粉丝人

群中，他们有的喜爱电影，有的追国外的电视剧和电视真人秀节目，有的

则更进一步，对这些外语产品进行翻译和推广，还有的追的是“星”而不是

文化产品。近些年来，这些中国的普通粉丝完成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并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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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一滴地改造着中国社会的模样。而这类粉丝公众的出现所带来的这些

变化究竟是好是坏，则取决于评判者所持的价值体系。

本书的另外一个目的，是通过经验支持的理论来反驳“中国例外论”的

观点。很多时候，中国呈现出的是一幅复杂的光怪陆离的图景，人们在这

幅图景中能够同时看到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痕迹。作为 21 世纪的世界

工厂，中国正在走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路。然而，中国又是在一种与发达

国家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即网络社会中，走这条路的。从中国的角度

理解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在这一新的社会结构中，即使全球网络社

会为各方所共享，非西方国家也可能会经历与西方不同的社会变化。此外，

中国网络社会所经历的变化也必然会影响到世界其它地区。通过对网络逻

辑的深度探讨，中国的实际经验为本书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概念（即“粉

丝公众”）。这一概念可能会为其它网络社会提供借鉴。

我从 1990 年代开始上网。我在网上的个人经历，尤其是在网络论坛

上与影迷们的交流经历，给本书的写作带来了很大启发。本书中所使用的

材料，主要是来自粉丝们的一手材料和长达 15 年的纵向数据，其中包括他

们自己的论述以及线上和线下的活动资料。通过对这些行动者自身的跟踪，

我试图不仅仅将他们当作移动中的对象进行描述，而是描述他们作为对象

是如何移动的。我期待本书能够走进学术界读者的视线，并期待与他们进

行交流。同时，我想中国的网络粉丝也能够把本书作为对他们自己的社群、

记忆和历史的写照来阅读。此外，希望培养和接触这些粉丝群体的人们可

能也会从这本书中受益。

读者可以按章节顺序阅读本书，也可以先读最感兴趣的章节。第一章与

第九章是理论部分，介绍粉丝公众的概念，并与现有的公众概念进行对比。

我将以三种网络理论对这一概念进行阐释，并通过多种批评范式对其进行批

评。如果读者希望通过本书得到理论上的收获，以研究其它案例，那么阅

读这两章将最有帮助。如果您阅读本书不为获得严肃的理论知识，而是出

于对中国网络粉丝现象的兴趣，那么第二章将为您提供一幅对这一现象的

全景写照，而第三章到第八章讲述的五个案例则不会让您觉得无趣。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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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偏重技术方面的读者，或者对科技在这一领域发挥的作用感兴趣，那

么第七章和第八章讲述的网络逻辑可能会吸引您，了解这种网络逻辑会让

读者更好地理解“人联网”“物联网”以及人与物之间的“互联网”。

张玮玉
2015 年 7 月于英国格拉斯哥

译＝廖元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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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我刚刚开始在广州和南京实地考察时，我还没有决定是不是要

去拿个博士学位，更别提要以学术为生了。我只是天真地被我在网上认识

的一群电影粉丝所吸引，和他们共同分享了我对电影的年青的热忱。我还

记得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结束了在广州的最后一个访问。我的受访

者是通过在后窗看电影上留言联系上的，访问完后决定送我去火车站。就

在我跨进车站入口的那一刻，我的受访者大叫一声，等一下！他飞快跑进

旁边的一个书店，又飞快地跑了出来，手上拿着一本书，是当时的新锐导

演贾樟柯写的。我有时候觉得很奇妙，90 年代末 21 世纪初的中国网友们似

乎是一帮不介意被偶然带到其他地方和其他人面前的理想主义者。我多么

希望中国的互联网可以永远像那个时候一样。但是现实很快就变的复杂到

一本书都无法讲清楚的地步。在我硕士毕业后的十年里，我跑到美国读了

个博士，度过了我不曾想像过的五年。之后我又回到了亚洲并定居新加坡，

挣扎着向世界表明我在学术世界可以有个角落。自从我开始写这本书，记

忆时不时闪回到广州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让我相信我绝对地热爱我曾经

并正在做的这件事情。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本关于中国互联网

20 年进程的作品，也是我个人成长、或者个人缺乏成长的一本回忆录。

在写作本书的旅程中，有很多人在不同的时刻陪伴了我不同时长的旅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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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首先我要感谢所有参与了我的研究的研究对象，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自

称为粉丝。后窗看电影的主要人物，包括卫西谛 、vain、柏邦妮、黄小邪、

藤井树、顾小白、北太西以及许多其他人，无私地与我分享了他们在 2002

与 2011 之间的生命体验。我特别要感谢网上翻译社群的受访者们，他们是

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主要的灵感来源。2014 年年末，一些下载网站如射手网

被迫关闭。我自责地觉得，可能是我写的有关翻译社群的文章给这些网站

带来了不需要的关注。很多网上粉丝对本书的贡献可能无法直接体现出来，

但是他们日复一日积极又具创造性地消费和重新制造他们的被粉对象，这

一行为本身使得 本书可以如此丰富。由于他们的工作，毫不夸张地说，写

作本书因此变成极大的享受。

本书的一些部分获得了我的学生和同事们的大力支持。我要声明：第

五章是基于我和一名前博士学生毛成婷的合作。成婷有一种不常见的对于

研究对象的同理心，让我想起了我的香港岁月。第六章是和我的硕士学生

张立泽合作撰写的一篇关于美国真人秀的中国粉丝的章节的副产品。立泽

虽然只是一个硕士学生，但她的天分已经体现了她成为一个优秀学者的巨

大潜能。第七章是基于我和一位前硕士学生王蓉的合作。王蓉现在美国南

加洲大学攻读博士，做着社会网络分析和发展传播相关的有趣研究。第八

章是基于我与戴佳教授和我的硕士学生杨天的合作，两位合作者在项目启

动彼时均在清华大学工作或就读。他们刻苦工作的精神成为了我完成本书

的动力之一。

这些年以来，有几个学术机构成为了本书学术想法最好的发源与集散

地。首先是中国互联网研究大会，2015 年在加拿大埃德蒙顿，2014 年在香

港，2013 年在英国牛津，2011 年在美国华盛顿，2009 年在美国费城，2007

年在美国德州农工，这些会议给了我机会去聆听这个研究领域最棒的学者

的最专业的建议。我万分感谢这个社群给我提供了一个学术上的精神家园。

中华传播学会也常常组织一些有关中国和互联网的学术讨论会，大大丰富

了我对于此议题的理解。Steven Reese 教授和陈文泓教授组织的“网络化

中国：电子媒体与公民参与的全球化动态”会议，可以说是这些分享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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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高峰。就在那次去德州的旅途中，我开始形成了本书的一些关键论点。

我也无法忘记 2010 年我在北京度过的那个夏天，我受邀参加了中国传媒大

学组织的夏季学校以及人民大学组织的青年学者论坛。我向两个邀请我的

组织者，张磊教授和雷蔚真教授，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如果不是他们的邀

请，我不会得见国内学术界正在进行的一些生动的讨论。最后，我感谢新

加坡国立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和南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大方地允许我在东

亚所访问了一学期，期间我不但有机会专注于学术写作，而且从东亚所的

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政策专家们的对话中收益良多。南亚所

的 Robin Je�ery 教授用他毕生的印度研究经历为我在亚洲做研究做了很好

的启蒙。

我的学术朋友们是我在写作本书的旅程中发掘的宝藏。我在这里要向

他们深鞠一躬：你们是我从不失败的批评家，我想说，写作本书时你们的

声音一直在我脑中回荡。他们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孟冰纯教授，南卡

罗莱纳大学的蒋敏教授，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苑京燕教授，北京大

学的吴靖教授，维拉诺瓦大学的徐洁教授，乌特勒支大学的 Ingrid Hoofd

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邱林川教授、李立峰教授以及徐洛文教授，香港城

市大学的沈非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杨国斌教授，以及威斯康星大学麦

迪逊分校的潘忠党教授。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同事们让我保持明智，他

们是：Leanne Chang、Iccha Basnyat、Denisa Kera、Anne-Marie Schleiner、

Tracy Loh、Francesca Nathan、Jing Ying Chiang、Peichi Chung、Carol Soon、

Tan Tarn How 以及 Gayathri Dorairaju。最后是我的师长们也是我心目中的

英雄们：Mohan Dutta、Millie Rivera、李少南教授、陈韬文教授、Vincent 

Price 以及 Martin Fishbein。特别感谢陈韬文教授慷慨提供了他的摄影作品

作为本书英文版的封面。

我将本致谢辞的最后一句献给我的家人，我的父亲、母亲、姐姐，谢

谢你们对我无条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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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致谢

本书的中文版本出版做了一些有趣的尝试：首先是众包翻译的协作，其

次是自出版的模式。对此，我首先要感谢“政见”团队，特别是方可成。在

我最终和可成会面之前，“政见”早就是我关注的网上社区之一，我和毛成

婷的文章（第五章）曾被“政见”翻译介绍过。宾西法尼亚大学北京中心于

2015 年夏天开幕，在此我要感谢母校 Annenberg 传播学院的院长 Michael 

Delli Carpini 以及杨国斌教授的邀请，我得以和很多学者包括可成会面，我

们几乎是在闲谈中对这些尝试达成了基本共识。自从 2015 年 8 月开始，可

成和他的小伙伴们在学习工作之余，有条不紊地进行了计划、招募、审核、

翻译、制作等等各项工作。这个团队包括了以下成员：李大岩、钱争予、廖

元辛、王妍、司昕山、张乎安、陈博、胡犀子、陆匡妍、王黎明、于灵歌、

卢恬。在和这些成员们合作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了很多工作的快乐，致

谢！然后我要感谢我的雇主，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提供了

对这一翻译协作的基本经济资助，使得我们的工作可以顺利展开。最后我

还是要感谢我的研究对象们，特别是字幕组，众包翻译和自出版的想法是

从研究网上翻译社群的时候产生的。我希望这一新型的学术出版模式能够

推广开来，让更多的普通人可以轻松地接触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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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绕社交媒体展开的讨论中，社会形成或者社会集群的新形式是一

个基本议题。社会媒体介导下的个体何以聚集形成新的社会类别？这个疑

问在针对虚拟社群的激烈讨论中曾被提出（Baym, 2000; Jones, 1995; Rhein-

gold, 1993）。剥除了其对于亲密互动和密集联系的怀旧情怀（Bell & Newby, 

1976; Bernard, 1973），社群的意涵已经被现代社会情境所改变，其中最为重

要的就是迅速变革的技术。但对于虚拟社群的研究多聚焦在它们如何形成，

如何维持，以及如何被想象，而社群的一个重要作用似乎被忽视。社群是

关联个体和社会的社会性单位（Friedland, 2001）。Watson（1997, p. 102） 

将社群的作用表述为一个问题：“一个群体如何争取在大社会中获得更大的

代表性？”网络分析视角下的社群分析通常对个体的关系型网络进行测量，

将社群的作用局限于提供社会支持（Wellman, 1999），而对 Watson 概念中

指出的社群的政治意涵却研究甚少。“公众”这个概念作为名词，意指的是

第一章  
公众、粉丝与社交媒体

译＝王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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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定的作为政治行动者的社会类别（Splichal, 1999, p. 2）。社群成员只

有在参与到那些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但又不受他们完全与直接控制的

公开讨论中时才成为公众。因此可以进一步问这个问题：社会媒体介导下

的个体何以聚集并以政治集体的形式来 行动？

将新媒体作为公共领域来进行检视的传统根植于哈贝马斯式的理性-

批判讨论的普世话语空间模型（Habermas, 1989）。作为一种对哈贝马斯

的中产阶级公共领域倾向的修正，从属性或反向公共领域的提出（Fraser, 

1993）为新媒体政治潜力的讨论提供了一个经验上更加精确和常规上更加

包容的视角。两者间一致的学术兴趣点在于理解新媒体如何为这样的领域

提供基础性支持，以及这些支持是否足以达成民主的理想型——不论是普

世且理性的哈贝马斯式的理想型还是兼具包容性和参与性的弗雷泽式的理

想型。公共领域中的公共是一个用来描述这些领域的本质或者属性的形容

词（Splichal 1999, p. 17）。这种传统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公众作为名词的意涵。

哈贝马斯仅用“个体集合而成的整体”（Fraser, 1993, p. 10）来表示公众。对

于弗雷泽来说（1993, p. 14），反公众群体的概念主要指“从属性社会群体

的成员”。前一个定义为了捕捉公众这种变幻不定的、被李普曼称为如“幻

象”一般的社会类别而不得以外涵过广（Lippmann, 1925）。而后一个定义

假设这个群体的形成过程已经完成，其从社会群体到政治性公众的转换过

于跳跃。也就是说，通过公共领域的路径来研究新媒体的政治特征缺乏对

于公众——那些在公开争论的话语领域行动的行动者们——本身的关注。

没有公众的公共领域理论忽略了对虚拟社群成员如何形成线上公众这一过

程的描述，并忽略了本书另一更为持久的关注点——社交媒介如何对这个

过程进行再定义。

将公众视为一个社会类别的思路可以追溯至受到 20 世纪工业革命影响

而形成的芝加哥学派（如：Blumer, 1946; Park, 1904/1972）。其它的美国和

欧洲的知识分子，包括 Dewey（1927）、LeBon（1895/1960）、Mills（1956）、

Tarde（1890/1903）等，也都对公众概念的理论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们

的努力下，公众，作为一个形成中的社会实体，经常会与其它两个同样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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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现代社会实体的群体概念形成对比，即大众（mass）和群众（crowd）。

社群（community）在这样的对比中经常会被排除在外，因为这个概念是

作为前现代的社会学类型建构起来的，通常触发的是对工业革命带来的变

迁的反思（Calhoun, 1980）。对比过程中，一个持久关注点在于识别现代通

讯媒介在形塑这些社会实体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

现代媒介的不同关系区分了公众、群众以及大众这三个概念。以沟通来定

义公众的模型（Price, 1992）认为公众需要通过讨论、争论来建构主体，强

调了媒介的角色使得这样的话语交流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在一个大众化

的现代社会中，公众的形成必须经历媒介化的过程。

社会形成中媒介化的必要性将我们的关注导向另一个现代社会中常见

的社会类别，受众（audiences）。粉丝（fans）作为最为活跃的参与型受众，

与媒介产品有着紧密的联系。但这个概念极少被认真地与公众这一概念

进行比较——多半因为其日常含义中所暗指的沉迷和不理性（Hills, 2002, 

p. ix）。近来有研究指出粉丝文化和正式政治之间的对立属于一种规范性的

建构，而非经验性的区别（Van Zoonen, 2005, pp. 1–4）。与流行话语表述

中被视为原子化且具有危险性的个体（Jensen, 1992）不同，粉丝其实拥有

社交性联络以及创造性的参与（Fiske, 1992）。Van Zoonen（2004）认为粉

丝文化与政治之间存在三种类型的关联：粉丝社群在结构上等同于政治选

区；两种实体都利用且重视相似的常规行动；粉丝的情感投入对于公民参

与来说同样重要。倘若粉丝和他们的行动并不排除政治性目标，那么不难

承认，在一定情境下粉丝可以如公众一般行动。

由此，从粉丝到公众的转换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传播科技的媒介化，

诸如被视作是构成一个网络社会基础的互联网和手机（Castells, 1996; Rainie 

& Wellman, 2012）。网络空间不仅提供了实际生活中粉丝现象的线上复刻

版，还通过改变粉丝行动和身份的方式与粉丝们产生交错的关系。如 Hills

（2002, p. 172）所言，“应当关注的是‘新媒体’的媒介化，而不是一个被浪

漫化的‘新’所掩盖的术语”。与这种表述相一致的是认为社交媒体的媒介

化显著影响了粉丝转变成为公众的方式。Baym（2007）发现社交媒体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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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发展中新近出现的名词，不仅突破了地理上的发生地的约束，并且

超越了迥然不同的线上平台之间的界限。“网络化集体主义”的流行为粉丝

们之间的联络提供了一个由不同网站构成的复杂生态体系。Jenkins（2006）

提出信息传播科技支持了粉丝及其集体智慧的网络化实践，而这恰恰具有

培养政治行动主义的潜力。

本章主要介绍新信息传播科技如何推动公众形成新途径的理论讨论。

首先对不同的公众的概念表达方式进行综述，其中将着重对欧洲、美国以

及中国语境下的定义进行对比。尽管在西方的界定中，“公众”与“大众”和

“群众”概念因对工业革命的差异性回应而区分开来，但在中国，这个概念

是逐渐从历史上“公”“私”在道德维度上的对立关系而发展起来的。然而当

粉丝现象成为一种公众形成的原始土壤时，西方与中国的定义似乎都遭遇

到了概念上暂时的断裂。由于一般理解粉丝都是孤立的，痴迷的，非理性

的，粉丝现象似乎与西方意义上的公众概念形成矛盾。与中国意义上的公

众也出现矛盾——因为粉丝被归类为私人个体，他们的粉丝现象只是追求

自我兴趣。这些矛盾之处吸引我们去重新思考公众与私人之间的界限，以

及这些界限形成的社会环境。有观点认为，与大众社会相对的网络社会正

在逐渐成为中国当下社会形成的主要逻辑。与网络社会相关联的社会背景

环境催促我们将公共重新定义为一个关系性的概念，以此来解释这个可以

连接个体和建构可见性的网络逻辑（与层级逻辑相对）。本章最后将对本书

中的章节进行概述。

群众 / 大众 / 公众 vs. 受众 / 粉丝

自芝加哥学派始，探求不同社会情景下的社会集体的形成始终推动着学

者们对于公众的概念化。在社会变得大众化的时候，破坏性的、暴力的群

众似乎主导了这一历史时期。许多学者（Tarde, 1890/1903; Park, 1904/1972）

试图借由公众（public）与群众（crowd）的对比来对其进行定义。如 Le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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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1960, p. 10）认为，群众是在精神上低等且本质上未开化的群体。群

众中的个体是匿名的，情绪化的，并且未能意识到他们危险的能动性，从而

会出现对乃至最暴力的行为的自发仿效和迅速扩散。在当前的学术界，这

种可怖的对于群众的描述已经不再居于核心地位。“群众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的概念提供了对于这种结构松散、缺乏集体性反思的组合的新

认识。Surowiecki（2004）提出，如果群众中的个体是多样的、独立的、去

中心化的，那么个体决策的聚合将形成智慧的集体决策。他认为超越个体

行为的扩散效应反而抑制了个体的才识，没有交流的个体决策的简单聚合，

比个体之间可以通过情绪模仿或者理性探讨从而充分交流的情境下作出的

集体决策更优。然而，这种对于被 Park 称为群众间“原始互惠”的消解只

会令群众显得更像“大众”。

“大众”是一直与“公众”进行对比的另一个概念，其对于公众的置换更

令学者担忧（Blumer, 1946）。与 Surowiecki 书中所列出的特征相似，从属

于大众的个体也多是匿名、高度异质化的并且少有沟通和互动。这些大众

的智慧只能靠诸如民意调查等聚集机制来汇总。将大众凝聚起来的并非如

群众概念中共享的情感，而是一种共同的关注点。与 LeBon 概念中的群众

不同，“大众”概念中的群体在地理上分散化，因此不能够有效的形成集体

行动。Mills（1956, p. 304）推断现代社会条件下可能更易形成大众而非公

众，因为“更少的人愿意表达观点，相反他们倾向于（从大众媒体）接收

观点”，因此权威对于政治行动渠道的控制渗透到了大众中。权威们对传

播渠道的系统性控制成功地消解了个体之间自发形成的沟通领域，因此大

众交流渠道的媒介化便成为了大众形成的助推力。

拥有“思考和理性”能力的“公众”概念不同于只会“感知和共情”的“群

众”概念（Park, 1904/1972, p. 80）。在沟通方式上所彰显出的围绕特定议题

的争论和探讨也使得它不同于“大众”的概念。基于同样的理由，公众也不

是 Surowiecki 的智慧大众：交流，尤其是讨论，是连接公众群体中不同个

体的核心机制。简而言之，批判性讨论的交流模式，将公众与群众、大众

区分开来。然而，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共同点不应被低估。三者都是“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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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社会实体的原初途径”（Price, 1992, p. 26）。它们都被集体力量所凝

聚：群众概念中的情感维系，公众概念中的批判性讨论，大众概念中的共

享注意力。此外，三者都没有进化为正式的组织化的集体行动。正式的组

织化的行动中，角色、规范以及传统都是较为确定的，因此这三种群体可

视作是导向社会变革的“经验的初始阶段” （Park, 1904/1972, p. 80）。

以上所讨论的概念区别展示了在社会形态变迁（Castells, 1996）中“关

联关系”（Emirbayer & Sheller, 1999）的基本意涵。这种变迁的一个支柱便

是媒介化机制。当感染性和情绪化的“原始互惠” 促成群众形成，大众的

产生通常会归因至大众媒体（如报纸和电视）单向的沟通模式。大众文本

（以媒体产品、体育赛事、名人等形式出现）的大规模传播也会形成另一种

社会类别：受众（Livingstone, 2005）。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试图将受众和

公众的概念进行对立，认为受众因为其被动和原子化的特征更接近于大众

的概念（Hartley, 200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媒介化成为不可逆转的事

实，不成为受众或者媒体使用者就无法成为公众，因为媒体能够带来公众

概念所需的可见性或通俗性。但是受众“所维系的批判性解读仍然局限在

一个有限且常常矛盾的层次，这来自于并重新生产一种定义不清、时常混

乱乃至矛盾的认知感，这种认知感可以激励他们但不足以完全促发那种公

众应该完成的集体与直接行动”（Livingstone, 2005, p. 31）。

在所有的受众中最为活跃的便是粉丝。在流行观点和大众媒体中，粉丝

常常呈现出一种负面形象（Hills, 2002, p. ix）。粉丝经常被刻画为原子化的、

受到操控的、沉迷的且不理性的个体，在很多方面都与群众（就狂热和情绪

化而言）和大众（就关注点重合以及缺乏沟通而言）相似。然而，有学者

发现粉丝其实会通过不同的媒介与彼此进行沟通（Baym, 2000），在共享和

挑战已有文本的理解和表达实践中也非常具有创造力（Hellekson & Busse, 

2006），此外也会对他们的被粉对象投入持久的感情（Grossberg, 1992）。

基于对反社会和受到机构剥削的粉丝定义的反驳，粉丝与公众之间的

对比似乎更加着重于一个面向 : 感性与理性的对比。公众这一规范性概念常

将理性界定为公众沟通行动的核心特征（Habermas, 1984）。具体来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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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公众被定义为进入到公共领域参与争论的个体们，这些个体就需要遵循

话语空间的相关规定，如提供“有效的诉求和判断”（Habermas, 1979）。这

种理性偏见已经被来自历史的、理论的和经验的视角所质疑（Fraser, 1993）。

从历史视角来看，这种聚焦理性的中产阶层公共领域以没有论证能力为由，

排斥从属性的和弱势的社会群体。从理论上来说，坚持理性的要求限制了

粉丝讨论表达的合法性，并淡化了其它话语途径诸如故事讲述和情感呼吁

的意义。在经验上，非理性的表达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公共讨论，使得这种

排外的理性中心论成为了一种无效的理论化过程。我们对于公众的定义可

以松开其常规意义上的约束条件，即理性倾向。公众是通过异议和争论联

系在一起的，因而可以采用任意形式的话语表达。回到 Watson 在 1997 年

提出的基本问题上，只有当共同关注特定议题的个体努力通过参与彼此间

和与其它社会成员的讨论，从而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代表自己时，公众才

会形成。因此，当粉丝在试图表现他们的兴趣并且将他们的诉求展现在更

广大的社会面前时，他们是可以成为公众的。

正义的“公”vs. 非正义的“私”

当 Splichal 在 1999 年对于美国和欧洲传统中的公众、公共性、公开性

等概念进行梳理时，他注意到公共性曾被康德和杜威等政治哲学家们用作

一个道德标准，而非如芝加哥学派将其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类别，或者如

哈贝马斯般将其作为一种特定行为 / 领域的特性。在康德看来，公开性的

准则意味着，所有能够被判定为可以影响其它人的权利的行为都须是公开

进行的（引述自 Splichal, 1999, pp. 63–64）。这样的关于公开性的原则所隐

喻的是，没有这些公开的行动就不存在公正，因为那些权益受到影响的人

无法提出他们的抗议以阻止这些行动，尤其是当这些行动的主体是国家或

者其它拥有权力的政治主体时。将 Splichal 的回顾进行扩展，则可以发现

将公开性作为道德标准其实并非西方语境中最为流行的概念使用方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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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公众概念的道德意涵在中国却几乎是对此概念最为重要的解释。

沟口健二（Mizoguchi, 2001） 追溯了中文里“公”（public） 和“私”

（private）二字在中国主要思想家们的理论中的历史演变，并对比了日本

语境中的概念表达。他发现这两个词的缘起表现的是一对互相对立的关

系。“公”字被明确界定为“私”的反面，在字形上可以看到“公”字的上半

部分是一个看起来像一个人背部的“八”，而下半部分正是“私”的一部分。

写于公元 1 世纪的《说文解字》从字源上将“公”字解释为“背对着私便是

公”（背私为公）。另外，这组对立关系中还带有道德倾向。“公”意味着好

的，公正的，而“私”意味着坏的，不公正的。这种道德层面的解释与这两

个概念在经济、政治层面的意义都不同。在经济层面上，“公”意味着集体

所有权（与个人所有相对），政治层面上则意味着国家或中央政府（与公民、

本土社群相对）。尽管有时在政治和经济语境中，“公”会被等同于官方的 /

政府的，其道德层面的隐喻使得其与所谓的“官”（o�cial）的概念完全不

同。当一个政府官员或者一个政府追逐个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时就会被

认为是坏的或者腐败的。同时，“民”（citizens）倘若从个人利益出发参与

官方事宜时也并不存在任何道德优越性。这就是为什么在中文语境中，“官”

与“民”之间常常存在冲突，而不会在“官”与“公”之间出现。除了“官”与

“公”在政治和经济语境下有时可以互换这个理由之外，“公”其实还作为一

种超凡的道德标准主导着我们对于“官”和“民”行为的判断。

“公民”作为一个现代词汇由此成为了含有价值判断的概念，而不仅仅

是描述性的术语。中文语境下的概念和芝加哥学派所侧重的都是这个词汇

的规范性意涵，但这两种传统具体所强调的却是不同的规范。芝加哥学派

将公众与大众 / 群众对立起来，关注的是能够在个体成员之间形成话语关

系的理性批判讨论。而中文里的公民，在代表私人个体的“民”之前用“公”

来修饰，强调个体公民在作为社会实体行动时需要遵循的道德正当性。也

就是说，能够推动公众形成的并非媒介化的理性讨论，而是赋予个体成为

公众资格的终极正义。因此，“公民”并不承担西方意义上公众行动时所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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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的理性规范，而是强行采用了另一种道德正当的正义规范。当社会群体

仅仅代表自己在整个社会中的利益时，并不能称为公民。只有当他们的表

述中能够用道德正当性来支撑他们的利益诉求或者将其框架化为社会整体

的公正时，他们才能被认为是在维护公共利益，从而“为公”。

很明显，粉丝并不常拥有如此高的道德预期。相反的，流行观念中经

常将粉丝视为道德上的低等层级，因为他们的利益诉求很少有公共利益的

根基。正如我们所知，粉丝经常属于受众中的少数群体，他们对于被粉对

象的狂热总是面临着来自社会大部分人的审视。在一些例子中，他们的粉

丝行为冒犯了社会中的大多数，从而引发了针对他们的道德谴责。然而，

这样的道德高地对于任何试图拥趸特定议题的社会实体来说都是难以企及

的。由于将这些努力都可视作是个体对于自我利益的追逐，网络社会的复

杂动力机制仍然不为人所知，这些张力仅被狭义地理解为官与民之间的冲

突。这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公众概念需要对其规范性的约束以及其所含的

道德正当性的偏见予以修正。一个公众群体可以由这个特定群体的自我利

益所驱动，而不需要为整个社会诉求一种公正。不同的公众群体在追逐他

们的利益时可以与其它群体产生冲突。这样的服务自我的努力并不必然就

成为不正义的或者恶的。

我认为我们应当回归“公”与“私”的创字源头，由此可以减少随着历史

情境逐渐演变出的道德层面的解读偏见。“私”的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围”，

图式化的解释就是筑起围栏将一块地或者资源圈起来成为自己的所有物。如

果“公”是“私”的反面，那么它就意味着解“围”，即令某物 / 事公开、可见。

可见性就成为了“公”字词源解释上的主要贡献。Dayan（2005）也提出了

类似的观点，认为公众和观众 / 受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公众为了可见性而表

演。换句话说，公众参与集体表演以使他们在整个社会面前可见。当社交

媒体允许任何使用者每天都可以向整个世界播送他们自己时，这种公众群

体的可见性便达到了新高度（Baym & boyd, 2012）。对于西方和中国语境

中公众概念表达的批判明确了当我们在对这个社会类别进行检视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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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个体如何关联起来，以及他们如何借助新信息传播科技的媒介化，建

构在整个社会当中的可见性。

作为关系概念的公众

倘若我们在对“公众”的概念表达中弱化对规范性的强调，将目光聚

焦在其作为一个社会类别的特征上来，那么这个概念中集体性实体形成的

社会背景就变得至关重要。从工业社会到网络社会（Castells, 1996），社会

形态的变迁意味着社会性的构建如今将遵循一种不同的逻辑，即网络逻辑。

网络逻辑是作为垂直分层逻辑的对比概念来使用的，后者是工业社会中的

主导组织结构（Castells, 2005, p. 5）。美国的福特制和苏联的中央集权制都

是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单向且严苛的等级制度的代表。在工业社会中，网络

的力量被压制，因为彼时的沟通技术并不能够支持大型的复杂网络。尽管

网络并不是 21 世纪社会所特有的，但是得益于新的信息传播科技，网络逻

辑成为了当前最为有效的组织形式。这些新的技术能够通过更加灵活、伸

缩自如并且耐久的电子信息流组织人力协作（Castells, 2005, p. 6）。

社会性的构建，包括公众的形成，便在这种网络逻辑的主导下进行。信

息处理的人力资本的增长使得社会行动者能够组织 / 再组织他们在空前规

模的网络中的行动，并处理随之而来的高度的组织复杂性。也就是说，公

众“更多地通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以及由此及彼的复杂网络来实现沟通”

（Ito, 2008, p. 3），并且由于借力于信息传播科技，网络化的公众与被动的受

众或者消费者有很大的不同。我对于公众的界定因此指向的是一种形成于

网络社会的独特社会条件下的“关联关系”（Emirbayer & Sheller, 1999）。关

系型的公众概念首先强调沟通网络中自选择和自组织的增长，也就是所谓的

“网络化个体主义”（Wellman, 2002）或者“网络化集体主义”（Baym, 2007）；

其次，信息传播科技的媒介化能够使“超越空间的分散化个体”组织起来，

并根据不同的能动性重构公众群体（boyd, 2010）。再次，经由不同个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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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以及他们的持续行动间相关联的关系，可见性也能够获得（Dayan, 2005; 

Papacharissi, 2014）。

本书内容概述

这本书的理论旨趣超出了新媒体研究中常见的如虚拟社区、线上公共

领域等议题。本书试图让经典的公众概念重获生机，并为公众在网络社会

时代如何形成提供基础性的探讨——与之对应的是在公众概念首次形成的

大众社会时代。这种对公众在社会整体中争取代表性的政治行动者的强调

也使得本书与其它关于互联网政治的研究区分开来。那些研究多局限于对

参与议会、选举等政府或其它政治机构主导下的政治行动者的研究。本书

回归至对一个初始的社会类别——粉丝——的分析，并讨论这个社会实体

如何成为一个可被视作公众的政治性的集体。加入正式的政治活动只是他

们提高可见性的一种方式。他们与其它公众群体、本土或全球商业力量以

及不同层级的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他们行动的主体部分。

对中国的社会实体在文化和政治领域的模糊边界的考量缘起对于粉丝

和粉丝群体的经验兴趣。当下对于粉丝文化的研究繁多，本书试图基于来

自粉丝自身的叙述和行动，对中国的粉丝进行一个社会政治性的解读。作

为认识论层面的区分，本书将应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该认识论路径来自拉

图尔 ，他在 2005 年的书中提到我们应当“跟随行动者本身”——关注他们

为了存在而行动的过程，而不要将我们的分析局限于已有的归类中。我试

图提供的不是对于一个正在移动的对象的描述，而是这个对象如何移动的

描述。尝试对变动的、形成中的事物而非稳定的、已形成的事物进行模型

化，拉图尔的动态认识论尤其适用于本书。本书的分析建立在 2000 年到

2014 年间的民族志研究基础上。书中所用的数据以多种形式出现，包括对

多个线上空间（如论坛、博客、微博、社交网站等）的参与式观察；对于

线上内容的文本分析；对核心参与者的深度访谈以及追踪访谈；对于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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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使用者的在线调查；对于真人和非人元素的网络分析。

在第一章，也就是本章中，通过对新信息技术科技的网络逻辑如何促

进公众形成新形式的理论讨论，介绍了本书的核心观点。对欧洲、美国以

及中国情境下的公众概念的梳理可以看出，作为现代社会类别的粉丝与传

统的概念表达存在很大不同。这些差异吸引我们去思考公与私之间的界限，

以及这些界限形成的社会背景条件。我提出用一个关系型概念来对公众进

行分析，以追踪在持续变动中的中国，作为政治集合体的社会实体的发展

过程，而不是对这个概念提出过多的规范性期许。

第二章以对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经验分析开篇，并涵盖了最近的数字

化阶段。来自用户数据（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行业报告以及媒体报

道的资料可以看出网络用户群体中追求娱乐的重要性。尽管在实际中该现

象十分突出，学术领域对中国互联网中大众文化现象的解释却较少。本章

的第二部分尝试解释这些追求娱乐的网民为何未能成为中国研究和互联网

研究的一个核心部分。本书探究了相对缺乏的对于线上粉丝现象研究及其

意识形态和结构上的倾向。此外，对技术的强调进一步解释了本书的智识

导向 。

第三章聚焦于电影粉丝中最有影响的线上社群之一：“后窗看电影”。借

助 14 个深度访谈、185 份线上问卷以及超过两年的参与式观察得到的数据，

本章中识别了粉丝们参与讨论的话语，并且将其与国家话语和商业话语区

别开来。粉丝们所参与的向社会传播他们话语的行动也被详细地记录下来。

当粉丝们形成他们独特的话语并且展现给其它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时，他们

就形成了一个公众群体。然而，需要意识到这个公众由于其话语相对有限

的影响力，仍是一个从属性的公众。

在第四章中，我对后窗看电影的粉丝们进行了回访。在初始研究中，

这个群体的行动曾代表了中国互联网和粉丝现象的动力机制。15 个新的深

度访谈，以及长达十年的参与式观察提供的数据展现了社交网络在网络空

间中如何发起并且逐渐稳固下来，将从属性公众转化为了常规公众。有一

部分分享他们对于电影的想法和感受的电影粉丝们，通过他们与大众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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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的联系成为了“自由影评人”。之后，广受欢迎的那些线上影评人，

通过与商业电影导演以及独立电影制作人的联系，逐渐进入到正式的电影

制作过程中。这些影评人不仅能够通过他们的线上评论，也能够借助与电

影生产直接相关的创意工作（如编剧），推广他们对于电影的质量标准。

同时代的粉丝们之间的关联，使得他们对被粉对象的理解和再发明充

满了创造性。粉丝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他们被提供的一切的消费者。他

们同时成为了用户和生产者（即生产使用者）。第五章将被粉对象的范围从

电影扩大到所有的娱乐性或者信息性的外文内容。线上翻译社群的现象体

现了粉丝的创造性。由于盗版 VCD/DVD 者的能力所限，外文电影的转译

质量通常较低。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志愿翻译群体。当互联网成为免费外

文内容的主要来源，对于这些内容的转译工作就需要志愿者来完成。这一

章回顾了线上翻译社群的历史，分析了这些翻译合作以信息技术科技为基

础的形成机制，并且探究了这些志愿者们奉献的动机。本章还讨论了粉丝

创造性对于培育公民文化的潜力。

作为线上外文内容的特殊案例，美国政治情景剧代表了被粉对象中对

受众发出政治性邀请的一种类型。第六章就聚焦于前几章中刻意跳过的这

类体裁本身的文本内容。尽管公众可以围绕任何议题形成，但这种基于美

国政治情景剧的形成方式具有一些独一无二的特征，如会宣传信奉民主价

值观等。通过对百度贴吧中纸牌屋粉丝的发帖的文本分析，这一章将展示

中国粉丝们如何通过两种矛盾的主题对美国现实剧进行解读：真实 / 非真

实主题和外国 / 本土主题。更重要的是，本章还描绘了这些粉丝社群所支

撑的互动如何重塑观看、欣赏外文内容这一意义制造过程。

第七章转而对网络逻辑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究。中国的社交网络要比

美国和欧洲语境下的更为多元化。本章的分析对象为豆瓣网，这个社交网

络不仅通过社交关系将用户联系在一起，还借助了诸如书籍、电影、唱片

等被粉对象，与 Facebook 式的社交网络——人人网——形成了对比。对

于用户的网络分析和在线问卷调查阐释了关系导向的社交网络和兴趣导向

的社交网络之间的不同结构和影响。与 Castells 的论证相一致，这种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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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可以被视为网络社会中社会形成的准则。

第八章中，前述章节中提到的网络逻辑被用以分析微博，特别是微博

上的名人。这里的被粉对象就是这些名人他们自己，同时他们还作为连接

他们的粉丝以及不同领域衍生出的话题的网络节点。这些名人的元连接能

力使得他们的追随者们能够对非常多样的话题进行讨论，并且彼此间相互

联络。然而，网络中名人们作为核心节点的集中特性也给这样的网络化公

众带来了脆弱性。

在最终章第九章中，本文的发现被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中，与

多种概念传统形成对话。在对“媒介化公众”和“网络化公众”的概念进行

了梳理之后，我试图通过对比三种网络理论来厘清网络逻辑：社交网络理

论，网络社会理论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综合不同章节中得出的不同经验

发现，主导粉丝公众的形成并维系这个群体的网络逻辑逐渐清晰化。因此

我又进一步探究了粉丝公众需要追求的可见性以及这个概念的表演性特征。

通过对“议题公众”和“情感公众”的概念比较，粉丝公众的共同表演的形

式和美学特征得到了阐释。最后，我通过民主化、后马克思主义、后殖民

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四种批判性框架，对粉丝公众的概念提出了一些评议。

通过对这些批判性传统的积极且带有反思的借用，本书的结尾提出了要关

注对作为“诱惑”的权力，而不仅是作为“强制”的、“剥削”的、“支配”的抑

或“知识”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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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春是一位中国女歌手和演员，她曾以人气偶像身份登上过《时代》

杂志某期的封面。2005 年，她在一场名为“超级女声”的全国性歌唱大赛中

斩获桂冠，并由此一举成名。在李宇春通过电视上的表演而变得家喻户晓

之前，另一位中国女性，在外貌和才能上都远逊于李宇春的芙蓉姐姐，却

已经早其一年在互联网上掀起波澜，并且受到大众媒体的广泛报道。芙蓉

姐姐开始受到注意，是她在清华大学的电子布告栏系统（BBS）上晒出自

己写真照片的时候，而清华大学的 BBS 可以说是中国大学生中最为活跃

的在线社区之一。在这些照片下面，芙蓉姐姐以非常真诚的口吻赞许自己

的容貌与才华，这令明显无法认同的网友们感到好笑。表面看来，李宇春

是电视偶像，而芙蓉姐姐则是属于中国互联网自己的超级明星。但实际上，

这两个人物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中所取得的位置，都是由新兴媒体和传统

媒体共同塑造的。李宇春的粉丝团大部分基于网络，百度贴吧是其中突出

第二章  
大众文化与数字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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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军者。这些粉丝团体有能力动员数以千计的选票，以使他们的偶像成

为比赛的最终赢家。与此同时，当芙蓉姐姐为中国网民所熟知后，她开始

为了商业目的而出现在电视及报纸版面上。这两位女性都不是中国常见的

主流女明星类型：李宇春从不以花俏的裙装示人，是个带男孩子气的女生，

而芙蓉姐姐甚至并不漂亮。以这样的女性名人为象征的文化转型来势如此

迅疾，以至于学者们几乎无法跟上变化的节奏。

本章开篇将经验性地回顾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包括最新的数字化阶

段。对一般意义上的普通中国人，尤其是网民而言，满足娱乐需求是至关

重要的，这一点将通过用户数据（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行业报告

（如艾瑞咨询）、媒体调查（如《小康》杂志）以及国家文化产业统计数据

（如统计局）等资料得以验证。尽管这一领域在经验层面十分突出，但是致

力于在理论层面理解大众文化现象的研究并不受重视，这一情况直到 1990

年代才有所改善。本章的第二部分将试图回顾现存有关当代中国大众文化

研究的英文文献，并着重强调历史语境如何塑造我们的研究。本章的最后

部分，将解析以娱乐需求为主的网民为何没有成为中国与互联网相关研究

的焦点，以及既有的理论框架在描述和解释网络大众文化方面存在怎样的

缺失。在对网络大众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作者将提出科技中心论的视

角，以进一步阐释本书的智识定位。

文化产品的供给与需求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规模已达 5.64 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3），

并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其中，约 3 至 4 亿网民连入互联网是为了娱

乐，譬如阅读文学作品、听音乐、看视频以及玩游戏。大概 70% 到 80% 的

中国网民也会从网络上获取信息（网络新闻、搜索引擎等），其中包含大量

的娱乐性信息。自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采取现有的使用行为分类方式

以来，娱乐一直都是第二普遍的网络活动类型（仅次于信息检索）。从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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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至 2013 年 1 月，网络游戏玩家和网络视频观看者的数量增长到几乎

三倍之多（参见图 2.1）。在线阅读文学作品同样成为了一种大众的消遣方

式，并且这些作品包含了大量网民原创内容，在 2009 至 2013 的五年间，在

线读者的数量翻了一番。听音乐也是最受网民喜爱的线上活动之一。虽然

对此的统计资料仅可追溯到 2009 年，但其快速增长的趋势十分明显。那么

娱乐是属于中国网民的特有行为模式吗？与勤劳的大多数中国人相比，是

中国网民特别会享乐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如果发展意味着生活条件的提高，那么对于物质商品和文化的消费，就

都是现代生活的组成部分。文化产品消费，是在文化产品市场形成之后才可

能出现的现象。事实上，大众文化的某一种定义（Gold, 1993, p. 908），就

将大众市场作为重点强调，而文化产品的生产正是为了这个大众市场。如

果我们审视一下中国大众文化的整体图景，就会发现在文化产品的大众市

场中，无论是供给方还是需求方，近年间都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在需求方

图 2.1：中国互联网用户规模（单位：万），2007— 2013

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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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们见证了城乡家庭文化产品消费金额的稳步增长（参见图 2.2）。从

2005 年到 2012 年，城市家庭人均文化消费从 526 元增加至 1214 元，且这

种增长主要归因于服务性消费的提高，而非电视机、电脑等设备上的消费。

然而，这种增长在农村家庭中显然要慢上许多，人均文化消费仅从 295 元

提升至 445 元。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不难得出，大众文化及其消费在更大

程度上是一种城市现象。

除却金钱方面的考量之外，空余时间的多少也成为中国人享受休闲娱

乐的关键因素。新近的一项有关休闲活动的报告（中国旅游研究院，2013）

指出，2012 年中国城市居民在一个工作日平均所享有的闲暇时间为 3.6 小

时，周末每日为 5.3 小时，假日则上升至 6.1 小时。中国农村居民的闲暇时

间具有高度的季节性特征，在农忙时节日均为 3.8 小时，农闲时节则增加

至 5.1 小时。而与诸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相比，这些数字都处于一个相对

较低的水平。例如，根据美国人时间使用调查（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图 2.2：中国文化消费情况（单位：元），2005— 2012

资料来源：︹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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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中国人日常休闲相关问题满意程度（以百分比显示满意人群），2006— 2012

资料来源：︹小康︺杂志，2013a

2013）显示，2012 年美国人日均闲暇时间为 5.1 小时，而这个数字已经接

近于中国城市居民在周末时的平均水平，以及农村居民在农闲时节的平均

水平。《小康》杂志隶属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社，根据该杂志

所进行的一项追踪调查显示，国民对于日常休闲消费和休闲活动的满意度

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升，然而对于休闲时间的满意度却从 2005 年以来

就维持不变（参见图 2.3）。在资金和动机上充裕但却受限于时间的情况下，

互联网由于其便利性与灵活性，成为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居民休闲活动。经

2012 年《小康》杂志的调查以及其他相关研究（如 Yin, 2005）证实，中国

人最喜欢的休闲活动是上网（《小康》杂志，2013b），随后才是旅游、看电

影、购物和看电视等。

对于资金充裕但时间却有限且分散的中国城市居民而言，其文化消费

的需求似乎被热情的媒体生产者所满足。在供给方面，我们见证了文化产

品，尤其是电子和数码产品的快速增长。除了书籍以外，如报刊、杂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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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中国书籍、杂志、报纸及音像类制品生产情况，2005— 2012

资料来源：︹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13）︺

图 2.5：中国广播及电视节目制作及播出情况（单位：分钟），2005— 2012

资料来源：︹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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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中国电影制作情况，2005— 2012

资料来源：︹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13）︺

图 2.7  中国电影、网络游戏及网络视频市场的收入情况（单位：亿元），2005— 2012

资料来源：综合整理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和艾瑞咨询（www.iresearch.com.cn）的多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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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传统媒体产品，其增长却始终在低位徘徊（参见图 2.4）。有人可能会

提出质疑说，至少在部分情况下，报刊种类没有增长是由于政府强制实施

严格的限额准入政策所导致。但针对销售数量（即卖出的份数）所做的进

一步检视仍然显示，杂志的销售没有实质上的增长，而从 2005 年至 2012

年的报纸销售增幅也仅是接近 10% 而已（中国国家统计局，2013）。尽管

书目的种类增加了很多，但实际上近年来销售的本数并没有增长。以 CD、

VCD、DVD 以及蓝光光碟为载体的音像制品，甚至在种类数量上出现下滑，

而销量则没有变化。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的是广播和电视节目以及电影作品。

从 2005 年到 2012 年，广播和电视节目的制作时长增幅均超过 20%（参见图

2.5）。而常规电影的数量也在同一时期取得了 65% 的增长率（参见图 2.6）。

与印刷媒体不同，这种产出的增长与其销售的成长几乎齐头并进。举例而

言，在 2005 年至 2012 年间，电影的票房收入实现了增幅达 88% 的飞跃式

增长（参见图 2.7）。

如果说电子文化产品的增长令人印象深刻，那么数字文化产品的繁荣

发展则只能用爆炸性来描述。2006 年，网络游戏市场的收入为 48 亿元，这

个数字到 2012 年已经增长了 14 倍，变成 670 亿元。对比 2006 年，在线视

频 2012 年的市场收入也扩大了将近 20 倍之多。相较而言，2012 年电影票

房收入则为 2006 年的 8 倍左右。毋庸置疑，数字文化产品已经成为中国大

众文化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实体形式之一。无论是使用数据还是市场数据

均表明，文化消费尽管常常被视作为满足娱乐需求的行为，但却已经成为

普通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中心之一。如果不能对文化消费及其新近的数字化

阶段进行全面地理解，我们对于中国和网络社会的认知终究不会完整。

并不流行的大众文化研究

尽管中国的大众文化在经验层面很显著，但在学术层面上针对该议题

的调查研究依显不足。首先，我们必须确认这不是中国学术界所仅有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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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大体而言，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和 70 年代初期为止，大众文化

研究一直为学术社群所轻忽（Lent, 2013），就中国来说，则更迟至 90 年代。

大众文化研究在中国语境下被轻忽的原因，与欧美语境相较，有其相似之

处，也有其不同所在。相似地，大众文化在中国通常被认为是低俗的，与

之相对的是高雅文化或美术艺术（Zhong, 2010, pp. 3–4）。由于学者是知识

精英的一部分，因此并不被期待投入这一类雅味缺缺的议题。在文化大革

命结束之后的那个历史时期，中国大众文化缺席的局面进一步加剧。Jing 

Wang（1996）将 1980 年代称为是一个“高雅文化热”的时代，在这一时期，

关于中国的后革命乌托邦构想在知识精英中达到了新的高度，直到 1989 年

的骤变结束了这番热烈的讨论。与此同时，邓小平引入了市场化，而具有

讽刺意味地是，这成就了一些知识精英在大众间前所未有的声望，令他们

名利双收（Zha, 1995）。这些知识精英要么突然被赋予名人光环，抑或看

到同侪突然成名，激烈的转型令他们困惑不已。查建英（1995）非常详实

地记录了那些曾经的优秀艺术家们在国内和国外所经历的斗争，并以中国

电影第五代导演中最为著名的陈凯歌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另一个具有象

征性的例子，是标志着由 1980 年代向 1990 年代过渡的王朔，他于 1980 年

代所写作的流氓文学，明确地将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这些作品

在 1990 年代成为了畅销书（Wang, 1996）。在 1980 年代对大众文化研究的

无视，可以理解为一种敌对立场，这种立场反对低俗、乏味和迅速商业化

的大众文化，以及乌托邦意识形态理想的缺失。

在 1990 年代，当商业化和消费在中国社会付诸实现的时候，本土知识

分子似乎也从文化政治的论争中抽身而出，回到了象牙塔里（Wang, 1996）。

同一时期，在英语学者中， 一个新兴的学术关注点正变得有迹可循（如：

Lull, 2013; Chinoy, 1997）。鉴于大众文化可能仅被想象为有助于国家经济

增长的另一类大众消费品，可以说，文化消费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已经成为

1990 年代文化情境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可以被允许购买

（不一定来自原产商）许多在开放之前不可获得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最初

来源于大中华地区（香港和台湾），之后延伸到东亚（日本和韩国），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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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西方（美国和英国）。消费所带来的影响十分深远，以至于一些学者

将此宣称为一场“消费革命”（Wu, 1999; Davis, 2000），这使得中国人凭借

购买力的赋权而成为了公民。对此有学者认为，消费行为促发了中国公民

个人选择的意识，并最终促使他们产生捍卫自身选择权利的愿望（Davis, 

2005）。

显然，中国政府从未天真地将文化消费视为一种纯然的经济行为来对

待。为了应对新兴的挑战，关于文化产品生产与分配的政策和法规持续不

断地在进行修订。在 1990 年代，令人爱恨交加的全球化成为了对意识形态

控制最大的威胁（Hockx & Strauss, 2005）。一方面，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不

可避免地来临，政府在全球资本的巨大压力下采取进一步开放文化市场的

政策，包括提升国外进口的配额以及采取措施遏制本土的盗版行为（Fung, 

2008）。另一方面，官方话语则格外强调对于屈从外国文化的忧虑。在后

改革时代，尽管民族主义通常用于在政治上为中国政府增添额外的合法性，

不过对于丢失中国文化的恐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真实存在的。除了控

制外国文化产品的大量涌入之外，政府亦刺激性地推动本土产业与全球资

本竞争，并要求其履行意识形态职责（Yu, 2009）。就如 Link, Madsen 和

Pickowicz（2002, p. 3）所指出的，在后 1989 时期产生了一种全新且重要

的张力，这种张力存在于全球化下的不同势力之间，相较之下，在 1978-

1989 年间则是由国家与社会的张力所主导。

全球化由于其复杂性，助推了大众文化研究超出经济的范畴，进而探

讨文化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作为社会和文化实践所嵌入的含义。这种

研究其中的一个分支聚焦于媒体改革，有的讨论了此种大众文化结构变

迁的影响，有的则没有。在进行了讨论的论述（如 Lu, 2002; Yu, 2009）中，

该影响主要集中体现为现代性的困境，或者一种既非共产主义也非资本主

义的文化身份。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不仅仅是那些媒介的音 / 像内容，

而且也体现和表达着现代社会中对于中国人身份的困惑。在电影研究的文

献和有关中国电影的解读中，长期以来一直都在讨论这一议题（如：Zhu, 

2003）。然而在 1990 年代，标示着现代身份与大众文化的复杂状态的，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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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是电视节目，尤其是电视剧。如果流行音乐更多意味着青年文化（De 

Kloet, 2005），那么电视则主导了大部分人口的注意力，这与年龄无关。一

直以来都有相当多的论集致力于与中国电视相关的研究（Lull, 2013; Chinoy, 

1997; Curtin, 2007; Zhu, 2008; Zhu & Berry, 2009; Zhu, Keane, & Bai, 2008; 

Zhong, 2010; Zhu, 2014）。他们一道对中国电视业进行了多方位的考查，诸

如制度、电视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电视内容的跨国跨境流动、电视节目的

类型与风格和受众对电视内容的感受与解读。所有这些方面都与身份认同

的政治有关，而非政党或意识形态的政治。

另一组研究将大众文化概念化为反对官方的文化，这体现在当代中国

的生活时空中。由 Link 和 Madsen（1989, p.5）所提出的非官方文化，特指

“在国家与社会的张力间，来源于社会一方的任何一种文化”。此一定义有

两层含义：其一，在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化以前，所出现的民

间或地方文化，也可以被置于社会的这一边。这层含义令我们将目光投向传

统和礼仪，以及其在当代的延续与失落，而这正是 Dingbo Wu 和 Murphy

（1994）在他们编撰的书中所试图记录的。其二，普通中国人所过的日常

生活是对官方文化的回应、抗拒和逾越。这种理解符合 Williams（1958）

对文化所下的著名定义，即文化意味着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整体。Williams

（1958）也强调文化兼备传统与创新。第二层含义与这样一个观点不谋而合，

该观点关注到普通中国人会采取创造性的方式绕开或抵消无所不包的官方权

力。按照此一定义展开论述的作品，常常伴有强烈的民族志气息，投入大

量的注意力对原地观察进行细致地描述（如：Link & Madsen, 1989; Barmé, 

2013; Dutton, 1998; Link, Madsen, & Pickowicz, 2002; Wang, 2005）。配备了

民族志的方法论，对于非官方文化的考查常常可以深入下去，甚至包括大

众文化学者甚少思考过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主题，诸如结婚和离婚（Arkush, 

1989; Zhang, 1989）、农民工（Chan, 2002; Zhang, 2002; Sun, 2005）、商业

夜生活（Feng, 2005）和 T 恤衫消费（Barmé, 2013）之类的。虽然这些丰

富的民族志报告为我们理解社会的光怪陆离提供了广泛的视角，但需要强

调的是，这种对官方的反对，不仅为文化所塑造，而且也塑造了文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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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反对性的理解，在市场化、全球化、城市化、社会分层、权力冲突（例

如，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和身份认同的斗争（例如，性别、性取向和种

族）等所有这些复杂情况与文化实践互动时，可能不再适用。

网络大众文化研究中的科技中心论

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里，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已经给我们呈现了一

个极具复杂性的主题。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简单二元框架已经被划分国家、

市场和社会的三元结构所取代（如：Gries & Rosen, 2010）。但是作者认为

这样的新框架依然无法充分体现三者之间多变的界限，这是因为这些所谓

的实体并不真正完整，且几乎一直以来都经历着崩解和再造。在对科技尤

其是信息传播科技的角色进行讨论时，既有框架在描述与解释能力上的不

足就会充分地暴露了出来。无论是结构路径（例如，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

学），还是受众路径（例如，受众对电视剧的感受与解读），抑或是内容路径

（例如，电影的语篇分析），都不曾准备好将科技纳入其元叙事之中。在多

数情形下，科技在研究中居于从属位置，与之相伴的常见术语诸如“渠道”

（channels）、“工具”（tools）和“地位标识”（status markers）之类的，这意

味着科技仅被赋予一种物质存在的意涵。例如，一个关于信息传播科技的

故事情节告诉我们，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均企图利用科技这一有效的工具增

进其利益。一方面，学者们探究威权体制如何成功地利用信息传播科技维

护其权力（例如，精细的审查系统；Qiu, 2007）。另一方面，学者们记录公

民、非政府组织和其他非国家行动者如何利用网络抵抗来自国家的极权力

量（例如，网络行动主义；Yang, 2010）。

当观察到信息传播科技成为强化国家权力的有效工具时，研究者们最

先构建国家的压迫性质。随后，他们对专制权力的持续性加以分析，却并

未顾及信息传播技术特点的变化。因此，审查研究中最重要的领域已经受

到公众的最大关注，这些领域的重点词包括监测、控制和防火墙（W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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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2010; Y. Zhao, 2008）。这些研究都从这样的假定出发，即信息传播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提升个人自由，也会促进国家控制，但是后一

种论断似乎更为普遍。从技术手段、基础设施建设、行政安排、监管体制

上进行支配性的控制，中国的网络审查表明国家控制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

的程度。另一个相关的研究思路，在于构建国家如何通过操纵民族沙文主

义来利用公众情绪，以加强控制（Pan, Lee, Chan, & So, 2001; Qiu, 2006; X. 

Wu, 2007）。

行动主义研究作为审查研究的对立主题，聚焦于参与、民主、公民社

会和公共领域。这里的假定在于，国家控制仍然为公民和非政府组织留下

了很大的争取空间，而信息传播科技应用的彻底释放及其广阔前途，可以

为公民和非政府组织赋权（Yang, 2010）。虽然审查研究揭示了一个国家控制

的绵密编织网，不过中国公民似乎有能力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探测到盲区，

以促进社会的进步。网络上的公共领域蓬勃发展，这里允许公开表达意见

和辩论（Cheong & Gong, 2010; Dai, 2007; S. Li, 2010; M. Wu, 2008; Zhang, 

2012），这种情形在国家所控制的商业大众媒体上难得一见（Reese, 2009）。

至于网络对传统媒体造成的挑战，Yuezhi Zhao（2008）在她关于中国传媒

体制的全面性著作中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然而，纵然在经过十年的研究之

后，关于网络在中国的民主化可能性仍然存在争议，且远未到达可以解决

的地步（Huang, 1999; Taubman, 1998; Stanley, 2010; Yuan, 2010）。

审查与行动主义的二元论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以说明我们对科技的见

解是如何简单化的。终极的问题似乎取决于谁将会利用信息传播科技工具

赢得这场战役。如果信息传播科技帮助行动主义者获胜，那么将会建立民

主的政府，而如果信息传播科技站在审查者的那一边，则国家将继续作为

压迫机制而存在。不幸地是，很多中国大众文化和信息传播科技的研究也

都陷入到此二元论的陷阱之中。他们痴迷于这样一个问题，即大众文化中

的网络粉丝现象是否赋权给国家还是给社会。随着国家 / 市场 / 社会的框

架越发为人所周知，简单化的见解更进一步，探问由信息传播科技所带动

的大众文化，是否赋权给全球资本，或伙同资本的国家，抑或反对前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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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社会。Yongnian Zheng（2007）的作品正确地指出，网络会为所有的

一切赋权，而胜利与否则有赖于特定的情况。关于“谁会赢”的问题，不会

是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此一论争绝非零和博弈。例如，信息传播科技也

许会帮助资本家在全球文化产业中利用、剥削粉丝群体，但是这一事实不

会否认网络大众文化抵制和修正其它权力的可能性，这既包括国家权力也

包括社会权力（例如，性别歧视）。

在此，我主张要以科技中心论的视角，研究信息传播科技在所有社会变

革中的角色，包括大众文化的变迁。首先，我必须厘清科技中心论与另外

两个恶评如潮的术语之间的区别，那也就是科技本质论和科技决定论。这

两个恶评如潮的术语之所以为人所诟病，并不是因为科技本身，而是由于

其定义科技的方式。科技本质论倾向于认定科技具备着其之所以成为科技

所必需的一些属性。科技本质论最为谬误的说法，是要通过表明信息传播

科技在本质上是好还是坏，来针对其属性做价值判断。经过乔装粉饰的科

技本质论则会声称信息传播科技在本质上是有好有坏的，这取决于人民如

何使用它们（即科技工具主义）。这种观点依然是本质论的，因为其并不是

要对那些我们称之为信息传播科技的种类繁多的技术进行细致地观察，而

是假定所有的信息传播科技在一种最草率且无内涵的定义上是相同的，也

就是，有好有坏。此外，该观点还意指科技在性质上是中立的，并且造成

对科技应用效果的差别对待。举例来说，电脑就是电脑，当罪犯利用它来

伤害他人时，电脑就成为一个犯罪工具。不过这种观点忽略了科技在历史

和交互作用上的属性，这意味着信息传播科技不是一种自主的力量，无法

与国家、市场、社会以及许多其它力量分离。并不是所有的电脑都具有相

同的性质。那些已经完全沦为恐怖分子犯罪工具的电脑就不是中立的。科

技决定论也是错误的，这肇因于其决定论的逻辑。类似于上文所提到的那

种述及信息传播科技在中国的角色的二元观点，科技决定论被关于何者为

因与何者为果的虚假二元所吸引，好像历史一定会终结似的。而今多数学

者认同科技不能完全决定社会关系和文化实践的发展（Baym, 2010）。但是

我们必须认识到类似逻辑的其他论断（即社会决定论或者文化决定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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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错误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实践也不能完全决定科技发展。或者以较为和

缓的笔触而言，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是非常多维的，他们并不预示科技发

展的单一趋向。因此，对于科技中心论而言真正重要的是中心论，这意味

着将科技与其他传统理解上的行动者一起放到前台来，从而不会将科技简

化为纯粹的工具或代表其他重要事物的表征。

如果不是更为重要也起码是同等重要的是，在我关于网络大众文化的

探讨中，强调占据核心地位决不仅仅是科技。相反，我企图凸显一个异质

化的行动者网络（Law 1992, p. 379），内含一系列不受限的节点，如个人、

团体、组织、制度、科技、物质实体、生物物种等等都包括在内。换言之，

我正试图提出一个网络化的路径（Bourdieu, 1989, p. 15; Latour 2005, p. 12）

来研究我的主题，但是这个网络不仅仅是社会层面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就

是该网络不局限于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它也不仅限于那几个过于概括

的类别之间的关系，诸如国家、市场和社会之类。不妨说，这个网络的异

质化行动者总是不断发展的，这导致网络配置或重置中任何的成功或失败

都只是暂时效应。虽然此项研究的主题是网络大众文化，但如果没有参考

它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该主题甚至无法被描述。作者研究网络大众文化

的目的不是为了确认这一现象，或是使之成为社会学术语列表中的另一个

条目，而是为了勾勒一个网络从起始到稳定再到终结的轨迹，而这个网络

正是网络社会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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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苏珊·桑塔格（1996）所言，电影“同其他艺术不同：它具有典型

的现代性，并且雅俗共赏；它可汇诗情与神秘感一体，聚色情与道德于一

身。”即使在电视普及以后，电影这种艺术形式依然能在家庭环境下、在小

一点的电视荧幕上广受欢迎。而 VCD、DVD 和在线视频等新信息传播技术，

更使得观看电影的途径越发多元。中国电影最初也是一种以现代社会的大

众成员为目标受众的艺术形式。作为文化产品，它总是以吸引受众的注意

力和体验，并激发交流和批评为目的。然而，正如布迪厄（1993, p. 38）的

论断，文化生产并非仅仅是艺术创造，因为“艺术的场域内在于权力的场

域。”（Shefrin,2004, p. 263）因而中国的电影也会受到社会结构中普遍存在

的权力等级体系的支配。对于电影这种艺术，中国当局将其与明面上的政

治行为进行了区分（尽管电影也能具有政治性），也给电影设定了兼具大众

娱乐和教育（或宣传）的模糊定位。按照布迪厄的思路，电影是一种复杂

第三章  
后窗看电影：从影迷到从属性公众

译＝张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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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行为，内在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主体的权力斗争场域之中。

电影的粉丝现象，即“迷影”（Cinephilia）是从 VCD、DVD 在中国流

行之时起开始出现的（Li, 2010）。盗版的流行使得人们能够轻松地接触到

被禁的（基本是中国电影）和找不到片源的（基本上是外国的）电影，它

使得收藏电影成为可能。而各类网站的出现则给人们交换片源、交流心得

提供了方便。哈贝马斯（1989, p. 29）所描述的早期公共领域就是从批评

艺术领域的话题开始的，这些话题包括了文学、戏剧、音乐以及其他艺术

作品。而其中以“理性—批判”的方式讨论这些艺术话题的群体里衍生出

了资产阶级公众，当社会变得更加开明时，这个公众会转而谈论政治问题。

这一历史似乎在中国重演，不过欧洲资产阶级公众当年是在咖啡厅和沙龙

里高谈阔论，而在中国，则是在互联网，尤其是在论坛、博客、微博和社

交网站中灌水拍砖。

为响应布迪厄的理论，本章将首先介绍中国电影工业发展历程中的权

力机制，来理解中国电影粉丝现象的形成过程。在阐述完政治经济的大背

景后，本章将对影迷们在讨论电影的过程中形成的话语进行考察，我们会

发现对于“电影”这一被粉对象，影迷的话语不仅同官方的和商业的话语相

对立，而且出人意料地还与学术的话语相对立。随后我们将对这种影迷话

语的协商性（deliberativeness）质量进行考察，结果会发现哈贝马斯式的公

共领域概念也能在其中得到些许体现。但是，我将在本章第三部分中呈现

我与布迪厄、哈贝马斯的两种思路的不同之处，我将用数据讲述，这群在

线影迷如何突破网络平台的局限，并在社会之中有所作为的。这群影迷通

过相互之间的网络关系，以及同与关心电影的大众媒体、商业主体建立的

网络关系，演化成了一个从属性公众。而让这个影迷群体演化成从属性公

众的关键真是前面提及的这种网络化的逻辑。而他们创造的这套话语，也

成为了这个他们内部个人之间，以及同网络关系之外相互连接的纽带。而

那些政治和经济的主体也是这一网络的重要节点，它们也协助了这一从属

性公众的形成。而在下一章里，这个从属性公众会演化成为社会中常见的

常规公众，这将使影迷群体这一网络化公众的案例更加清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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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线迷影的发展历程

在艺术实践要服务于官方宣传工作的政策指导下（Chu, 2002），在接

近 40 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电影工业始终由官方所垄断。20 世纪 80 年代末

期，电影工业开始市场化（Zhu, 2002），对统一管理的制片体制进行改革，

让国营的电影制片厂和发行单位自负盈亏。但是，与电影管理体制的改革

相伴的是对影片内容的严格管控：从对剧本的审查，到对已完成拍摄的电

影的封杀，从对进口大片的删减，到对主旋律电影的输血，不一而足。在

市场化需求和创造力缺乏的双重困境下，国营制片厂和发行单位的转型改

革进展得并不顺利。1995 年，面对中国电影工业的危机，中央政府开始对

好莱坞的进口大片有了新的态度。高投入制作的好莱坞电影不仅把观众重

新拉回到电影院，而且还成为了好电影的新标杆。同时，这一年的另一个

重要的政策变化是降低了制片资格的门槛，除了 16 个国家级制片外，另有

13 个省办厂获得了生产故事片的资质。90 年代电影管理体制的改革直接促

成了当时国产电影的一次短暂的繁荣，不过其中多数都是对好莱坞娱乐电

影的劣质抄袭。

21 世纪的头几年，在鼓励全面开放的新政策指引下，电影工业的商业

化进一步推进。2003 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行政令，将电影制片、

发行和放映经营的许可向境内私人资本全面开放。下一年，另一项规定又

决定，允许外资通过与境内电影制片单位合作来参与中国电影事业。同时，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让中国进口影片的年度配额从 10 部提升到了 20

部；而这一数字在 2012 年时已提升到了 34 部。资本准入门槛的降低，让

21 世纪头十年的中国商业电影迎来了春天。2001 年，也就是内地商业电影

先行者《大腕》上映之年，共摄制了 88 部故事片。而到 2013 年，这个数

字已是 638 部（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2014）。但是在影片

内容受限的背景下，多数商业电影都没有直接去触碰社会敏感话题。

独立电影是在官方机构（最开始是国有，后来完全商业化了）之外制

作、流传和放映的电影作品，在真实记录当代中国的动因下生根发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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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集中式的制片体制长期亏损、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挤压艺术创作空

间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独立电影应运而生。独立电影人中的成功者，多数

是在官方机构（例如北京电影学院）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业内人士，但由于

旧的电影管理体制面临危机，无力支持他们的电影创作，于是这些人被迫

转入地下。所谓的“第六代导演”最开始就是在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的几

年里，凭借独立电影作品而登堂入室的。比如王小帅在制作其处女作《冬

春的日子》时只花了 10 万人民币。随后，其制作团队出席各种国际电影节，

角逐不同奖项，从而扩展了融资的渠道。在他拍摄第三部电影《17 岁的单

车》之时，他已筹集到 300 万人民币了。独立电影的投资方获得收益的方

式，主要是靠在海外发行电影，不过还有一些像电影节承办方这样的投资

方压根就不指望收回投入。

由于独立电影绕开了官方程序，因此不能在境内公开放映，这成为独

立电影除了经费问题之外的又一困扰。这样一来，独立电影就主要通过这

两个渠道传播——网络和非公开放映，而这两种渠道又都与盗版市场关系

紧密。Wang & Zhu（2003）的文章对盗版市场为观众提供独立电影片源的

流程做了如下描述：首先，地上对独立电影的需求被传达到地下供应商那

里；接着，国内的地下盗版商会先在国内寻找片源，如果没找到，他们就

到海外去找（例如，贾樟柯电影《站台》的一个传播较广的盗版版本就是

日版）；最后，海外版本再通过走私进入到国内地下市场。随着宽带网络

的普及，特别是像优酷网、土豆网等视频网站的出现，使得中国观众能够

更轻松地观看到盗版的电影。而当电影粉丝们组织非公开的电影放映活动

时，其片源也通常就是盗版的 VCD 和 DVD。

最近十年，中国独立电影界的一个显著变化是，许多独立电影的导演回

归到了官方体制内。像张元、贾樟柯这些第六代导演中的翘楚，如今都已

在体制框架内拍电影了，而且还能继续维持其艺术追求。同时，随着电影

工业的进一步商业化，以及数码摄像机等新传播技术的普及降低了独立电

影的门槛，新晋的独立电影人也已不用再面对他们的前辈们所遭遇的那些

困难了。不过，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新的挑战，已不只是如何绕开审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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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得发行许可（俗称“龙标”），如今独立电影的导演们还必须面临来自

商业电影的竞争，他们要想筹到拍片和公开放映的资金来源得花费很大的

功夫。早年的独立电影人主要担忧当局的过分管控，而如今这些人则揪心

于电影业的过分商业化。独立电影的艺术性注定了其难以流行的命运，因

此独立电影节也在中国逐步出现，中国独立电影节、北京独立电影节、云

之南纪录影像展等成为了放映和推广独立电影的平台。但是，这些电影节

只有在政府容忍的范围内才能举行，它们往往被政府用于塑造自身形象。

在互联网发明之前，中国便已经有影迷了。在互联网还不普及的时候，

针对电影的粉丝现象是通过《大众电影》这类的电影杂志来维系。而网络

普及之后，电影杂志、报刊和电视节目等大众传媒形式也依然是电影粉丝

们的精神食粮，但是，还是靠互联网，让中国的影迷们头一次建立起属于

自己的社群。一方面，这些平台不需要承担大众传媒所背负的意识形态和

商业盈利的使命，因此具有明显的用户导向。另一方面，在这些网络平台

上的讨论深度不仅不亚于，乃至超过其他平台。而本应当承载高质量争鸣

的学术与专业刊物，却再次因为意识形态的控制而乏善可陈。影迷在线社

群的建立为新话语的出现提供了基础，也为这种话语在社会之中的发声打

下了基础。

中国的在线迷影，是在旧的电影管理体制艰难转型以及进口电影依旧

遭受各种限制的转型年代逐渐成型的。当互联网在 1996 年前后进入中国普

通人生活的时候，网络平台迅速成为了一个供影迷们交流观影体验的一个

宽松的领域；当然，那时候人们所谈论的电影，多数是通过 VCD、DVD 及

非官方渠道所观看的那一类电影。“后窗看电影”（下称“后窗”）是一个聚

焦于电影话题的讨论版，是那个年代影迷在线社群中的先行者，它于 1998

年底在西祠胡同（xici.net）上建立。西祠胡同是中国最早的在线社群之一，

它为数千个讨论不同话题的讨论版提供了平台，在 2003 年时，西祠上曾一

度有超过 10 万个讨论版。而后窗在其鼎盛时期是西祠胡同上最大的讨论版

之一，有超过 5000 名注册用户加入该版，此外每天还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

浏览。虽然近年来在门户网站、博客、微博和社交网络网站的冲击下，这

http://xic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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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讨论版活跃度已不如当年，但是后窗这个名字总不断地被中国影迷们提

及。例如在 2013 年，后窗的创建者为推广中国独立电影而启动了一个叫做

“后窗放映”的文艺电影放映活动。在活动的第一年，后窗放映即在全国 70

个城市 300 多个剧院中放映了 15 部带有“龙标”的文艺电影。本章将要呈

现的经验性研究，便是对 2001 年至 2003 年间的后窗的一个概览，此时该

版已建立 3 年，正是如日中天的时期。

构建反话语

2003 年 4 月，我对 187 名后窗用户进行了一项在线调查。调查显示，超

过 99% 的用户年龄在 18 至 35 岁之间，超过 97% 的用户有大学学历。由于

有相当数量（38%）的用户是在校学生，因此选择月收入低于 500 元人民

币的用户占比达到了 27%。但是同社会总体相比，后窗的多数用户（63%）

的月收入较高（超过 1000 元人民币）。我们又通过内容分析发现，该版的最

热门内容是影评文章，占所有主题贴的 67%。资讯类的帖子也占一定比例，

达到 22%。其他种类的帖子，包括社交互动类、任务类和建议类以及管理

公告类均不到 5%。影评文章中，有 74% 的篇目获得过回复。此外，在我

进行的调查中，有 77% 的受访者参与或关注版上的讨论内容。从这些数字

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后窗上有各种类别的内容，但是关于电影的讨论是主

要内容，这是反话语出现的基础。为了整合出用户们对于中国电影以及电

影业的不同观点，我在所有帖子中对以下关键词进行了搜索，包括：中国

电影，中国导演，中国演员，中国电影节，盗版电影和具体的片名，例如

《英雄》。此外，我还在在线调查中设计了一些相关的开放性问题，以验证

这些观点是否得到了用户们的广泛认同。

官方话语认为，观众应当受到官方的妥善引导。换句话说，允许公众

观看到怎样的电影应当由官方来决定。因此政府控制了电影的制作和发行，

也成为了中国电影话语的绝对制造者。政府话语里，第一条官方陈述是“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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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Zhu, 2002），这意味着优先发展意识形态色彩的

电影，同时也允许商业电影的存在。第二条陈述是“社会主义的文艺，人

民的文艺”，即大张旗鼓地鼓励那些促进培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电影。第

三个陈述则常被视为是对前两条的平衡，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

“双百方针”意味着非意识形态化的电影也是允许存在的。政府为了进一步

明晰对优秀电影的界定，先后建立了三个电影奖项：金鸡奖、百花奖和华

表奖。通过这三个官方背景的奖项，政府传达出了其对优秀电影的评判标

准。此外，官方媒体对于获奖者的报道和评论，也进一步扩散了这一话语。

而在后窗上形成的新话语，则通常会谈及官方话语，并对中国电影好坏的

评价标准提出不同的声音。这一反话语由以下一系列观点组成。

观点 1：中国电影遭遇的困境，正是官方管控体制造成的结果。

尽管官方话语也承认中国电影业遇上了困难，但是却把此归咎于盗版

VCD 和 DVD 的泛滥。相反，后窗话语认为，是官方管控的体制阻碍了中

国电影的发展。有一位用户的回帖如下：

用户 #1：电影体制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如果加入了

WTO 还不改革，那就是集体性自杀。理想的改革成果应该有如

下标志：

有能力的人变得活跃。

《活着》* 能够公映。

审查制度取消。

外国电影不再遭到删减。

观点 2：审查制度既无益处又无用处。

官方话语中，审查制度是国家必要的管控手段。官方话语强调称，审

*  张艺谋的一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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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制度是对电影工业和观众都有好处的制度。而后窗话语则反对这一观点。

他们认为审查制度既恶又弱，因为影迷们完全能够通过非官方渠道接触到

被封杀的电影。另一个用户的观点如下：

用户 #2：我曾去过一次电影局……说实话，那儿给我的印象，简

直就是中国电影的集中营。我必须回到街上，才能摆脱那儿给人

带来的窒息感。

观点 3：国家电影奖项都很糟糕，不值得在意。

官方背景的电影奖项，是政府宣示其对优质电影评判标准的主要途径。

后窗用户对这些奖项的公信力表示质疑，并对奖项的品味相当鄙视。在线

调查数据显示，多数的受访者认为，主旋律电影不值得看。这些话中还出

现了两个很偏激的词，分别是“屎”和“垃圾”。另一种常见的态度是“那与

我无关”：我不关心这个，我很久没看过这种电影了。

用户 #2：它（华表奖）的品味决定了它无法反应人们的真实看法。

它不能引导市场，也不能反应票房状况。这种奖就是个浪费，完

全没有意义。有演员还会花钱去买百花奖的选票呢。这就使这个

奖失去了本身便不多的自我尊重，而且它从来不为观众说话。而

金鸡已经成了一只病鸡。其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弱。不仅赞助商在

考虑是否继续赞助，连演员也在考虑是否要参与。最明显的事实

就是：这些奖项不能提升票房，也不能反应电影的品质。这些奖

项已沦为一小拨人的一个可笑而无意义的游戏了。

观点 4：独立电影总体还不错，但是“被禁”已然成为一种营销辞藻了。

我本以为后窗用户们会把独立电影归入其心目中优质电影的范畴。但

事实上，他们判断好电影的标准更加严苛。他们在回答关于独立电影的一

些开放性问题时说，大多数的独立电影都还不错，但是他们也注意到，“被

禁”已被当成了一种营销手段。从中，我们看到这个从属性公众的话语不



粉丝公众 47

愿屈从于其他任何一种的宏大话语体系，即便是独立电影的话语也是如此。

受访者 #12：大多数被禁的电影都是好电影，它们受到的待遇不

公平。

受访者 #29：优质电影很容易被禁掉。有些人正是利用了人们的

这个看法，打着禁片的旗号推销电影。

受访者 #61：我们必须用独立的眼光判断禁片。我们必须分辨，那

禁片真的是艺术，还是只是吸引眼球的幌子。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后窗话语主要是在同官方话语的对立中形

成的，并同时对商业话语保持着警惕。这种话语不仅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

价值判断标准，更重要的是，还给影迷们赋予了新的身份。官方话语中，

受众对象被视为接受者，在市场话语中，受众对象则被视为消费者，两种

话语都没有给影迷任何评判电影好坏的自主权。相反，后窗话语中，受众

被视为影评者，观众不仅能点评电影好坏，而且还能去阐释其好坏的标准。

在官方话语里，观众是无知的，需要有人告诉他们何为好电影、何为坏电

影。在市场话语里，观众是无声的，他们的使命就是付钱买单。但是，在

后窗话语里，观众具有判断好坏和决定是否买单的最终话语权。虽然这种

反话语与占支配地位的官方话语，以及当时正在兴起的商业话语都存在明

显的对立，但是要评判这种话语的协商性质量的高低（或有无），我们就还

需要去理解这种话语是如何建构的。接下来这部分我将描述一个案例，它

可以算是后窗上最有批判性的一次争论，通过这个案例，我们能看到，后

窗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想，又同时在何种程度上没

能最终成功兑现。

为考察后窗话语的协商性质量，我选择了“中国电影是否是一种政治”

的争论进行分析。此次争论始于 2002 年 7 月 9 日，持续了近两周时间。7

月 16 日当时的一位版主发了一个总结帖之后，争论开始降温，至 21 日完

全结束。这次争论的导火索是一篇对第六代导演中的杰出代表贾樟柯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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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这场专访的采访者一位后窗用户（用户 #3），他用尖刻的言辞批评了

另一位第六代导演王超及其作品《安阳婴儿》。同时这位用户还批评了一本

叫做《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的书，这本书对包括贾樟柯和王超在内的八位

年轻的导演进行了介绍。此次专访在贴出之后仅两个小时，一个叫“我只

相信婴儿的眼睛”的用户发布一篇与其用户名相同名称的帖子，对前面的

批评做出了激烈的回应，不过后来人们发现，他正好就是《我的摄影机不

撒谎》这本书的一位作者。7 月 10 日，一位颇受尊敬的电影学教授发布帖

子，成为了这场争论的第一个转折点。他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为中国

的独立电影推广做了许多工作。他指出，因为中国独立电影面临着十分艰

难的政治环境，所以那些对《安阳婴儿》的批评太过冷血。到这个层面上，

这场争论的焦点已经转移到了评价一部电影的标准上来：应该优先考虑艺

术价值，还是其政治意义？之后，有一位普通用户（用户 #4）提出，就算

我们优先考虑电影的政治意义，王超导演也只是利用政治来博取名利而已，

他的电影之中并没有真实地刻画出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而前面那位教授

反问用户 #4 说：“电影是否就是一种政治？”这一问成为了这场争论的最后

一个问题，也是争论的又一个转折点。

截止分析进行之时，这场争论总共出现了 56 篇相关帖子，分别来自 39

位不同的后窗用户。其中超过一半（56%）的帖子是对其他用户观点的回

应，有支持的也有反驳的。有 74% 的帖子里出现了明确表示反对的回复内

容。所以，相互之间的反复对话交锋是这场争论的主流。绝大多数（81%）

的帖子对他们支持或反对某个观点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在这些带有原因解

释的帖子里，有 76% 的帖子做了“有批评空间”* 的有效陈述。同时，争论

之中也不乏情绪化的表述，还有更糟的方式：人身攻击。我们观察到了两

*  “有批评空间”即 criticizable（Dahlberg, 2001a）。判断是否属于有批评空间有两个步骤：第一

步是考察发帖者是否将其提供的理由视为每个人都需要同意的唯一真相。如果没有，那么第二

步考察回帖中有没有人批评这些理由。如果既包含“唯一真相的理由”又“没有受到批评”就可

视为不具“有批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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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的人身攻击：一种是用户用带有明显脏字的言辞攻击对方。另一种

虽然没有带明显的脏字，但却将对方观点的漏洞归咎于持这一观点的人的

个人缺陷。例如，另一位在北京电影学院工作的教授这样批评用户 #3 以及

其一位支持者（用户 #5）：“我觉得用户 #3 是一位热爱文学的青年，用户

#5 的不成熟也让我印象深刻。我想说的是，这世上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够

让你耍花招，也不会因为你的年轻而原谅这些花招。”我们通过内容分析发

现，有 51% 的帖子含有这类软性的人身攻击。

观察争论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这主要是对于评判电影好坏的两种不同

标准的争论，这两种标准如果算不上相互排斥，但至少也是针锋相对。这

场争论尤其有意思之处在于，它并非是由人们平时所设想的两个敌对实体

（即国家 vs. 社会）之间的争论。这场争论的一方认为，中国电影应该有其

政治意义，换句话说，凡是对官方的统治形成挑战的电影都称得上优秀的

电影。来自大学的教授和独立电影圈里的专业人士通常是这一观点的支持

者，我们称之为学院派。另一边，一群民间 * 影评人认为，中国电影应该削

弱其政治性，换句话说，判断中国电影好坏的首要标准应当是其艺术水平。

学院派的优势在于对中国独立电影的了解，他们能拿出许多干货证据来支

撑自己的观点；同时他们的理论素养使其能更加自如地立论和反驳。相反，

其他的普通用户则只有一些个人的体验，没有来自圈内的资料。但是，民

间影评人更擅长利用网络来支撑自己的观点。比如说，用户 #5 为了维持与

其对手的在线身份的平等，在争论期间辞去了其版主的职位，这一举动为

其赢得了许多用户的赞誉和支持。相反，前面提到的那位教授在陈述观点

的同时主动揭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尽管他的这一举动是希望号召论辩参

与者在虚拟空间里也要对自己的言辞负责，但是他的这一自亮身份的举动

*  在这里，我用“民间”（folk）这个词来指称主要在生活世界中活动的大多数社会成员。这里我

之所以没有用“公民”（citizen）一词，是因为中国的公民社会仍未形成。而“民间”这个词，则

是指称那些正在建立一种不同于官方逻辑和市场逻辑的秩序的人们，虽然不那么精准，但能代

表范围更广的人群。



第三章 后窗看电影：从影迷到从属性公众50

却遭致了大量的批评。其中一位用户将他的这一举动称为“劫持”式的行为。

用户 #6：这相当有英雄色彩，但也相当的暴力，瞬间破坏了网

络匿名所带给我们的快乐。这原本是一块自由的公共空间，我们

没有多少话语权，所以这里有一块地儿让我们说话已经相当满足。

在这里匿名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可以没有人际关系的负累而畅所

欲言，也不会怀疑自己的观点幼稚而不敢发言。

通过内容分析可以看到，后窗话语的建构是一个同时包含了理性说理和

情绪表达的过程，并且也无法与线下的社会等级结构完全割裂。后窗的重

要意义，并不在于它有可能发展成哈贝马斯式的理性公共领域，而在于它

让那些过去悄无声息的影迷们，有了一个能够阐明自己的想法并同其他话

语进行交锋的空间平台。在主流媒体充斥着官方和商业话语的背景下，后

窗话语旗帜鲜明地对前两种话语关于中国电影工业及其挑战的两种诠释提

出挑战。更有趣的是，后窗话语与学术话语保持一定的距离；此外，我们

在第二章讨论高雅文化热时曾提到过，精英主义话语瞧不上普通中国人崇

尚的那些欲望和体验，而后窗也与这种精英主义的话语保持了距离，这些

都体现出了后窗话语的自主性。尽管 21 世纪头几年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历

程为在线影迷展现其自身的话语提供了一个平台，但是，我对这一从属性

公众的分析，聚焦于这群人是如何在这个平台，乃至走到更大的平台上用

自己的方式来表现其话语的。换句话说，我并不会把现存的结构视为稳固

不变的前定背景；相反，我将运用网络（network）、节点（nodes）、连接

（linkages）和断连（disconnections）等术语，把社会不同实体之间的结构

化以及再结构化的过程描绘出来。

网络化的从属性公众

如果一个从属性公众的话语从来没有传播到其所在社群的安全范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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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那么这个从属性公众就是完全封闭的。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如果在线

影迷及其话语在社会公众中没有一定的存在感，那么这个社群都很难算得

上一个“公众”。尽管互联网的开放性已经使得后窗在外界产生了一定的可

见性，但是正如其用户构成所体现的那样，这一虚拟空间的成员仍局限于

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水平较好、对电影感兴趣的中产阶级。因此，对于

在后窗相遇的这群用户而言，要想成为能够表达政治诉求的一个公众，就

必须要有网络化的举动；即使他们的政治诉求在当时还非常地边缘化。本

章的这一部分，我将介绍后窗的两个网络化举动，这些举动不仅让后窗的

成员相互之间产生了联系，而且使得后窗公众同社会的其他主体，比如包

括商业机构和大众媒体产生了联系。其中，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私人观影，

这是指在正式的放映场所之外放映电影（有获得许可的电影，也有未获许

可的电影；有中国电影也有外国电影）的行为。随后介绍的是后窗与大众

媒体之间持续性的互动（这有时候也是冲突）。这的确会让后窗的话语在外

界更有存在感，但也会带来有利有弊的后果。因为随着其话语出现频率的

提升，主流的媒体就可能介入进来，带来各种各样问题，具体的我们将在

后面展开阐述。

私人观影放映的是在电影院以及公开售卖的 VCD、DVD 里看不到的

电影。组织者从盗版碟市场，或者通过同独立电影导演、制片人的私人关

系获得片源。私人观影在 2000 年前后逐渐在全国各地蔓延，在北京、上

海、广州、南京、武汉、成都、昆明、沈阳、太原等城市如雨后春笋一般

出现。许多观众正是通过这样的途径观看到了中国的独立电影。在我的调

查中，有 35% 的受访者称，他们至少参与过一次这样的活动。后窗是中国

四大民间观影组织之一 *，最早由后窗的创建者及其朋友进行运营，从 2000

年 6 月到 2002 年 12 月间组织了多次观影。2002 年底，在中共 16 大召开前

夕这一敏感时期，由于官方加强了管控力度，因此活动在 2002 年底暂时停

*  黄小邪。《中国电影的“看客”们》，南方周末，2001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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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不过，管控放松之后，后窗的版主们在 2003 年年底在一家酒吧里再次

组织起了私人观影活动。从后窗私人观影活动的变动记录（表 3.1）中可以

看出这个从属性公众进退自如的一面：管控一旦减弱，这一公众便运用各

种资源，通过内部和外部的网络来提升其社会存在感。但是，当这些活动

遭致打压之时，他们又选择撤退，主打内部活动，从而保证了他们自己的

空间足够安全。

有盗版碟市场和导演、制片人的帮助，寻找片源相对容易，而相比起

来，找个放映电影的地方就麻烦多了，你至少得找一个宽敞、闲置的空间，

还得准备必要的设备。所以，私人观影组织者就不得不同社会和商业的主

体展开合作，毕竟政府规定是不会允许公共的影院参与其中的。后窗组织

的私人观影主要与两类主体合作：大学和商业机构。其中，后窗上的一些

学生用户会主动同大学发起合作，他们通常向所在大学的学生会寻求支持，

租用或者借用大学里的场所。大学里的放映活动面向公众开放，但是主要

的观众还是相对更欣赏文艺电影的学生群体，也因此，大学里放映的基本

地点 时间 票价 放映电影 终止原因

大学多媒体中心 2000 年 06 月至
2000 年 08 月

每人 5 元 欧洲艺术片 多媒体中心翻修

大学多媒体教室 2000 年 09 月至
2001 年 02 月

免费 欧洲艺术片 寒假期间教室不开
放

大学多媒体中心 2001 年 03 月至
2001 年 08 月

每人 2 元 欧洲艺术片，禁片和台
湾电影

暑假多媒体中心不
对外开放

电子商城 2000 年 08 月至
2001 年 03 月

免费 日本电影，韩国电影，
还有其他种类

商城倒闭

公共电影院 2001 年 11 月至
2002 年 08 月

每人 10 元，每
次 50 张免费票，
学生 8 折

韩国电影，台湾电影，
奥斯卡获奖作品

电影院负责人调动

大学阶梯教室 2002 年 11 月至
2002 年 12 月

每人 1 元 台湾电影 被合作方、即大学
学生会叫停

酒吧 2003 年 11 月 免费 中国独立电影和欧洲
艺术片

被酒吧老板叫停

表 3.1：后窗在 2000— 2003 年组织的私人观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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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是欧洲艺术片。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学术活动往往很难产生

太大的影响力，所以政府给予学术的自由度更高。因此，他们就能打着学

术的旗号在大学放映电影。但是由于学校的政策变动较频繁，所以这些合

作都不算太稳定。例如，场地的翻新、寒暑期放假、中共 16 大召开，乃至

临近期末考试，都能成为私人观影活动被叫停的理由。

同大学相比，商业机构同后窗的合作行为就更有规律：他们的原则就

是吸引消费者并从中获利。这些商业机构中有一家是售卖 VCD/DVD 放映

机、音响和电视的电子商城。他们以为，影迷会经常在家看电影，应该对放

映设备有需求，所以能成为他们的潜在客户。于是，商城和后窗进行合作，

将用来展示设备放映效果的小放映厅作为活动场所，并提供放映设备，而

后窗则负责找片源、组织放映并在网上做广告宣传。后来商城倒闭了，后

窗又同一家电影院进行了合作，不用想，是一家国营的影院。这一次合作

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私人观影之所以兴起，正是由于公共电影院里看不到

他们希望放映的电影。然而，随着中央下令让电影单位自负盈亏，整个电

影业都遭遇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在国家资金撤出之后，电影院就必须靠自

己谋求生路。于是，这家电影院的负责人决定赌一把，希望通过同后窗的

合作，能够吸引到年轻的影迷前来影院观影。然而，半年之后，该影院发

现同后窗合作挣不了钱，因为后窗的用户只是社会中的小众群体，并非他

们所期望的广大的年轻人群体。这以后，院方对观影活动的态度变得非常

消极；而随着决定与后窗合作的影院负责人被调到郊区的一家影院工作之

后，双方的合作便终止了。在本项研究进行的那年，即 2003 年，私人观影

活动改在一家酒吧进行。后窗在那里放映了许多中国独立电影和欧洲文艺

片。入场观影免费，不过酒吧可以通过收茶水钱来盈利。

私人观影能让后窗社群成员们坐在同一个真实空间下共享他们所钟爱

的电影，这是一个将个人连接起来的网络行为。有很多受访者告诉我，他

们在参加第一次观影活动后结识了好多朋友，并一起为后来的活动志愿帮

忙。他们一起拉赞助、找场地，多年间的共同努力建立起了深厚友谊，这

种感情成为了这个从属性公众网络演变成一个在社会里有一定存在感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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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公众网络的坚实基础。私人观影活动还让后窗吸引到了许多年轻的用户，

尤其是吸引大学生加入他们的影迷团体。这里面许多的活跃分子都是通过

参加私人观影而了解到后窗的，其中有一些后来还成为了版主。观影活动

不仅能让内部成员建立社交的网络，还能与社会主体（如大学）、商业主体

（如商场和酒吧）建立起网络关系。虽然说，这些主体在同后窗的合作之中

都一定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但他们的支持无疑提升了后窗在社会权力网

络之中的出镜率。有了他们的支持，在线影迷社群这个节点（node）变得

更加壮大，也保护着他们在社会舞台上保持自我，更有作为。其中有一种

有作为的形式便是与大众媒体的互动。我之所以将此称为“互动”，是因为

这种介入过程是双向的：大众媒体希望按照其需要的方式向读者重现后窗

以及其话语；而后窗公众则希望积极地改善同媒体员工的关系，来影响他

们在大众媒体中所呈现的形象。

在过去，网络覆盖不如现在这么高，那时候大众传媒是从属性话语进

入公众视野的主要渠道（Felski, 1989）。14% 的受访者就表示他们是通过大

众媒体知道后窗的。同时，后窗和大众媒体之间的紧密关系，还体现在用

户身份分布上：有 12% 的用户是新闻编辑和记者，这一占比排在所有职业

的第三位。所以，后窗和大众媒体之间的互动通常就是两个后窗用户之间

的互动，也就是上后窗的民间影评人与上后窗的媒体工作人员之间的联络。

比如说，论坛版主会在报纸上介绍后窗，而编辑则可以从讨论版里招募写

手丰富其刊物内容。这些接头的机会正是后窗所提供的，而这在虚拟空间

出现以前是几乎不可能的。

大众媒体首先是把后窗作为新闻的来源地。他们会报道后窗的私人观影

等活动，并会邀请论坛的版主或活跃人士接受采访。而接受采访的后窗用

户则会借机宣扬自己的话语。报道过后窗的媒体有像《南方周末》和湖南

卫视这样的全国性媒体。尽管多数媒体都把后窗视为可以给用户带来许多

便利的新兴事物，但是也会有人从官方的视角，提出要警惕这种现象。例

如一份报纸曾这样评论称：“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对这种民间组织和相关活动

加强关注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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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体与后窗合作的另一种形式，便是从后窗招募写手。这些成为

媒体写手的用户通过这种合作不仅积累起了自己的名声，而且更重要地，

向公众传播了后窗话语。有超过一半的后窗用户（51%）与媒体有过联系，

18% 的用户为媒体写过文章，有的经常写，有的偶尔写。从国家级媒体到

地方报纸，从综合性媒体到专业领域刊物，所有类别的媒体都招募过后窗

的用户。媒体之所以热衷从后窗招募写手，是因为互联网用户与他们的目

标受众有重合。媒体相信，这些在线上受到网络用户欢迎的写手，也会在

线下吸引这同一批人。

编辑 #1：我为什么关注互联网？第一个原因是我认识到了它的

重要性。网络用户都是时髦的年轻人，这刚好与我的目标读者重

合……我必须让我的读者覆盖到网络用户，这样网络用户就会买

我们的报纸了。（2003 年 1 月 30 日）

然而，呆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也常有危险。它可能会吸引有关部门的关

注乃至招致打压。此外，媒体的出版内容很难由后窗用户左右。在给媒体

写稿的后窗用户中，有 64% 认为网上发帖和给媒体写稿有明显的区别。他

们发现自己必须准守媒体的一些规矩，不能像在后窗上那样个性和自由地

写稿。他们的观点也是被有选择性地传达给公众。由于与媒体合作的两面

性，有 68% 的受访者认为后窗应该和媒体保持一定距离，而且不要主动联

系媒体。也有 16% 的调查者认为后窗应当和媒体积极地合作，并尽可能地

在媒体上露脸。只有 3% 的受访者认为后窗应该完全隔离大众媒体而存在。

这些观点在我与后窗写手以及媒体编辑的访谈中得到应证。

用户 #6：有编辑经常在我写关于韩国电影的文章时要我加上明星

的性感照片，这让我非常不爽……媒体不可能不受到任何限制，

绝对会有规定去禁止某些内容。我们有一次到一个电台节目去作

客，我看到墙上贴着规定，上面列出了绝对不许提及的内容。全

都在上面，非常严肃的。（2003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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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2: 网络出身的作者喜欢不受任何约束的写作风格……有一些

作者能在网上写出好文章，但我觉得这些文章不都适合在杂志上

发表。除了风格不合适外，文章的内容也不适合在杂志刊发，比

如那些议论宗教和政治话题的影评。你可以在网上随便讨论，但

媒体上不行。大众媒体会关注其舆论引导作用，而且必须遵守“正

确的宣传导向”。（2003 年 1 月 28 日）

后窗与大众媒体间的互动，是因后窗的版主、活跃用户同大众媒体的

记者编辑之间的网络化行为而实现的。围绕着判断好电影标准这个主题，

用户们在后窗这个安全的环境内共同构建起了自己的话语，而为媒体写稿

的后窗用户们更能够向公众推介这一不再由官方或者市场来界定的好电影

标准。他们让普通的国人有机会接触到一套不同的标准，并鼓励人们用自

己的眼光去做判断。但是这一话语的传播会由大众媒体来把关，话语之中

的偏激成分将遭到“润色”，所以公众接触不到原汁原味的话语全貌。尽管

在行为层面，这一网络化的行动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但是他们之间的连

接关系，却揭示了深层的权力网络关系，以及试图重构这种权力关系的各

种努力。大众媒体从后窗选拔写手以充实其版面内容，并不仅仅是编辑个

人对后窗的好心帮助。这其实是面临着两难的创收压力与政府管控的主流

媒体的一种应对举动。当然，考虑到这些记者编辑本身便是后窗活跃用户，

并且同样地热爱电影，所以如果把媒体传播后窗的出发点视为媒体人的自

利行为是不公平的，但是他们还是不得不对后窗话语进行修剪，才能让审

查者和读者都满意。

后窗看电影这个讨论版，最开始只是热爱电影的粉丝们的在线社群。但

是，他们在这个虚拟空间的热烈讨论，建构出了能够与官方和商业话语对

抗的中国电影新话语。其松散的建构过程同时充斥着理性说理和情绪表达。

因而，仅将后窗视为一个在线的公共领域是不准确的，因为它的受众有限

（即不够有代表性），而且又不够理性。但同时，后窗也不仅仅是一个从属性

的公共领域。后窗的用户们积极地向外界活动，他们在媒体之中重现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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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话语，并通过同社会和商业的其他主体的合作组织私人观影，从而同社

会实现了接轨。我认为，正是这些有助于提升自己话语存在感的网络化行

为，促使这个影迷群体转变成为了一个从属性公众。尽管他们受到时代和

社会结构的限制，但这个从属性公众无疑具备了给时代制造一些变化的潜

力，因为他们把自己扯进了权力的网络之中，并用各种努力维持了自己在

网络中的存在感。而互联网技术也在其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为这

一社群的建立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并让成员之间的网络化成为可能。同

时，不可否认，那个年代的市场化改革才是带来真正变化的关键因素；而后

窗公众面对这些变化，不仅能勇敢适应，而且积极参与到了变化的浪潮之

中来，当然这也免不了被支使、遭误解，甚至受打压的危险。而后窗与媒

体长期性的互动（也有冲突）是一个经典的案例，体现了一个从属性公众

如何通过与外界合作，又同时与网络中的其他强大的节点过招来提升自己

的可见性。十年之后，后窗用户已成为了支持国产电影的常规性公众，此

时这种形成公众的网络化逻辑将体现地更加明显。这正是我们下一章的关

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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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的最后一周，我通过各种交通方式走访了南京、上海和北京。尽

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后窗老用户生活的大城市我没能涉足，比如广州和深圳。

不得已，我只好利用网络和他们取得联系：我利用网络聊天的方式做了两

次采访——其中的一名受访人现在已旅居海外。大多数受访人在 2003 年

我的研究开始时还住在南京，然而八年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因为工作

的原因搬到了其他大城市。而他们所从事的新工作，通常与电影有关。许

多曾经受邀为媒体写作的后窗用户，后来都转入媒体行业，专门从事电影

方面的写作工作。例如，一位知名的后窗用户搬到了上海，为一家专业电

影杂志工作了六年，并在最近转换了职业方向，加入了一家电影公司。一

些后窗用户不满足于只给别人的电影写影评，于是他们自己做起了编剧和

导演，以电影制作人的身份把作品呈现给观众。还有一些人，无论他们曾

经多么活跃，现在已很少发言，曾经对电影的热情现在也失去了温度。

第四章  
十年之后：由从属性公众到常规性公众

译＝廖元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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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后窗用户都成为了常规化公众的成员，这一网络化

公众中的一些引人注目的人物后来的表现还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截至 2014 年 7 月 10 日，一位后来成为编

剧的女孩已经在微博上拥有了 27 万 6081 名粉丝。另一位搬到上海成为职

业媒体人的姑娘，其个人博客的点击量也在 2004 至 2006 年间超过了 160

万次。而后窗上最火帖子的作者，后来则参与了一部票房超过千万人民币

的电影的编剧工作。此外，他们在媒体上的发言也不需要总是妥协了，因

为他们自己就是把关人了。这前后的反差是很大的。我的观点是，在这些

年里，一个遵循网络逻辑的常规性公众正在形成：首先，传播网络增强了

个人选择的能力，从而导致了网络化个人主义的兴起——许多后窗老用户

后来的行为，都反映了这种网络化个人主义的风格。其次，信息传播科技

——尤其是博客、社交网络以及微博的使用，让这些分布在各地的人们聚

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议题公众。最后，在这些技术支持下形成的个体间

的联系，使得这一常规性公众获得公共的可见性，也使其政治诉求得以实

现。这反映了连接不同权力的深层社会结构。

在最初的研究十年之后重访后窗看电影以及与其相伴的粉丝现象，以

探索从 2003 年到现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对网民行为的影响，将是本章

的重点内容。通过另外一组 15 场深度访谈，以及长达十年持续的参与式观

察，我将表明这一发起于虚拟空间的、通过线上和线下联系逐渐稳定下来

的网络，是如何把一个从属性公众转变为常规性公众的。

网络化个人主义的表现风格

在上一章中，我讨论了后窗对“什么样的电影是一部好电影”的理解，

这种定义有别于官方、市场和学术界对“好电影”的定义。而近十年的时间，

则可以被视为这种“民间标准”进一步发展和普及的时期。不同于那些仅仅

关注电影主题的影评方式，民间影评人——正如一位受访者 Carpenter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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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把电影视为荧屏上的光影、音响中的声音与观众心理活动的一种联系。

在观影时，观众们着迷的对象并不是电影本身，而是影片所传递的信息与

观众个人经历的共鸣。民间影评人并不关心影片中究竟使用了哪种拍摄手

法，也不真心偏爱某一类型的影片。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那种“电

影正在和我的个人经历对话”的简单感受——即使这种感受是虚幻的。在

这种情况下，他们评价一部影片好坏的标准就很简单了，那就是该影片所

传递的光影声乐是否能引发他们个人经历中感性和理性的共鸣。

这种高度个人化的影评倾向在后窗上最火的一篇影评《等待是一生最

初苍老》中得到了极好的诠释。截至 2014 年 7 月 10 日，这篇文章在后窗上

已经获得了 50759 次浏览量，并得到了 474 条回复。事实上，在整个网络

上，这篇文章的浏览量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因为该文已被其他网站广泛转

载。这篇后窗上浏览量和回复次数最多的文章共有 14584 字，发布于 2000

年 12 月 11 日。据作者顾小白说，他写了大概十天，每天写一千字左右。在

这篇文章里，他记录了那些在他的人生中留下印记的香港电影。他把这篇

文章的广泛流传归功于他的写作风格：

这个帖火了的原因在于，我写下的是大家对于青春的记忆。我采用

了一种比较新颖的视角，把很多东西放在一起，有一点怀旧，有一

点激励，同时也有一点失落感。这样，它就能唤起一种比较强烈

的共鸣。当然，这篇文章写得也通俗易懂。（2011 年 12 月 30 日）

后窗黄金时期另一位颇受欢迎的作者藤井树也提到了写作风格的问题。

如果说她的写作风格和顾小白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那就是她文章中体现的

对个人主义的信奉。开始在后窗上发布影评时，她还只是一名大学生，少

女式的写作风格给她招来了许多男性后窗用户的批评。对此，她说：

在我的文章末尾，我总要以一句“感谢阅读我的文字”来结束。我

真心觉得，这些文字只是一种个人表达，我并不把它们看成是影

评甚至文章。的确，我当时只是一名学生，因此我从未把自己视

为讨论电影方面的权威——即使现在也不是……那只是女性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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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风格，非常个人化、带有实验性质的风格。（2011 年 12 月

27 日）

尽管在这些影评的实际写作中，每个人笔下的风格都有其独特之处，

但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来唤起读者的共同记忆和情感，则从一开始就作为

一种风格元素受到众多民间影评人的青睐。当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职业影

评人之后，这样的风格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扬。柏邦妮是最后一批通过后窗

而为人所熟知的少数几位影评人之一。在学生时代就读艺术院校时，她就

决心要创造属于她自己的艺术。不同于大多数在正规机构经受训练的艺术

工作者，柏邦妮一直乐于与读者交换意见。通过网络，她与读者互动频繁，

并与很多人分享她的个人经历。在成为编剧之后，她开始尝试把个人经历

的点点滴滴与写作的故事融汇交织在一起。而在对电影的理解方面，在后

窗的那段日子——而不是在艺术学校受到的正规训练，对她影响甚大。对

此，她描述道： 

电影不是发生在屏幕上，而是发生在屏幕与观众之间，是一种个

人的记忆。在学校里我学到的是一种看待电影的学术视角，认为

只有电影本身才是更有意义的，而观众的个人感受则与电影无关。

现在，我已经不这么认为了。还是那句话，电影不是发生在屏幕

上。在观众产生情感共鸣之前，电影并不能称之为电影。（2011

年 12 月 31 日）

对于这一点，北太西也持相同观点。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他成为

了一名独立电影导演，并在商业电影领域工作了几年。他从学生时代起就

开始在后窗上发布自己的影评，并很快就被众多媒体邀请为它们做电影方

面的撰稿，其中还包括在一些媒体上开设个人专栏。他对好电影的标准的

描述，几乎与前面提到的三位受访者的描述如出一辙：

一部好电影应该关系到个人对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的感受。也许

电影的背景是这一特定时代中的社会，但一切都应该源自人的心

理和思想，所有的表达也都应该做到真诚。一部好电影不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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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或是为了某些机构，而应该直指人心。（2011 年 12 月 31 日）

这几位后来成为职业电影人的后窗影评人的话，反映出让他们着迷的

对象一直与他们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尽管他们的写作风格不同，但他们

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个人经历和个人感受的重要性。不过，这种个人主义倾

向不应被误解为体现了个人主义文化——后者常与在亚洲各国居于主导

地位的集体主义文化形成鲜明对比（例如 Yum, 1988）。事实上，这些民间

影评人的写作以个人经历开始，但从未以自私自利、与世隔绝或自我陶醉

结束。相反地，与他人分享个人经历一直是他们写作的动力，而共同的理

解则让他们加入后窗后倍受激励。所以，在这种个人主义倾向的背后，其

实是一个更大的现实，即由于互联网的存在，这些个体不再孤单。换句话

说，由于每个个体现在都彼此相连，各种个性化的声音都能产生反响。根

据 Rainie 和 Wellman（2012, p. 12）的说法，这种网络化个人主义意味着

人们更少地受到自己在固定群体（如家庭、社区或单位）中长期身份的影

响，而会更多地依赖于不那么紧密的多样化的网络。而这些民间影评人之

所以可以坚持他们对“好电影”的个人主义式的定义，也正是因为他们可以

避免屈从于固定群体的成规，从而真正地做他们自己。当他们从影评人转

变为电影编剧或导演时，他们对好电影的标准就不仅仅展现在他们的影评

里，也体现在他们的电影作品中了。当他们试图唤起尽可能多的观众的情

感共鸣时，他们事实上就是在推动电影——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推动他们

对电影的评价标准，走向公众领域。下面的这一节，我们就来用第二章里

已经讨论过的科技中心论，来描述一下 Web 2.0 技术是如何让这一转变成

为可能的。

以 Web 2.0为媒介

近十年来后窗用户的转变与中国互联网的转变如出一辙。后窗发展的

黄金时代，也正是中国网络论坛（BBS）盛行的时代。当时网络论坛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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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以至于除了如西祠胡同、天涯论坛等在线社区网站外，几乎每一所

高校都有其校内的 BBS，而每一个门户网站都管理着自己的一套 BBS。甚

至在官方的网站上，论坛版块也成为了网站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不仅体

现在各政府部门的网站上，也体现在主流媒体的网络版上（如《人民日报》

官方网站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后窗虽然是最早的为普通中国电影迷设

立的网络论坛之一，但专注于电影领域的网络论坛还有很多，其中影响较

大的是新浪和网易开设的电影 BBS，一些主打文化主题的网站支持的 BBS

（如电影夜航船），以及其它一些西祠胡同上的讨论版（如黄亭子影线）。

在 2003—2004 年前后，由于多种原因，这些网络论坛开始走下坡路。

2003 年，对于中国电影是否具有政治意义的这个话题，出现了一场激烈的

解构性的争论。据说（Zhang, 2011）这场争论让后窗开始衰落（这也是后

窗并非哈贝马斯式公众领域的又一例证）。作为关注独立和文艺电影的网络

论坛，电影夜航船则因为无法为其母公司盈利而于同年关闭。而在 2005 年

至 2007 年间，网易等门户网站上的 BBS 也难以为继。这既有内部矛盾的

因素（一位香港用户成为了版主，但很多用户并不喜欢他），也有外部冲击

的原因（网易对服务器和界面的更新导致大量帖子在一夜间消失）。

而与此同时，热爱电影的网民则在网上找到了一片新的乐园，那就是

博客。事实上，这些网民没有将他们的目光投向新的网上论坛，这并非偶

然，因为在 2004 年前后开始蓬勃发展的博客，已经吸引了他们的注意。现

在我们已经知道，博客最早在 2000 年就已经进入了中国，但由于当时网络

论坛正大受网民欢迎，博客在最初的几年里并没有对中国互联网产生多大

影响，而各门户网站也在犹豫是否开发自己的博客产品。这种情况直到木

子美的出现才得到改变。作为一名博主，木子美在网上发布了自己与多位

男性的性爱日记——其中还包括一位著名摇滚歌手，从而名声大噪。木子

美事件引发的巨大关注不仅造成了很多人邯郸学步，为了能够成名而在博

客上发布个人私密（如自己的裸照），也促使各互联网公司通过“造星”以

吸引公众目光的方式来实现博客业务的商业化。新浪在博客业务推广上做

得最为成功，这种成功应归功于其把关注重点从普通用户转移到名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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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营销策略。为了与其他提供博客产品的互联网公司（如中国博客网、博

客大巴）竞争，新浪给知名人物发去了大量邀请，希望他们在新浪上开通

博客。新浪的这一举动促成了中国博客女王的诞生——截至 2014 年 7 月

11 日，徐静蕾的博客访问量已经达到了 30 亿次，从而成为了世界上最受

关注的博客之一。这样的营销策略，新浪在后来推广微博等新产品时，也

依然沿用。

我认为，博客的商业化推广其实是网络论坛难以为继的真正原因。许

多在 BBS 盛行时在后窗上颇具名气的用户后来都转到了博客上写作，而“博

主”与讨论版上帖子的作者，二者在身份上显然有天壤之别。在我 2011 年

采访的 15 位受访人中，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博客，其中一些人还通过对

微博和形象的有效管理，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藤井树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藤井树的博客上，她不再只谈论电影，而是与她的读者——大部分

是城市里的年轻女性，分享她的个人生活经历。她用诙谐的语言写她的感

情经历，写她的婚姻，也写个人生活的其他方面。柏邦妮的博客也很受欢

迎——她后来将她的博客文章汇集成册，出版后十分畅销。即使是作为独

立电影导演的北太西，其在博客上受关注的程度也很可观——他的个人博

客曾达到 70 万的访问量。这股博客潮让这些曾经的后窗用户逐渐成为互联

网上的明星。后来去美国攻读电影博士学位的黄小邪对此评论道：

博客时代是一个更加个人化的时代。网络论坛更像教室，形形色

色的用户在同一个地方发声。而在博客时代，每个人都有属于自

己的小空间来表达自己。在博客上，核心是博主，读者可以发表

一些评论。博主和读者间会有一些互动，但总的来说，博客并不

是一个进行公开讨论的平台。（2011 年 12 月 6 日）

博客的黄金时代在 2010 年前后达到了极盛。当时，每三名中国网民中

就有一名有自己的博客（CNNIC, 2011）。其后，随着社交网络——尤其是

微博的兴起，博客热逐渐褪去。2008 年，中国的两大社交网络网站——人

人网和开心网，对全体网民放开注册。在此之前，由于官方的禁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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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并未出现这种脸书式的社交网络网站。在博客造星运动如火如荼的时

候，在聚集电影粉丝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其实是以兴趣导向的社交网络网

站——豆瓣（第七章会详细讨论该网站）。通过一个连接用户与兴趣对象

的独特网络体系，豆瓣为用户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共享空间，电影迷们可以

在这里讨论他们看过的影片。一些民间影评新人开始在豆瓣上涌现，这其

中就包括木卫二——据说在中国可以通过撰写影评谋生的人有两个，他就

是其中之一。一些后窗老用户也把他们写过的影评发到了豆瓣上，不过他

们仍把主要精力投在了管理自己的博客上。

尽管如此，社交网络网站的出现并没有带来决定性的变化。带来这种变

化并终结博客时代的是微博产品的中国版本——新浪微博。在推广微博产

品时，新浪延续了自己一贯的借助名人效应的营销策略。这一次，新浪帮

助姚晨成为中国的微博女王。大大小小的博客用户为了继续取得读者（或

者用微博上的术语来说，“粉丝”）的关注，开始放弃自己的博客，转移到

微博这一平台上来。后窗的老用户也不例外。当我在 2014 年 7 月 11 日查看

这些用户的博客时，我发现其中的大部分人从 2009 年起就停止更新，甚至

还有一些现在已不存在。除了现在已不活跃在网络上的极少数人之外，我

在 2011 年年底通过微博私信与 15 位受访者中的绝大多数取得了联系。对

微博这一新媒介形式，后窗的创始人卫西谛这样评价道：

博客时代让普通的中国人成为了明星。（博客）这一方式可以被视

为一种（用户与用户之间的）隔离。网络论坛时代是一个（用户）

相融结合的时代，而博客则更像一个人的私人花园，上面并没有

多少讨论。微博时代是对博客时代的一种修正，它让人际关系的

发展和对话的发生再次成为可能……然而，微博的运转速度也太

快，博主和粉丝都没有耐心。与网路论坛相似的是，微博上也形

成了各种小网络。比如说，名人只与名人互动。不过，这种互动

速度太快，会被新信息的出现迅速覆盖掉。在后窗上，当你的帖

子有人回复时，网上会有通知出现来提醒你。但在微博上，却很

容易漏掉别人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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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博客、社交网络网站和微博在内的 Web 2.0 技术，为后窗用户由

从属性公众转变为常规性公众提供了便利。如果说网络论坛让在线电影粉

丝社区成为了可能，那么博客则使那些最活跃最显眼的用户成为了意见领

袖——或者说成为了吸引公众目光的小有名气的人物。令人感到惊讶的

是，脸书式的社交网络网站似乎并没有在这一转变中发挥多大的作用，尽

管在博客盛行的年代，以兴趣导向为特色的豆瓣网承担了网络论坛一贯的

讨论功能。事实上，后窗用户的转变跳过了社交网络网站时代，而直接进

入了微博时代。微博保持了以名人为聚焦点的网络结构，允许用户进行更

为迅速、不经深思熟虑的互动。公开讨论的功能在微博中得到了一定程度

的恢复，但依旧未能达到网络论坛时代的高度。在微博经历了几轮政治清

理（如实名制以及对“传播谣言”的官方解释）之后，一款个人版的微博产

品——微信，开始受到人们的欢迎。这一 Web 2.0 的新技术产品把讨论限

制在了彼此认识的联系人之间。尽管微信也推出了包括公众号在内的允许

用户订阅公共频道并接收信息推送的服务，但总的来说，人们还是主要把

微信当成一种与朋友间沟通互动的工具来使用。

信息传播科技在后窗公众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主导中国

互联网的技术发生变化时，后窗用户取得新的身份（如“名人”）的方式以

及新的互动模式的出现（如在微博上快速却不深入的互动），都体现了这一

点。然而，这些技术并不仅仅是编程代码，它们其实是商业和政治影响的

产物。从商业角度上讲，以新浪为代表的中国主要互联网公司，其采取的

营销策略深刻地塑造了博客和微博在中国互联网上的角色，导致这两项技

术在中国的使用方式与世界其他国家相似产品的使用方式有很大不同。另

一方面，政治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技术的使用。例如，中国政

府对脸书的禁用让以关系为导向的社交网络网站在中国的发展迟滞了若干

年，而对微博上大 V（拥有认证账号的微博名人）的打压则迫使一些用户

转投微信，因为微信的空间更私人，也更安全。信息传播科技的媒介化从

不仅仅与技术有关。事实上，技术被嵌入了连接社会各方的网络，而各方

都试图以自己的力量对这一网络施加影响。本节中体现的科技中心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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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我们进一步探讨科技、人，以及更深层次的力量构成这一网络的方式。

这一讨论将是接下来一节的重点。

常规性的网络化公众

受迷影的激励，普通影迷开始聚集在后窗上讨论他们喜爱的影片——

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未想过会有这一天。这些影迷的聚集是形成从属

性的网络化公众的第一步。在这一阶段，这一公众的公共可见度有限，使

用的话语也比较边缘化。信息传播科技的媒介化通过社会网络——或者说

通过人际网络的方式，使这一公众由从属性公众转变为常规性公众成为可

能。大多数在线影评人在最初开始写影评时，并不是职业影评人或电影人。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从工程师到保险代理人。他们在后窗上相遇、相识，

成为朋友（有的甚至成为爱人）。他们以影评的形式分享人生经历，在这种

互动过程中对自己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辞掉了工作，成为

了自由职业者（如卫西谛）。一些人进入了媒体行业，自己开始做杂志（如

妖灵妖），或者成为了记者和编辑（如藤井树）。还有一些人则更进一步，跻

身电影制作领域并成为其中的重要人物（如顾小白、柏邦妮和北太西）。对

于这些人来说，如果他们没有通过互联网搭建人际联系，尤其是，如果没

有后窗这样的在线社区，那么在人生道路上发生这样的改变，则几乎是不

可能的。

借用“社会资本”这一被用滥了的术语（Putnam, 1995），我们可以这

样说：这一从属性公众之所以能转变为常规性公众，其原因就在于，在积

极的社交过程中，社会资本得到了积累。举例来说，柏邦妮在后窗上出名

之后，得到了北京电影学院老师的帮助，最后成功转到了该院。网易电影

讨论版的前版主魏君子后来加入了新浪，负责其娱乐内容。顾小白则通过

朋友的推荐，得以成为著名导演李少红的编剧，而他为李少红写作的剧本，

还仅仅是他在剧本上的处女作。在为顾小白的书作序时，李少红（2005,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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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几次提到后窗：

到了有一天在三联书店看到一本近似工具书的《电影 2002》（卫西

谛编辑——笔者注），还有《为希区柯克尖叫》（其中一位编辑曾

是后窗的版主——笔者注）和《后窗看电影》（这是一本后窗上发

表的影评合集——笔者注），我发觉这已经不是我原来概念中的

电影产品指南了。其资料的价值性和全面性，以及专业化水准都

令我对他们的存在不可小视。网络上颇负盛名的“后窗看电影”等

阵地亦成为新一代的影评代言人……我在他曾任版主的论坛“后

窗看电影”及其精选书籍里也能感觉的同样态度。小白的尖刻和

敏锐也是很散漫的，像他的生活状态，完全没有权威姿态。这让

我对小白刮目相看。

然而，并不是每一位后窗用户都能通过与其他用户的联系而增强其社

会纽带。一些曾经十分活跃的用户——甚至是曾经的版面管理员，后来对

后窗的访问开始减少，有的甚至从这一网络中销声匿迹。在采访中，很多

受访者都对后窗上一些曾经活跃的用户名的最终消失表示困惑，似乎没有

人知道这些用户最终的去向。一位曾为多家媒体撰写影评的受访人说，他

与其他后窗用户的联系并不频繁，因此没有加入转变职业发展道路的行列。

现在，他是一名保险代理人，停止撰写影评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同样地，后

窗的最后一位管理员现在也不那么着迷于电影了。在采访中，他似乎更热

衷于谈论他在网上销售的绿植，而不是电影或后窗。这些例子表明，后窗

的这种网络体系让人们拥有更大的自由来选择是否与他人联系，人们可以

凭自己的喜好敞开或是关闭面向其他用户的大门。

虽然信息传播科技对社会网络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最明显的，但这一技

术连接的其实并不只有人。换句话说，在人与人的互动行为背后，潜藏着

一个各方力量相互交错的网络结构。后窗公众的兴起得到了盗版电影行业

和酒吧等商业力量的支持，而这一公众转变为常规性公众的过程，则与中

国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以及中国社会上更多元化的商业力量的出现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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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当民间影评人进入电影行业的时候，通常会走商业电影的路线，因为

他们自己在网上更受欢迎。换句话说，由于这些人的影评作品在网上受到

欢迎，他们的读者很可能会继续成为他们所制作的电影的观众。正因如此，

他们才得到了在电影制作中负责重要工作环节的机会。另一些后来从事媒

体工作的民间影评人则十分忙碌——这部分是因为中国电影产量在 2003 年

产业化改革后增长迅速。这些为媒体工作的影评人经常需要参与影片的宣

传活动，以使影片获得更多的关注，赢得更好的票房。正如十年前与媒体

行业的合作一样，这种与电影行业的合作并非没有风险。对于以信息传播

科技为媒介的社会网络所导致的独立性丧失的风险，黄小邪评论道：

中国社会的传统是在社交圈子里照顾到别人的面子，在这方面我

也一样。由于我和一些导演有交情，即便我对他们的作品有疑义，

我也不能提出太强烈的批评。我不能得罪他们，毕竟我们之后肯

定还要见面。这个传统很不好。（2011 年 12 月 6 日）

另外，众多民间影评人进入商业电影制作领域，也就意味着极少有人

从事独立电影的制作。北太西是少数例外之一，他是电影学院科班出身，

毕业后在商业电影领域工作了一段时间，最后开始制作独立纪录片。然而，

由于这些独立电影并非出自官方机构，它们也就不能通过正式的渠道播出。

北太西告诉我说，他的纪录片在网上找不到，因为即使放在网上也迟早会

被删除。另外，他也想保护纪录片里出现的人物的个人隐私。对于他来

说，展示自己作品的主要方式就是电影节了。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www.

chinai�.org）是这方面最有影响的平台之一，除第一年外，后面的六届年

度展都在后窗所在的南京举办。这一年度展的推动者来自北京的电影学术

圈，他们通过后窗等在线影迷社区与民间影评人取得联系。历届年度展都

得到了来自南京的民间影评人的大力支持。例如，卫西谛就是该年度展的

联合策划人之一，也是其选片委员会的成员。对于这样的独立电影节能够

存续下来的原因，他这样解释道：

最初，年度展是一个画廊出于商业考虑在支持，因为独立电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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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和画家的圈子有往来。开始的时候，大多数参展的影片都是

实验电影，因此很难说它们是否带有意识形态倾向。但无论如何，

这些电影都是文艺片，因此也就吸引了一些知名人士并得到了他

们的支持……在经济危机（2008 年——笔者注）之后，画廊就不

再赞助了。从经济状况来讲，经济危机之后现代艺术在整个中国

的市场都在萎缩。现在，年度展的资金来自于一位商界成功人士

的独立基金，这位老板现在依然很有追求并充满激情。1989 年以

前他曾是个激进的年轻人，后来则从了商。（2011 年 12 月 26 日）

尽管对独立电影节的这种赞助可以被认为带有商业性质，但其背后的

市场力量则与面向大众的电影产业有着明显的区别。布迪厄（1993）在讨

论文艺领域时指出，这种文艺产品的市场价值恰恰就在于他们的产量和销

量有限。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人们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观看到这些独立电影，

这些影片在文艺领域的市场价值才得到了提升。这也就是为什么像画廊这

样的艺术公司愿意赞助年度展的原因。显然，这样的商业力量与像流行影

片一样的大众生产、大众消费的模式截然不同。后来的这位赞助人——也

就是这名通过年度展来追求自己年轻时的理想的商界成功人士，则向我们

展现了市场力量的复杂。尽管这种赞助是以商业的方式来实现的，但其背

后的动机却很难说出自商业考虑。人们可能会说，这位商人的目的在于用

物质资本来换取由于政治原因曾不得不放弃的文化资本。各种商业力量以

及他们与后窗公众之间的联系，使得这一公众即使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也

依然具有相当的可见性和吸引力。这种常规性的网络化公众体现了中国社

会形态最近的历史性变化：随着商业力量的兴起，社会力量开始变得多元

化。在下一章中，我将通过对在线翻译社区的研究，探讨商业力量与社会

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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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和网络技术进步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网络空间中

粉丝群体经历了快速的增长。媒体和市场不断地将流行文化当作商品生产

出来，同时也培养了大批忠诚、积极的粉丝，他们也热衷在同伴之间分享

对被粉对象的喜爱。由 Web 2.0 技术搭建起来的网络空间为粉丝们提供了

聚集和互动的场域，粉丝们也借此开发出更多新的集体活动，并乐在其中。

中国网络粉丝社群的增势异常迅猛，网民们也有了无数的渠道和各种各样

的平台来粉各种不同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电影。在过去几年中，网上翻译

社群在纷繁复杂的粉丝社群中尤其令人瞩目。在“后窗看电影”的用户只能

通过盗版 VCD 和 DVD 看到外国电影的时代，外语内容的翻译质量就已经

是个问题。而当网络粉丝现象由电影拓展到更多诸如外国游戏、电视剧和

真人秀这样的娱乐内容，同时网上直播服务让获得这些内容也变得轻而易

举时，翻译质量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

第五章  
网上翻译社群：从消费者到生产使用者

译＝陈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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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翻译社群是一群热爱国外娱乐内容的中国粉丝发起的。他们喜爱

的这些娱乐节目并未被正式引进到中国，但能够在互联网上看到。为了能

更好的欣赏这些节目，他们将外语字幕翻译出来，在网络上发布，并分享

给其他粉丝。可以说在中国，只要一个人曾经从非官方渠道获得过国外娱

乐产品，例如没有在中国公映的好莱坞电影，那么他就是这些在线翻译活

动的受益者。翻译娱乐内容所获得的成功也激发了更多网上翻译社群的出

现，而这些新生代译者将注意力放在外语新闻报道、评论和演讲的翻译上。

可以说这些翻译社群的出现和发展都是建立在分享精神、志愿精神和“自

己动手”原则的基础上。他们也从未向用户收费，这本身就蕴含了某些公

共价值。同时，随着翻译对象从单纯的娱乐性内容扩展到教育和社会价值

方面的内容，例如世界知名大学的网络公开课，这些网上翻译活动从整体

上也有了更浓厚的公共性质。

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 2006a）在 Convergence Culture 一书中

说：“大众文化能够为更有意义的公共文化的出现打下基础。”那么这些网

上翻译社群，特别是在中国政府仍然严格控制着公民的政治参与的情况下，

能否体现出这种从文化领域到公共领域的转化呢？前面两章描述了由从属

性公众到常规性公众的转型（transition），本章会运用转化（transfer）的

概念从另一个角度来对这一转型过程进行考察。为此，本章首先会回顾那

些对粉丝现象和粉丝行动主义进行区分的研究。本研究也使用了参与式观

察法，并对二十名社群成员做了深度访谈，在此基础上对网上翻译社群的

背景、其成员参与志愿工作的动机、以及上述转化的过程进行分析。最后，

本章会对中国语境下的粉丝行动主义、公共参与和政治参与之间可能发生

的转化进行讨论。

粉丝现象与粉丝行动主义

在大众媒体的描述中，粉丝的形象通常是上瘾、出格和危险的盲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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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更是将粉丝这个概念塑造为某种“心理短路”的代名词。例如，一

些疯狂的粉丝在 1985 年布鲁塞尔欧洲杯决赛后造成骚乱，导致了 35 名意

大利观赛者丧生。Jenson（1992）认为，无论是早期的大众传播研究还是

正式的高雅文化，都倾向于将粉丝现象表现为某种心理异常。相较于对粉

丝文化通常的认知，早期的学术作品对粉丝文化的刻画几乎全部聚焦在结

构问题上，即大众文化缺乏亲密性、社群和身份认同，而粉丝文化被理解

为对此缺陷进行补偿的结果。如果说在大众传媒中粉丝的最主要形象是反

叛者的话，在学术语境下，他们的首要身份是消极的受害者。有一种学术

意见将这些积极的粉丝看作非物质性的劳工。例如，Terranvoa（2000）就

指出，像建立网上社区这样的在线活动是网络免费劳动，这些劳动是粉丝

自愿付出的，但也同时是被无偿占有的；粉丝们在享受其中的同时也被剥

削。Andrejevic（2008）进一步主张，这些网络粉丝站点的参与者实际上在

为电视制作方提供增值服务。类似地，Cote 和 Pybus（2007）提出了“非物

质性劳动 2.0”的概念：以 Myspace 为例，最近一波社交网站就包含着某种

新的、动态的创造力。

20 世纪 80 年代，在粉丝文化刚刚得到传媒与文化研究的关注时，当

时的理论背景便是将粉丝文化看作某种心理异常或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的结果。Gray, Sandvoss 和 Harrington（2007）在《粉丝文化：媒介化世界

中的身份与社群》一书中主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对粉丝文化的研

究能够被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Michel de Certeau 在 1988 年提出了“无权者的策略”这一概念，也激发

了第一波的粉丝研究。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关于流行文化和粉丝现

象的研究（1989a, 1989b, 1992）也为我们的回顾提供了起点和框架。费斯

克聚焦于反抗性阅读、草根阶层的文化构建、受众游击战式的意义构建策

略、粉丝社群、以及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反抗。编辑们认为这是个庆祝性

的阶段，主张“粉丝现象是美丽的”。早期的粉丝研究“构成了一种有目的

的政治干涉，使得受众在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入侵时有应对的策略，并开

始捍卫粉丝社群，对抗在大众传媒中被非粉丝（nonfans） 所塑造的滑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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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Gray, Sandvoss, & Harrington, 2007, p. 2）。第一波粉丝研究的学者试

图重构那些原本被认为是负面的行为与状态，赋予其积极的意义（Costello 

& Moore, 2007）。

20 世纪 90 年代，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新媒体和粉丝文化的新形式

更加流行，各种各样的粉丝社群也不断繁殖，第二波的粉丝研究正是在对

此趋势的回应中形成的。随着产业化进程的推进，各种市场策略不断被推

广和应用，粉丝现象似乎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和普通的现象（Jones, 

2003）。从费斯克 （1989a, 1989b, 1992）到詹金斯（1991, 1992），越来越

多的民族志研究揭示了作为行为主体的粉丝与其所身处的流行文化的结构

性限制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的复杂之处在于，它无法被简化为其中

一方仅仅是另一方的结果。进一步来说，这个阶段关注的是粉丝通过参与

社群而构建出来的身份（Grossberg, 1992; Harris & Alexander, 1998）。粉丝

们通过被粉对象形成身份认同，从而更好地定义自己。并且在文化产业中，

粉丝的形象也似乎变得更加积极，这一点也有助于文化产业在高度竞争的

市场中培养、扩大自己的粉丝社群（Kellner & Collette-VanDeraa, 2008）。

《粉丝现象》的编辑认为，第三波粉丝研究开始“将粉丝现象作为我们

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来进行探索”，其目标是“为现代生活提供基础性的见

解”，而不再仅仅研究粉丝个体的品味与参与，或是针对被粉对象的考察

（Gray, Sandvoss, & Harrington, 2007, p. 9）。因此，粉丝研究的分析范围拓

展至各种不同的受众，在他们身上也体现出粉丝现象在文化领域逐渐得到

普遍接受（Sandvoss, 2005; Hills, 2002, 2007）。

粉丝行动主义是粉丝研究范畴内一个更为具体的研究领域和学术概

念，然而并没有研究对这个概念在三波粉丝研究的潮流中的发展进行过探

究。根据 Rowe 和同事们的研究，“粉丝行动主义一直被解读为一些人对于文

化资本主义及其对自身生活的文化殖民的草根式反抗，这些人与文化形态、

文化认同和文化实践之间的真实关系，无法被简化为一致和顺从的文化消

费”（2010, p. 299）。 例如，电视剧《越狱》的网上粉丝社群就对 Michael 

Scho�eld 和 Sara Tancredi 之间的浪漫关系的叙事结构提出过挑战（Knag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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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然而，对比寻求政治民主或弱势群体权利与尊严的社会运动，体现

为牢骚和愤怒的粉丝行动主义似乎并没有比发烧友的庆祝（Rowe, Ruddock, 

& Hutchins 2010） 或服务于国际资本的非物质劳动（Andrejevic, 2008） 更

有价值。

亨利·詹金斯对粉丝行动主义的研究摆脱了消费主义与文化领域的限制，

开辟了新的视角，认为粉丝活动能够改变政治。媒体提供的内容很大程度

上是同质的，与此相对的是，粉丝作为媒体内容的消费者有了不同的技术

手段来掌握媒体流向，并于其他粉丝互动。在过去的认识中，粉丝现象代

表的是一种被动接受的媒体文化。现在，一种参与式文化出现了，它是一

种网络化实践，也是集体智慧的体现，形成了一种新的消费模式。粉丝社

群也成为了知识社群，他们能够识别、划分和转化那些从大众文化中借来

的材料，这种能力使得他们在与媒体企业的关系中更为主动。目前，这种

新的力量已经被认为嵌入了娱乐系统之中。然而，这股力量能否对政治进

程构成影响还仅仅是一种可能性。

参与式的媒体文化与参与式的政治文化之间还存在着一道鸿沟。文化

上的行动主义能否被解释并转化为政治上的行动主义？詹金斯认为，公民

们已经开始将他们作为流行文化的消费者而学习到的东西应用于政治行动。

例如，YouTube 上与选举有关的视频片断就展现了人们是如何将自己在业

余的粉丝电影制作中的学习到的技术应用于政治演讲视频的制作。另一种

能够从粉丝行动主义转化到政治行动主义中的是能动性：像“网络版模拟

人生”这样的游戏就在玩家中培养了某种能动性，鼓励他们参与到公共事

务之中。另外，粉丝社群也为政治性活动提供了空间和组织架构。这种架

构提供了一种能够在官方资源之外获得专业能力的合作机制，一种能够对

抗公司化和政治控制内容的生产机制，以及一种鼓励不同回应的传播机制。

这些粉丝空间的政治属性并不是那么公开、明显，这也使得他们的日常生

活并不比其他公民更加政治化，也不那么经常遭遇意识形态审查。简而言

之，詹金斯认为这些技能、能动性、合作意识以及由技术支撑起的组织架

构，合起来也就是参与式文化，是有可能从文化消费转化为政治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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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媒体版图中娱乐与大众文化的内容的不断增长，与此相关

联的粉丝文化也成为当代中国颇为流行的现象，而被粉对象的范围也非常

广泛，从流行歌手、电影明星、运动员，到电视剧、电影系列和视屏游戏，

无所不包。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也都能看到粉丝的身影：网络俱乐部、论坛

或演唱会或其他活动的现场。一方面来说，这些粉丝是积极的消费者，他

们持续性地参与内容消费，要么是购买音乐专辑、DVD、演唱会门票这类

直接的产品，要么是消费周边产品、明星代言的品牌等衍生产品。从另一

方面来说，他们一直以来致力于去做的其实正是 Fung（2009） 所谓的“非

物质劳动”，即他们共同参与公共活动来支持自己的偶像，分享、交流各

种相关信息以及对被粉对象的喜爱之情，从而建立起了某种友好关系和相

互认同。从某种程度上说，粉丝们已经开始承担某种“微妙的、新的生产

性消费者的角色，这种角色同时将粉丝生产、粉丝推广和粉丝消费整合到

了一起”（Yang, 2009）。

最后，中国政府也一直对粉丝活动持有相当容许的态度。只要所有活

动都保持在物质消费层面，并符合党的路线，官方并不会有太多干涉。这

是因为人们对偶像的投入与迷恋“可能转移他们对公共参与和社会批判的

注意力，避免了对国家合法性的破坏”（Fung, 2009, p. 297）。然而，就算不

是直接一禁了之，政党国家仍然会试图通过迂回的方式加以控制。为了避

免大众文化的反对力量升级到不可控制的程度，政党国家会主动将之纳入

自己的宣传机器中（Fung, 2009）。例如，新一代年轻人自我表达的需求更

强，为了迎合这一点，官方便自己创立音乐奖项或制作真人秀，从而能够

掌控粉丝，或培养出自己的粉丝群体。如果在某些集体活动中出现与“和

谐社会”不相符合的内容，政府会立刻觉察。

这样来看，詹金斯对粉丝行动主义的那种乐观主义预测能否在中国语

境下实现就要打个问号。中国的粉丝只是追求娱乐内容吗？他们对文化生

产的热情纯粹是被休闲娱乐驱动的？粉丝们参与文化生产的动机是什么？

对于希望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娱乐内容之外的粉丝，政治和商业力量的限制

是如何影响他们的？从积极参与文化生产到政治行动主义，新媒体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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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本章剩下的篇幅会对这些问题进行回

答，其中所使用的经验证据来自于虚拟民族志。

从粉丝到网上翻译社群

2000 年后，国外文化产品的流入已经是一个无法忽视的现象，中国消

费者对产于境外的信息娱乐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但是中国的政策框

架并不允许这些国外文化产品的自由流入。一方面，文化产品的引进只能

由中央电视台等少数几家机构进行，并出于“保护当地文化产业”为由限制

引进数量，例如每年只能引进二十部外国电影。另一方面，被引进的文化

产品也经常被审查与编辑，以此删除掉政治敏感内容。中国受众因此只能

自己动手寻找完整版的国外游戏、电影和电视剧。

随着 2000 年后宽带上网的出现，人们开始可以不通过电视台、电影院

和 DVD 零售等官方途径而获得这些文化产品了。有些粉丝居住在能够获

得某种文化产品的地区，例如住在美国的《越狱》粉，他们会将之上传至

互联网与其他伙伴分享。但是，这些产品的内容很显然还是以本国语言呈

现的。鉴于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足够的英语（或外语）能力，为了能够让

中国粉丝更好地欣赏这些作品，就需要将外语娱乐产品翻译成中文。因此，

粉丝们开始聚合在一起，建立自己的社区进行协作翻译。最早的翻译社群

建立于 2001 年到 2002 年，其成员是日本动漫与电脑游戏的粉丝。很快，外

国电影与电视剧的粉丝们也开始建立自己的社群。这些电影、电视剧粉丝

社群通常被称为“字幕组”，这是因为他们的主要产出就是中文字幕。《老

友记》《越狱》这些美国电视剧的流行让这些字幕组更多地出现在了人们的

视野中。到了 2007 年，最知名的字幕组有“伊甸园”“风软”和“人人影视”。

前两个拥有约四百名常规译者，第三个也有约两百名。对于外国娱乐内容

在中国境内的翻译、制作和传播来说，这三个翻译社群以及其他更多的小

团体所形成的力量已经非常大了（更完整的字幕组列表可参见 Hu,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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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上翻译社群的进化并没有止步于字幕组。这些项目化分包协作

的形式也被用于其他内容的翻译。被国外大众媒体的内容所吸引的中国网

民也开始加入网络 2.0 社区，翻译外语新闻、评论、讨论与演讲。译言网

就是这个领域的先行者，它与诸如《卫报》《福布斯》这样的国外大众媒体

签订协议，将它们的内容翻译成中文。与字幕组的草根属性不同，译言网

是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其创始人从硅谷回国创业。其创始人赵嘉敏在访

谈中表示，译言网在其启动的第一天就以盈利为目标 *。其商业模式建立在

“分层众包”的基础上，这也是字幕组所采取的模式。赵嘉敏在回复采访问

题的邮件中解释，对于那些由许多人一起进行的内容来说，分层是控制翻

译质量的必要手段。

如果没有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字幕组和译言网这类网络 2.0 站点就

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分层众包的协作形式需要许多不同的技术来实现。以

美剧为例，一部剧集首先就需要在保存之后通过位于欧洲或美国的比特流

（BitTorrent, BT） 站点进行分享。之后一群中转编辑会将之放在韩国或日

本服务器上，因为中国互联网对这两个国家的连接速度要远快于对欧洲和

美国的连接速度。同时，生活在国外的成员要制作和上传英文的字幕文件。

资源编辑负责下载这些源文件并保存在中国服务器上。每一部剧集会被分

割为不同的小节，不同的翻译者下载自己进行翻译的那一小节。之后还要

有校对者检查整体的翻译质量。校对结束后，时间轴编辑要将所有被拆分

的部分重新汇总、制作成一部完整的剧集，同时也要检查字幕和视频内容

是否同步。最后的成品会被发送至分发网站，例如提供字幕下载的射手网、

比特流分享网站 verycd.com、以及 youku.com 和 tudou.com 这种中国版的

YouTube。整个过程只需要五个小时就能完成。至于译言网和东西网这种

以信息为主的翻译网站，他们都有庞大的文章数据库，包含不同主题，译

者可以针对某篇文章表示“我有兴趣翻译”。网站的编辑会对内容进行审

*  见《程序员》杂志对赵嘉敏的采访：http://www.programmer.com.cn/4813/

http://verycd.com
http://youku.com
http://tudou.com
http://www.programmer.com.cn/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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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般只会很快地筛查一下敏感和淫秽的词汇，之后文章就会被发布在

网站上。有时候编辑也会将某些文章分配给那些合格的译者。网站有时也

会有一些特别的翻译项目，例如在汶川地震一周年时翻译一本有关地震知

识的书。这种情况下编辑会专门为此项目招募项目经理和译者。申请者需

要先进行试译，编辑也会对试译结果进行评估。如果申请者的翻译质量上

乘，那么书中的一个部分就会被分配给这位译者进行翻译，内容的多少则

取决于和每位译者的事先约定。当所有部分都翻译完毕，项目经理或网站

编辑会针对语法、风格等问题进行校对和审读，之后就汇总成为一部完整

的作品。无论具体内容为何，这种虚拟架构对于各种形式的翻译工作来说

都被证明是非常高效的。

乍看起来，字幕组似乎专注于娱乐内容，而译言网这一类网站则更加强

调信息。然而当双方都注意到公开课翻译时，这种区别就变得非常模糊了。

自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顶尖大学开始将自己的课程视频免费提供

给公众，中国翻译社群的成员们就对此产生了高度兴趣。人人影视、TLF 字

幕组（�e Last Fantasy） 和译言网成为公开课翻译的三个主要参与者。翻

译《越狱》时所使用的虚拟架构也应用在了空开课翻译上，区别仅仅在于，

公开课翻译的译者需要对翻译主题有一定了解。鉴于公开课翻译不存在什

么版权问题，网易、搜狐等主流视频网站也加入成为分发平台。每一个分

发平台都为公开课建立专页，内容则是由各个翻译社群提供。网易自己也

雇佣了自由译者，推出自己的翻译课程，但据说这些译者要么来自译言网

等网站，要么是英语专业的在校学生。2010 年 11 月，网易正式发布了第

一部世界知名大学公开课程视频，到 2011 年 8 月，网易平台上已经积累了

约六千集、九千小时公开课视频内容。2011 年末，每个月都有会约二百小

时的课程被翻译出来。课程内容涉及艺术、人文、社会科学、计算机和其

他自然科学，无所不包。从传统媒体到网民之外的普通公众，都对此类公

开课项目有高度评价。

2010 年开始在公开课翻译上的集体努力最终打造了充满活力的中国

网上翻译事业。粉丝们对此的志愿投入也表明他们并非仅仅关心娱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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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尽可能多的享受。如果对享受的追求不是他们参与、投入的唯一动力，

那这些粉丝-译者追求的是怎样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呢？这些动机如何与他

们的自我认同以及日常生活相联系？下一节会探究这些问题。

从个人兴趣到公共利益

一般认为，促使粉丝加入翻译小组并持续投入的最大动力是兴趣爱好。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时，所有的被访者的回答都会提及“因为我

对 XX 很有兴趣”“出于个人喜好”“这本来就是我的爱好”或者“没什么特

别的原因，就是喜欢”。大部分志愿译者都是大学在读或已工作的二三十

岁的年轻人。尽管将外语翻译成中文需要一定的专业技能，但其中只有少

数人曾就读于外语专业。他们也几乎从未期待从这些活动中获得任何物质

利益，例如额外的收入等，只觉得这是一种更好的利用业余时间的方式。

对原文文本的兴趣是非常重要的动力，其重要性在选择翻译对象时尤

为突出。译言网 有自己的外文数据库，译者可以从中选择文本进行翻译，

然而，译者们更倾向于翻译从其他渠道读到的文章。原因在于他们希望翻

译他们觉得更有吸引力、质量更好的内容，并不太考虑能获得多少点击量

或者阅读量。例如，一位研究的参与者说：“如果我看到一篇我心动不已的

文章，我就会把它翻译出来。”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也和译者本人擅长的领域

有关。比如一位专攻信息技术的被访者看到相关英文文章时，如果他特别

喜欢并且认为这能成为一篇本专业领域内的翻译作品，他就会决定翻译它。

这种兴趣原则同样适用于公开课的翻译，当某个翻译项目的牵头人在招募

同好组成团队之前，往往自己对课程的相关领域就很有兴趣。

志愿译者的另一兴趣在于语言学习或者翻译本身，这个过程能够帮助

他们保持语言的熟练度。他们的语言能力在各种翻译活动中得以显著提高，

并从中收获持续的信心、激情和愉悦。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英语能力是求职

的关键指标。为了在求职中获得比较优势，许多大学生和职场人士都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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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各种英语能力证书，而这需要参加各种特训课程并付出相当的努力。不

过，当被问到“是否希望通过志愿翻译来获得某些经验或资历时”，被访者

通常回答：“其实并没有这样的计划……也无所谓，只是个爱好罢了。”

当所译内容有某种社会、政治或教育意义时，志愿译者们似乎也承担

着开启民智、拓宽视野和传播知识的公共责任，例如翻译顶尖大学的公开

课和西方媒体有关中国、但又区别于中国主流认知的报道。他们也的确觉

得他们向公众传播的内容很重要，受众会从中得到不同的收获。然而，面

对“个人兴趣和公众利益，哪个是更强的驱动力？”的问题时，多数译者都

倾向于将自己的志愿精神归结于出于自我的考虑，只有个别译者认为两者

之间更多是互补，而非冲突的关系。 

一位被访者表示他在译言网上的翻译活动纯粹出于个人爱好和兴趣。

“在我看来理想的生活方式就是去实现自己每一个奇思妙想，我就正努力让

梦想照进现实。”他是 TLF 字幕组的积极成员，同时也正负责一个公开课的

翻译项目。他非常坦率地说：“其实我所有的翻译都是为了自己，没有人是

为了让网民更好地学英语才翻译那些字幕。公开课也一样，我只会翻译我

喜欢的课程。这挺符合亚当·斯密（Adam Smith） 的理论，我们在追求个

人兴趣的同时增进了公共利益。因此翻译的最终目的都是自我实现和自我

提升。”TLF 字幕组另一位译者曾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并搭建了独立的字幕组

网站，他也持同样的意见 :“我的工作很无聊，也没什么意义……我只是

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生活……这个选择更多出于个人原因。人们对我的

评价通常很高，但我其实并没有那么伟大。”虽然他的确认为这些公共产品

很重要，只是这并非他辞职创业的首要原因。尽管译者们也认为让公众了

解不同意见很必要，也很重要，但他们也明白区区几篇文章并不会有什么

太大的影响。他们只是尽力去做一些翻译，吸引受众是另外一回事。正如

一位受访者所说：“有兴趣的人自己就会去读，不感兴趣的人就算你把文章

直接发过去他也不会读的。我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至少目前我

觉得没什么要紧的。”

尽管他们参与志愿翻译的动机并不是纯粹为了启发、教育公众，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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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读者、观众和其他同伴译者那里获得反馈和赞赏时，他们也会更有

动力去坚持下去，甚至做更多的工作。译者们从这些认可中感受到自己的

独特和优秀，并获得成就感。一位字幕译者表示：“有时候我和别人聊天时

提到我是字幕组的成员，他们会说‘真的吗？太酷了！’这时候我都会觉得

自己还挺不错的，觉得自己真棒。这并不是单纯因为我的语言能力有多强，

而是因为这部电影的字幕是我做的并且能被其他人看到。这种感觉很棒。”

尽管参与媒体作品生产制作——特别是翻译，动机和其他粉丝活动并

无不同，但这种自利行为的社会影响的确超出了粉丝文化的范畴。粉丝活

动是如何从媒体作品生产制作转变为公共参与的？哪些因素促进了这种转

变？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下一节将会回答这些问题。

从参与式的媒体文化到参与式的公共文化

公开课翻译的案例体现了粉丝社群从追求娱乐到分享知识的转变，后者

一般被认为是公共教育的组成部分。尽管按照现有的证据，还不能说这种

转变对于整个中国的网络领域都有代表性，但下面的案例至少能够让我们

看到一些将粉丝活动转变为公共活动的推动性因素。哈佛大学公开课《公

正》是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研究样本。就算

有关公正的讨论不会直接促使中国人改变政治制度，但至少能在“什么是

公共价值”这样的问题上有一些教育意义。《公正》到目前为止是观看数第

二多的课程 *，这说明通过翻译公开课而被分享的知识绝对不仅仅是工具性

的（例如“如何制作 iPhone 应用”），也说明这些课程蕴涵的价值、原则通

常对译者和观众都有吸引力。

然而，从翻译娱乐性内容到翻译公开课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转换。根据

*  根据网易发布的数据，排名第一的是哈佛大学的《幸福》课：http://v.163.com/special/endclass/

endclass1.html

http://v.163.com/special/endclass/endclass1.html
http://v.163.com/special/endclass/endclass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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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金斯的理论，能够被转换、传递的基本上只有技能、主体感、合作意识、

以及由技术支持的组织架构这四项元素。很明显，曾用于电影和电视剧翻译

的虚拟组织架构能够被转换至公开课翻译中得以应用。然而翻译公开课最

大的挑战在于其专业性。尽管在翻译娱乐性内容时也会要求译者对某些专

业领域有所了解，例如翻译与医生有关的电视剧就需要一些医学背景，但

在相关知识的深度上，翻译那些大学层次的课程的要求就高得多。面对这

种情况，解决方案之一是吸纳有相关专业背景的译者参与公开课翻译。要

知道许多译者都是大学生，因此某个课程的翻译团队至少吸纳一位拥有与

该课程类似背景的译者并非难事。

在某些高度专业化的领域，有时也的确找不到真正的专家参与。对耶

鲁大学《天体物理学》的翻译就是一例。翻译项目的负责人是一位读经济

学的女生，她在决定负责这个项目之前对天体物理学没有任何了解。然而

专业背景的缺失并没有对翻译工作构成障碍，因为她的合作意识让她坚信，

团队的协同能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她对协作机制的作用做出了解释：首

先她通过谷歌（Google）、维基百科（Wikipedia） 等网络资源来了解翻译

的流程；接着她的团队成员在翻译中遇到不确定、有争议的问题时会集体

讨论、辩论；最后，当对该领域有了解的观众发来一些反馈时，她会马上

对翻译进行更新。

因为大多数译者都不是外语专业的，他们靠着定期翻译外语内容来提

高和保持语言能力。然而语言能力并不是唯一转移到公开课翻译中的技能。

《天体物理学》课程的例子表明独立学习、同辈学习以及众包、搜索这样

的新媒体技能也被转移至公开课翻译中，支持着公开课翻译项目的顺利运

行。《天体物理学》课程翻译项目的负责人说：“这个课程提到了大爆炸理

论，所以我就通读了关于大爆炸理论我能找到的所有资料。接着又是哈勃

理论（Hubble theory）、星体等内容……针对每个问题我都搜索了特别多

的资料，甚至又学了一遍对数（logarithm）。所以我不清楚观众收获如何，

但至少我自己学习了很多。”

另一个被转移的是那种“应该由我来做”的主体感。当大多数网络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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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等着其他人（例如文化产业）生产自己想要的内容时，志愿译者这个粉

丝群体已经带着相当高的自我效能创造着自己喜欢的内容。他们不仅仅有

能力翻译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同时也把这当作某种责任。一位受访者对此

有绝佳的描述：“坦诚地说我有点担心其他人会（用糟糕的翻译）毁了这部

字幕。我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我自己来做。”

作为本章实证分析的最后一部分，有必要在此说明为什么在当下的中

国，参与式的媒体文化并不太可能转化为参与式的政治文化。只有在不同

层面上对网上翻译社群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才能对此做出解释。这

些翻译社群是内容提供者，而翻译材料中包含的信息使得这些翻译社群不

得不面与政府打交道。2009 年底，译言网曾经关闭过一段时间，并在主页

地址上贴出一份声明称：“由于对于网站中某些文章的处理出现失误，我们

违反了相关规定。因此译言网暂时关闭此服务器，对相关内容进行整改。”

在与译言网的访谈中也证实，在此次关停之后，译言网采取了更为严格的

自我审查机制，例如删除包含某些敏感词的文章，并且翻译好的文章需要

经历更久的审查才能发表。字幕组则需要面对版权问题，和有着政府支持

的商业利益进行对抗。人人影视是字幕组领域的领头羊之一，他们在 2010

年 8 月宣布网站关闭、服务器被没收。声明中说：“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配

合有关政府部门，并从社群成员中筹款来购买新的服务器。我们也将全面

清理网站中的内容。”根据报道，人人影视的这次关闭是因为发布了某部国

产大片的 BT 种子。这两个例子说明政府如何向翻译社群施压，甚至直接

予以关停。在如此程度的监控之下，转而翻译政治性内容，就算并非完全

不可能，可能性也并不会太大 *。

*  一些坚持认为应该提供未经审查信息的人离开译言创建了译者，一个墙外网站。译者经常翻译

和发布外媒对中国政府非常具批判性的新闻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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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费者到生产使用者的身份转变

聚集在中国网上翻译社群的粉丝们所呈现出来的形象与传统媒体的刻画

完全不同，他们并不是沉迷于被粉对象的、古怪的、危险的狂热份子。相

反，打造出针对外国资讯与娱乐内容的粉丝现象的恰恰是互联网技术支持

下的精密计划与高效协作。为了能够欣赏外语内容，粉丝们搭建起分层众

包的虚拟架构，而这一点如果没有多方紧密合作就无法实现。因此，在中

国网上翻译社群身上观察到的粉丝行动主义是粉丝们深思熟虑后的选择的

产物，这便是我们的第一个结论。

粉丝们自愿做出贡献的驱动力主要是兴趣，其中首要的兴趣点是咨讯或

娱乐内容本身。这些粉丝也有兴趣在翻译过程中学习或提高语言能力。当粉

丝社群在网上建立之后，身为社群的一员也让粉丝们觉得有归属感，这也

让他们更愿意持续投入。有时来自外界的荣誉也会对粉丝们有所激励，但

这些粉丝译者主要还是将自己志愿工作的社会效果看作自己追求个人兴趣

的副产品。因此可以看出，尽管中国网络上的翻译社群已经产生了更大的

影响，他们的某些活动已经属于公民教育的范畴，但还是以被粉对象为出

发点。

“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意味着符合党的路线的所有东西都可以被商业化，

而志愿翻译那些公众无法获得的外语内容可以解读为对这种现状的草根抵

抗。尽管商业化入侵了文化领域被允许进入的每一个角落，当下的法律和

政策之下，中国的文化产业仍然无法自由地为本地市场提供国外的文化产

品。策略性的生产-消费方式（prosumption） 就在中国文化产品的泛滥和

对外语内容的压制之间出现了。粉丝们一方面利用互联网技术来获得那些

在本地的合法市场无法获得的内容，这本身就可以被认为是对信息流的国

家控制的反抗。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其中可能的剥削保持警惕。因为国

外的文化产业目前还无法对粉丝们的工作充分资本化，粉丝们尚未明显地

遭受剥削，还没有“沦为”文化产业非物质劳动的免费劳动力。但是，网上

翻译社群的工作成果让社会公众接触到了国外文化产品，中国社会对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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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接受程度也有所提高。因此，一旦对国外文化产业的限制取消，剥

削也便很容易发生。

另外，也有人担心粉丝文化一直停留在业余爱好的层面，粉丝行动主

义也和参与政治进程这种“更为重要的问题”渐行渐远（Rowe, Ruddock, & 

Hutchins, 2010）。詹金斯（2006a） 认为在美国的语境下，粉丝的能量并不

是局限在文化领域，当条件允许，粉丝们会很顺畅地转入政治活动。中国

的情况则较为不同，政府牢牢控制着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方式，对于普通公

民来说，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有着清晰的界限。研究表明绝大多数中

国粉丝能够觉察到这种界限，他们也有意识地让自己的各项活动不去涉及

明显的政治内容。在各种自我审查和公然的外部审查之下，对国外媒体中

政治内容的翻译还无法成为这些翻译社群的常规产品。然而，这并不意味

着这些社群身上的粉丝行动主义和“更为重要的问题”毫无关系。公开课

翻译项目表明，粉丝行动主义能够从娱乐内容转化到知识分享。即便从知

识分享身上还无法直接推导出政治价值，但也至少是公共价值的体现。我

们看到，在翻译娱乐内容时发展出的协作方式使得参与式的公共文化有了

生长的可能。这种协作模式以虚拟架构和合作意识为基础，能够很方便地

应用于对公民教育内容的翻译。另外，协作的经验也能够培养参与者的志

愿精神和分享精神。成功的合作能够让做出贡献的个体感受到更大的力量，

因为个体能够从中感受到自己是行动的主体，而不再是消极地等待其他人

为自己带来改变。

本章认为，在中国网上翻译社群身上看到的粉丝行动主义主要是由志

愿精神以及由此产生的主体感为基础的，也让他们不再仅仅是“有热情的

粉丝”。然而审查制度、版权制度和商业化正在不断地挑战这种基础。以译

言网为例，它并不仅仅以盈利为目标，但为了在中国保持合法性就不得不

满足各种审查的要求。版权制度也阻却了门户网站等商业机构传播外国电

影和电视剧。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中国政府决定实施严格的版权保护，字

幕组的可见度就会遭受严重的影响。字幕组这种以志愿工作为基础的社群

也受到了商业力量的威胁，因为商业公司试图将此类翻译规模化，进而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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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了志愿精神。各方力量都试图用自己的逻辑来定义网上翻译这个新生事

物，这也使得整个网上翻译领域都变得更有张力、富于变化。

这一章所关注的问题是，在中国网上翻译社群身上所体现出的粉丝行

动主义，是如何在“生产消费者”这一身份的构建中形成，又受到了何种挑

战。有观点认为，粉丝们在翻译外国娱乐内容与资讯时所进行的合作催生

了参与式的公共文化，因为这些粉丝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生产消费者这一新

身份，而这一点在对粉丝现象的通常讨论中是找不到的。这种身份使得粉

丝们区别于只会消极接受的受众。相反，尽管有审查与商业化这类体制上

的限制，粉丝们仍然主动地选择自己希望消费的内容。另外，在外国的文

化产品通过互联网被保存、转录、翻译和分发的过程中，这些粉丝也同时

成为了生产者。这种身份体现了志愿精神、 “自己动手”精神、以及分享

与合作的习惯。

对于网上粉丝社群而言，对新身份的构建是一个持续的主题，对此也

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在第三章中有所描述的影迷们形成了“影评人”

的身份认同，能够通过他们自己的一套亚话语体系对电影进行评价。在之

后的第四章，我们看到有些粉丝找到了与电影相关的工作，让原本的自我

认同成为现实。在一些互联网公司试图推销自己的博客服务时，他们也同

时为这些“平民影评人”带来了意见领袖或名人的身份。那些最终进军电影

制作领域的人则认为自己是拍电影的。“后窗看电影”社群和网上翻译社群

在发展出新身份这个问题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后者的成员们似乎止步于

生产者和使用者这种混合身份，无意于成为专业人士。只有理解了粉丝社

群的组织形式以及维护社群所需的前台技术，才能理解这种区别。分层众

包模式建立在 Web 2.0 技术之上，由此产生的身份认同不可能像“后窗看电

影”一样以个体为中心，因为那些翻译项目不可能由个人独力完成。现在

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个公众的产生过程中，该公众所获得的身份认同需

要在一系列关系中进行理解，包括与被粉对象之间的关系（例如中国独立

电影或外国电视剧）、与所需要的技术手段之间的关系（例如电子布告栏系

统与众包网站）、与不同的商业力量之间的关系（例如盗版电影产业、艺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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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全球文化产业）、以及与多变的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下一章我们聚焦的

问题便是其中之一，即外国电视剧消费中不同文化认同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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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星星的你》是一部于 2013 年末 2014 年初在全亚洲上映的韩国

电视剧。这个奇幻的浪漫言情剧讲述了一个外星人的故事：他于朝鲜王朝

时期登陆地球，并在 400 年后的现代与一位顶级女星坠入爱河。这部电视

剧在韩国内外广受好评，例如在菲律宾一地就收获了 20% 的收视率。在中

国，仅仅以视频网站的在线直播来看，此剧也极受欢迎（Lin, 2014）。截

止 2014 年 7 月 27 日，这部电视剧在中国在线视频直播网站之一的爱奇艺

（iqiyi.com）上的观看次数为 264.2 亿。它在中国也引发了一阵风潮：该剧

的所有周边——从服饰、配饰和化妆品，到剧中女主人公喜爱的韩式炸鸡

和啤酒，都成为了热销商品。据华盛顿邮报（Wan, 2014）2014 年 3 月报道，

这部韩剧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讨论到，特别是在一个政治顾问委员

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以明白中国制片人为什么不能制作出这

样火的电视剧。而当一张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时：年轻时代的国家领导人

第六章  
《纸牌屋》：从娱乐到政治

译＝胡犀子

http://iqiy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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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和该韩剧中的男主角金秀贤神似，这个从娱乐到政治意义的转变也

就更为明显了。

大众娱乐从不缺乏政治显著性，并且这也往往是其题中之义。如果从这

种无关乎政治的《来自星星的你》中都能产生政治解读，那么不难想象观

众可以从那些以政治类话题来吸睛和娱乐的内容中读出政治。作为一个在

线外国节目内容的特殊案例，政论剧代表了一类被粉对象：它们对其消费

者发出有着政治意味的邀请。本章重点阐释外国媒体内容和中国粉丝对其

的解读，且后者尤为重要，尽管在前几章中被有意忽略。鉴于公众可以组

织在任何一个话题周围，那些围绕在外国电视内容如政论剧周围的公众有

着独特的特征，比如倾向于接受一些远离其处在的社会现实的政治价值观。

本章将从对中国跨文化电视节目的政治经济学回顾出发，随后将对跨

文化电视节目粉丝网络空间进行一个结构式分析。通过对百度贴吧中粉丝

所发帖子的文本分析，本章将从两组对比主题中展现中国粉丝如何解读一

部美国政论剧《纸牌屋》（House of Cards）：真实 / 非真实，和外来的 / 本

土的。通过对比该剧中刻画的“真实”的美国政治和基于粉丝个人阅历之上

的“真实”的中国政治，当代网络社会下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斗争将在粉

丝们的解读中被探讨。

跨文化电视节目的政治经济学

将电视机引入中国的千家万户一度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最重要的文

化和政治进步（Lull, 2013, p. 59）。在中国引入电视机的初期（换言之，1958

到 1978 年间），这个媒介主要被用来标榜“大跃进”的成功，且被作为党内

权力斗争的工具来使用（Huang & Yu, 1997）。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电视剧

《一口菜饼子》产于 1958 年，象征了在这一历史时期电视机如何被用来实

施意识形态控制。为了弥补电视节目的短缺，进口的外国节目内容成为了

中国电视播出时段的家常便饭。Huang 和 Yu（1997）报道，仅于 1959 年



粉丝公众 95

一年，中国引进了大约 1000 个电视节目且其中 459 个来自匈牙利，349 个

来自前苏联。因此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电视节目从一开始，其形式和内容

皆受到舶来品的深刻影响。尽管这些进口的电视节目内容中的故事和叙事

手法对中国观众可能比较陌生，观众们对电视的理解无疑却为这些内容所

塑造，这些电视节目也定义了电视机对于国人意味着什么。换言之，我们

可以说中国电视的诞生和中国电视观众的产生从一开始就是跨文化的。没

有那两个被派遣到海外学习电视的学生，中国电视就不可能产生（Huang 

& Yu, 1997）。没有那些进口的新闻和剧作，中国电视从一开始也就不能有

那么多的东西展现给观众。

本章的跨文化电视节目指的是那些 1949 年以来、源于区别于当代中

国大陆的另一文化的电视节目。没有用“跨国”一词是因为有些“外国”节

目内容并不一定来自于那些在政治意义上是民族国家的地区。比如，香港

和台湾地区长久以来被视为有着有别于大陆的文化，但并非独立的民族国

家。在中国电视早期，跨文化电视节目的政治经济学相当简单：国家提供

财政支持以购买外国节目内容，而这些国家都是苏联阵营的成员，以此来

确保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中国电视的发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遇了重大挫

折（Zhao & Guo, 2005）。作为中国第一个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曾于文革发

起时被关停一个月；各省级电视台也一度被无限期地搁置。除了作为政治

派系斗争的工具，中国电视在那些年终止了它的其它功能，包括获取和放

映其它国家的电视节目内容。

1978 年门户开放政策引进之后，国家控制的广播电视台恢复了引进外

来电视节目内容，以此应对市场化带来的挑战。与很多其他的国有媒体一

样，电视台也被寄望于自负盈亏无需政府补助。1979 年广告被引入到电

视的常规节目中（Zhao & Guo, 2005），且娱乐性质的内容大幅增加以博人

眼球。这些娱乐性质的内容很多都进口自其他国家，而这些国家也不再仅

仅是那些属于苏联阵营的国家。Wang 和 Chang（1996）发现，直到 90 年

代，那些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了外国电视节目内容的主要提供者。老

一辈的中国电视观众对当时的这些海外电视节目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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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80 年代最受欢迎的电视剧大多数进口自日本、香港、台湾，甚至是墨西

哥和巴西（Zhu, Keane & Bai, 2008）。90 年代初，美国电视剧《护滩使者》

（Baywatch，又译海滩护卫队）和《豪门恩怨》（Dynasty）吸引的观众比本

国电视剧多出了三倍（Hays, 2008）。

到 90 年代末，通过在结构上组建省级的广播电视集团，并在意识形态

上远离任何重大思想争论，中国电视产业已经成功将自己转变为一个成熟的

娱乐行业（Zhao & Guo, 2005）。除了广泛地播放外国娱乐节目，中国电视

台已经有一定能力通过模仿外国电视节目内容来制造它们自己的人气焦点。

比如，北京电视台（后更名为中央电视台）曾通过一部叫做《渴望》的肥

皂剧创了全国的收视率纪录。这部肥皂剧据说是模仿了在日本、台湾受欢

迎的情景剧和在中国电视频道中上映的拉美电视剧的风格（Zhong, 2010）。

另一部受欢迎的电视剧《公关小姐》也大约在同一时期播出，但是由另一

家省级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制作。由于广东在地域和语言上接近香港，

这部电视剧以那些受欢迎的港剧为范本，并在全国获得了高收视率。

模仿或者改编外国电视节目内容可以说是激发了中国本土制片人的创

作灵感。从 2000 年开始，结构性地强化广播电视集团（Zhao & Guo, 2005）

和独立的电视节目供应商（Liu, 2010）几乎使得每一个世界上流行的电视节

目都能找到一个中国版。以湖南卫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省级广播联合

公司为例，除了电视剧，它的杂耍秀、相亲节目、真人秀、法制系列甚至是

新闻节目，都积极借鉴吸收了外国同行的元素（Pu, 2013）。例如，1990 年

开播的《玫瑰之约》就是台湾相亲秀《非常男女》的一个翻版，之后 2005

年遭禁的“超级女声”则完全是以《美国偶像》为范本。最近很火的一档于

2013 年首播的亲子互动真人秀《爸爸去哪儿》则是从韩国借鉴而来。鉴于

早些的仿制品被批评未授权地使用外国作品内容，最近的这些都获得了原

创出品人的法律授权。版权购买的容易度以及文化的接近性解释了为什么

那些来自韩国、香港、台湾的亚洲节目占据了这种改编行为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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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电视节目粉丝现象的网络空间

在前网络时代，跨文化电视节目的粉丝表达只能借助于一些线下机制

如粉丝俱乐部和印刷出版物。盗版 VCD 产业，与它在传播外国电影方面

的重要性类似（见第三章），在传播那些官方电视频道中不可得的跨文化电

视节目内容上扮演了重要角色。Nakano（2002）观察到许多日本电视节目

的传播都是由普通中国观众积极发起的，而“远非从经济中心推广的文化

殖民主义”。从 90 年代末 2000 年代初、当互联网首次被引入中国社会开始，

粉丝网站就模拟那些线下的粉丝俱乐部而被建立以支持特定的明星。例如

建于 2000 年的“爱林泉”就是中国大陆首个用来支持台湾女星林青霞的网

站 *。然而，由于当时较低的网络普及率和网页技术，这些粉丝网站的影响

力也有限。

2000 年代宽带互联网的引进让这种对海外娱乐节目内容的跨文化消费

尽在一键点击中。在此期间，中国电视行业的集团化进一步减少了中国观

众的选择，并迫使那些熟谙互联网之道的人在网络上搜罗他们喜好的节目。

例如，那些一度还满足于日剧盗版 VCD 的粉丝现在转向他们被粉对象的

文件共享站点和在线粉丝俱乐部（Hu, 2005）。各式各样的在线翻译社群也

成立了，以攻克绝大多数中国粉丝在欣赏跨文化内容上的语言障碍（见第

五章）。美剧的普及，如《老友记》和《越狱》，给一些字幕组带来了相当

的网上可见度（如伊甸园网、风软和人人影视网）。同时，支持在线讨论这

些电视剧的网站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对外国电视剧的讨论最初散见于各

大在线论坛，如与各字幕组关联的 BBS 版块，挂靠在一些主要门户网站的

论坛，以及独立的在线论坛。大约在 2000 年代初，与伊甸园字幕组关联的

BBS 版块是最大且最有影响力的供粉丝讨论外国电视剧的论坛。所有这些

社区论坛为中国粉丝开放了一个崭新的空间来表达他们的热爱和讲述他们

*  http://tieba.baidu.com/p/149360796

http://tieba.baidu.com/p/149360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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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国电视剧的兴趣。

然而，这阵 BBS 风潮没有持续很长就被博客接管了公众的注意力（见

第四章）。当那些资深 BBS 用户通过博客成为小名人，多数粉丝转向了一

个新的在线空间——百度贴吧来交流。大致从 2005 年起，散居于各大 BBS

的外国电视剧粉丝开始逐渐迁移到百度贴吧。截止 2009 年，百度贴吧已打

败了其所有竞争者，并成为了最受欢迎的、供外国电视剧粉丝集结和分享

的空间。2012 年末，百度贴吧容纳了 6 亿注册用户和超过四百万个主题贴

吧（163.com, 2012）。一个解释百度这一崛起的理由是：百度贴吧与中国的

搜索引擎百度紧密相连，而这一搜索引擎在中国网络搜索市场上享有主导

地位。当用户在百度上搜索一个外国剧集时，百度在搜索结果页面列举相

应的贴吧，旨在吸引那些新用户到贴吧来。

除了 2005 年《超级女声》（中国版的《美国偶像》）的人气给它的贴

吧带来了大量的点击，其它互联网重大事件（例如反对哈韩一族的网络运

动）也帮百度贴吧获得了更多的关注。2008 年的“东方神起”中国粉丝事

件就是从网络新闻开始的。“东方神起”（一个韩国流行组合）中的一名成

员与一名中国孕妇（同时也是这一组合的粉丝）发生了肢体冲突。中国网

民对“东方神起”中国粉丝为这一组员的辩护深表愤怒，并组织了一次对东

方神起吧的爆吧行动。在短短的时间里，这个贴吧就被机器人发出的成百

上千的空贴破坏得无法正常运行。另一个相似的事件发生在 2010 年，另一

个韩国流行组合 Super Junior 的演唱会上没有给中国粉丝发售足够的门票

并引发了骚乱。同样地，其它中国网民不满于这些中国粉丝的行为并发动

了又一轮爆吧（又称“六九圣战”）。

尽管百度贴吧是以用户为本的，百度却不能简单归结成一个不管不顾、

只提供平台的主人。首先，百度承担了部分国家委派的网络审查责任。成

立新帖吧时必须由百度审查以确保不涉及政治敏感和色情内容。此外，百

度强化了其在敏感时期的言论控制。例如，在 2009 年 5 月，即六四事件

20 周年的前一个月，百度暂时关闭了中国各高校贴吧中发帖和评论的功能。

第二，每个贴吧最多可以有三位吧主和十位吧务，且申请吧主必须得到百

htt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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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基于该用户活跃度的考察以获得批准。百度还可以终止任何工作没有达

到标准的吧主的职位。第三，百度扮演了网络争端调停人的角色，并管理

来自用户的呼吁和投诉。然而百度貌似没能履行好这些职责，贴吧成员和

管理员经常抱怨百度管理上的不作为。尽管网络审查和政治管控直接或间

接地由百度实行，粉丝未授权地传播和使用外国节目内容的行为却没有被

禁止。相反，百度贴吧成为了许多中国粉丝寻找免费外国电视节目的最重

要资源。

在百度可以找到几乎覆盖这个世界任何一个话题的贴吧：从日常生活

到国家大事，从中国本土到其它各国，以及从大众话题到边缘兴趣。根据

百度的排行，前 500 的贴吧中过半都是以娱乐主题为中心。那些外国娱乐

内容的贴吧因媒介类型也有分类，如电视剧、真人秀、纪录片、电影、音

乐和游戏。针对外国电视剧的贴吧又进一步划分为电视剧原产国（例如美

剧、英剧和韩剧），题材（例如电视剧、真人秀、杂耍秀、体育节目等），和

一些特定的电视剧（例如《纸牌屋》、《老友记》等）。根据电视剧类的百度

排行榜（2014 年 7 月 17 日），除了两例，名列前十的贴吧几乎全部贡献给

了外国电视剧。这些外国电视剧绝大多数来自于韩国和美国。它们的创建

时间从 2005 年到 2013 年不等，并且韩剧的贴吧普遍比那些美剧或者日剧

的贴吧更年轻。

百度贴吧现已成为大多数外国电视节目粉丝的会见场所，现如今仅有

少数人使用那些和字幕组关联的 BBS。然而，贴吧与字幕组之间的互动依然

明显。字幕组的成员也可能是贴吧的活跃用户。一些贴吧则由字幕组发起，

比如 Kpop Star 吧。在认识到字幕组使外国节目为中国观众所欣赏的重要贡

献后，许多吧主也表达了他们自己对翻译速度和质量的不满，并期待成立

专属于他们各自贴吧的翻译组。随着近些年微博日益增长的人气，有雄心

和远见的吧主们也成立了他们的微博官方账号作为他们的第二阵地，以此

来提升节目和贴吧的浏览量。相较于贴吧，微博上的信息可以更迅速、广

泛地通过转发和加标签的功能来传播。对于吧主们而言，微博主要被用来

传播以图像、音乐和视频文件为形式的信息，以这样一个丰富的信息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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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补充贴吧以文字为主的表达方式。此外，由吧主们在即时通讯工具（如

QQ）上建立的聊天群也拓展了粉丝们之间的讨论和联系。通过 QQ （中国

版的 ICQ）这个渠道的亲密互动，一些贴吧成员在实际生活中成为了密友。

一个充满活力的、关于外国电视节目的跨文化粉丝网络空间由此成立，其

主要基于百度贴吧并辅以其他在线平台如字幕组、微博和 QQ。

从电视剧中看政治

《纸牌屋》是一部由在线视频服务公司 Net�ix 出产的美国政论剧。这

部剧讲述了一位民主党国会议员 Frank Underwood 通过无情的玩弄权术

来为他自己挣得权力地位的故事。此剧已于 2013 年和 2014 年发行了两季，

第三季已在 Net�ix 上更新。这部电视剧从第一集时就多次获得黄金时段艾

美奖提名。但与其它流行的美国政论剧如《白宫群英》等不同，此剧将美

国政治以非常讽刺和黑暗的方式展现出来。这部剧在中国的传播由搜狐在

线视频频道在 2014 年发起，当年搜狐与 Net�ix 同时期播放了该剧第二季。

尽管第二季含有诸如中美贸易冲突，中日领土争议和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

等敏感话题，搜狐还是设法通过一些剪辑使得全部 13 集得以呈现。据说中

国政府高官王岐山也曾许多次向他的同事们推荐过该剧（ifeng.com, 2014）。

该剧在中国的人气可以从搜狐网上的观看次数体现出来。这部剧第一

季的观看次数为 9400 万，第二季的为 9200 万。许多其它在线视频网站如腾

讯视频也提供了此剧的免费观看权限。尽管尚在期待第三季，本剧的贴吧

已经吸引了超过 36,000 名用户，且截止 2014 年 7 月 17 日贴数已达 126,546

条。与此相反，九季的美剧经典《白宫群英》（�e West Wing）只有一个

有着 472 名用户和 1405 篇帖子的贴吧。必须承认的是，《纸牌屋》并非那

种能够吸引最多中国网民的美剧。然而，它是公开谈论政治并向观众发出

关注此剧政治意义信号的一个独特案例。本剧不仅涵盖了美国政治，还在

大国国际关系问题上涉及中国政治。剧中的谋杀、性、腐败和暴力使得此

http://if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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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看起来非常精彩。出乎意料的情节曲折让中国观众既困惑又惊叹。所有

的这些都成为讨论的话题，并在贴吧中激发了热烈的讨论。

该剧贴吧中的帖子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那些包含与该剧相关的视

频、图片，音乐，电子书，引文，新闻，甚至是手机铃声的资源帖。第二

类是那些关于剧中人物、情节、生活方式和政治语境的讨论帖。比如，许

多热帖都是关于某个人物是否令人喜欢以及为什么。那些无法跟上某些情

节曲折的粉丝也发布他们的问题并且互相给予解答。关于该剧的讨论甚至

延伸到剧中的生活元素。比如，一篇热帖就是讨论剧中制作烧烤排骨的配

方。关于该剧的讨论的独特之处在于那些对于此剧政治语境的探讨。因为

《纸牌屋》是一部政论剧，拥有对于美国政治结构和文化的基本理解是欣赏

此剧的必要条件。然而，中国观众通常不具备这种知识。于是就有了许多

专门致力于解释这种政治语境的帖子，大到分权这样的基本政治原则，小

到一些细枝末节比如某位党鞭衬衫领子的风格。当粉丝们试图以他们在中

国的生活阅历来理解美国政治语境的时候，有趣的讨论就在这些帖子中产

生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类，延伸讨论往往超越了电视剧本身来探讨

中美政治比较或是美剧和国剧或韩剧的区别。最后一类是各种五花八门的

帖子，包含申明发帖、回复规则的管理帖，邀请粉丝参与线下活动的通告

帖，统计粉丝年龄、性别、地域甚至是星座的调查帖，以及一些不相干的

帖子 *。

本章的文本分析中使用的帖文绝大部分来自于第二类和第三类，选样

标准设置为有 100 个以上回复的帖子。调查贴也被用作参考以了解粉丝用

户的人口统计特征：他们是年龄在 15 到 30 多岁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包

括国际化大都市和新近城市化的乡镇。尽管那些发帖的粉丝看起来更可能

是男性，两种性别在粉丝中均有代表。比如，在一篇明显出自一名女大学

*  它们从 BBS 年代开始又被称为“口水帖”，因这些讨论往往随机且无关于被粉对象。然而，这

些随机的讨论帮助改善了用户之间的交流，因此，它也成为各大在线论坛中能找到的一个常规

类型的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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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帖子中，作者抱怨了她室友没有兴趣与她谈论政治。多数的回复都包

含性别歧视色彩，告诉她女人本质上是政治冷漠的，并敦促她找男性朋友

来讨论。

美国政治现实在那些知识贴中得到解释，以帮助粉丝完整地欣赏此剧。

这些帖子在解释各类美国政治问题时深入细节。比如，一篇号称出自一位

在美国学习公共管理的学生的帖子就曾邀请粉丝同胞们发帖提出任何关于

美国政治体系的问题。这些问题包含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如何区分美国政

治语境中的左与右，与总统相比副总统的角色是什么，以及一些高级的问

题，比如放弃保密权意味着什么，和党鞭是做什么的。另一篇帖子列举了

剧中出现的术语并提供了解释。这篇帖子从一些非常简单的术语如“华盛顿

先驱报”开始，并演进到关于游说制度的探讨。一场辩论由对游说制度的

讨论而展开：一些人认为这与行贿无异，然而另一些人认为游说者可以促

进权力制衡。另一个有趣的案例是一场关于美国政客拥有财富多少的讨论。

有一集展示了一个试图影响政治的亿万富翁的宅院。在另一篇收获 600 多

回复、题为“不可思议：为什么剧中的政客都如此穷”的帖子中，作者列举

了一些细节来支持其论点，这些细节包括女主人公为了一笔价值 20 万美金

的赞助而不惜背叛她丈夫的重要情节。回答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

说美元的购买力非常高，所以即使是一小笔钱也能买得起很多东西；另一

种说法是试图从统计数字来证明美国政客薪水微薄，且不得不公示其财产，

所以他们确实很穷。不论这些争论如何被解释和讨论，粉丝们貌似还是相

信此剧的真实性，并经常引用重大历史事件（如“水门事件”）和真实案例

（如奥巴马的薪资）来证明这部剧真实刻画了美国政治。

然而，当涉及到对中国和中国政治的刻画时，这些粉丝们就不再那么

相信了。贴吧中的一个家常便饭就是质疑剧中对中国刻画的真实性。一个

被广泛被提及的细节就是此剧中展示的一幅地图，地图中台湾不是中国的

一部分。另有一集展示了中国黑客如何黑了美国网站。有相当一些帖子指

出了这些细节，并将它们解读为一种歪曲现实以抹黑中国的途径，抑或一

种将美国民众注意力从国内矛盾上转移开的手段，二者皆意在将剧情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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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精彩。正如一位粉丝的回复所言：“这只是娱乐而已。”还有一个关于中

国派遣的谈判代表队的细节，该队由一些年轻的爱国主义者组成。一些人

在回复中将此解释为美国没有很多年老的亚裔演员。尽管众说纷纭且一些

粉丝认为对中国的刻画是真实的，粉丝内部对这些细节真实性存在严重分

歧的事实表明，许多粉丝在评价该剧真实性时持双重标准。

中国粉丝之所以对中国与美国在剧中的刻画有不同的评价，是因为他

们中绝大多数都有在中国的亲身生活体验而对于美国只有间接经验。关于

真实性的争论因此也就纯属一个个人生活阅历问题。公平起见，绝大多数

粉丝也并没有多少机会目睹剧中刻画的本国政治，例如会见中国谈判代表

队或是结识一位能在华盛顿有发言权的大牌商人。尽管如此，这些粉丝们

相信，他们对于本国文化的了解和他们对日常政治的直接经验赋予了他们

在评价这部电视剧中中国政治真实性上一些发言权。当这些粉丝试图集体

通过引证该剧来理解他们的个人生活经历时，这种了解本国政治的假设则

显得尤为重要。与剧中刻画的美国政治的比较最终也服务于一个目的，即

探寻在当代网络社会的条件下作为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在网络社会中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一个永恒问题是，对外国文化产品的消费会怎样

影响消费者对本国文化的认同。预言“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理论成为了显

学，以至于中国国家意识形态都在借用这一名词的力量来抵制所谓的“西

化”（Wang, 2009）。既然“如今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把自己从全球权力网络中

隔离或切断联系”（Hardt & Negri, 2000, p.284）变得不可能，当那些拥有

更多权力的主体将其文化产品强行输送到那些拥有较少权力的地方，文化

帝国主义则被论证成为是不可避免的，它将导致多种文化的同质化、本土

文化的被剥夺和对本土自主性的否定。实证研究中的一个常见主题是，对

外媒的接触如何削弱对本土文化价值观的认同。比如，Zhang 和 Har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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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发现，观看进口电视节目与观看者对人际和谐观的赞同程度呈负相

关，而人际和谐观则被称为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要成分。

但另一方面，主动受众的理论视角（Fiske, 1989; Hall, 1980; Morley, 

1993）则暗示，处于社群环境和历史中的受众，如若不是颠覆文化产品所

承载的意义，那就是积极地去调和它。比如，Radway（1984）发现言情内

容阅读者成立了“解读社群”来共同理解文本。Ang(1985) 观察到来自不同

国家且历史、价值观和传统均有差异的受众在阅读《达拉斯》时的文化差

异。Tan（2011）发现《老友记》的中国观众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情感冲

击，而这些行为也没能逃脱文化约束框架。Hu（2008）认为根植于日剧中

的反身叙事手法吸引了中国观众来参与到自我反思和自我暗示疗法中。正

如 Chua（2008）论述道，这些跨文化媒体内容中的“外来性”正是一种观赏

愉悦性的来源，尤其是当观众既认同又与荧幕角色和行为划清界限的时候。

为了彰显外来和本土的对比，本节将重点转向比较，即比较由这一电视

剧想象出的美国政治和中国粉丝亲身体验的中国政治。事实上，这样的比

较在贴吧中司空见惯，以至于它们是最频繁地被发布的主题且回复数最高。

一篇题为“要论战略，美国远逊于中国”的帖子招致 1000 多个回复，成为

了仅次于粉丝地理分布调查贴的、有着第二多回复的帖子。类似的一篇题为

“Frank 就是个笑话，如果他在中共，他的水平一定会被嘲笑”。这些帖子看

起来是在与剧中刻画的美国政治划清界限。当这些帖子逐条列举在美国从

政的方式如何在中国行不通时，美国政治的“外来性”的确成为了粉丝们一

个观赏愉悦性的来源。比如，在有一情节中，男主人公 Frank Underwood

亲手杀了两个人。这在中国粉丝看起来在中国不可想象，即使是一名低阶

官员也不会这样。然而，这种比较之后的讨论经常以截然不同的结论告终。

有些粉丝总结中国政治优于美国政治，而他们经常面临持相反意见者的尖

锐批评和恶意的人身攻击，这些反对者则认为中国政治比美国政治糟糕多

了。相当一部分粉丝保持中立，强调中国的固有传统和发展阶段让中国当

地政治的运行方式成为必然，并否认在未来中国政治会变成美国政治。

令人惊讶的是，少量帖子试图使中国粉丝与外国电视剧形成认同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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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粉丝中也受到了欢迎。在一篇题为“我是一个失败者——从 Frank

到 Freddy 之路”中，作者承认他最初梦想着成为 Frank，但是现在只想如

烧烤店老板 Freddy 那样谋生。这篇帖子获得了 234 个回复，且与其他被

尖锐批评的帖子不同，大多数回复都试图以鼓励作者实现其梦想来帮助他。

一个回复甚至把 Frank 作为一个榜样，说 Frank 年轻时在职场上遭遇困难，

但这在剧中并未提及。另有一篇题为“大家来讨论一下，一个普通中国公

务员可以从纸牌屋中学到什么”。尽管有些人迅速指出美国政治如此不同以

至于中国公务员没有什么可以借鉴，另一些回复认为仍有可以学习的地方，

比如会站队和资源广。这种对荧幕上人物和行为的认同度取决于一个人对

自我生活阅历的反思，而这超出了简单地从“外来性”中获得愉悦感的范畴。

对这些比较帖的文本分析表明，由观看这部美国政论剧引出的集体性解

读定义了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一方面亮明了什么是中国政治现实，另

一方面则探索在这样的现实下的生存之道。作为中国人的意义不在于践行

某些价值和文化传统，而在于不得不生活在中国这样的现实中。这个认同

过程是务实的，相比之下，文化认同则假设了传统的某些连续性，而价值

导向型认同则包含着某些信念和道德偏好。这种“此时此地”的中国人的认

同方式表明了许多中国人深深浸润于这个新时期的网络社会中。他们之所

以成为中国人，是因为他们从这部电视剧中看到了他们不能或者不愿打破

的、置身其中的网络，尽管这个网络给他们的生存提出了巨大挑战。此剧

的解读中所体现的真实与不真实、外来与本土的对立正揭露了当代中国不

那么令人乐观的现实。当影评人、网络名人，电影制片人和网络生产者的

身份认同给粉丝们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可能时，粉丝们在解读《纸牌屋》时

形成的中国人认同则非常有限，为结构化权力的过度决定性放弃了能动性。

这个发现又一次证实了，在一个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中，公众获取的身份

认同必须从与被粉对象（如一部美国政论剧）的关系，用来支持其形成的

技术力量（如在线论坛），多种多样的商业权力和日新月异的政治权力中得

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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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章开始，我将把更多精力转向对网络逻辑的探究与勾勒。与 Castells

（2005）的论述一样，我先将这种网络逻辑看做一个网络社会的组织原则，

它同时也是 Kazys Varnelis 所提出的“网络化公众”这一概念的主要文化逻

辑（2012）。“网络化公众”这一概念强调人与人、人与机器以及机器之间

的联系或连接。本章试图通过辨析两种不同类别的网络结构，即兴趣导向

型和关系导向型社交网络网站，来阐明这一网络逻辑。上述两种社交网络

网站中，前者还停留在连接人与人的阶段，而后一种则将人与人、人与物

都相连起来。鉴于网络是集体活动的基础，在日渐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中，

这种连接方式的进步很有可能将改写集体行动的前景与本质。从关注初级

群体（如基于家庭、朋友和同事扩展的关系），到兴趣群体的兴起（如登山

俱乐部），因特网在中国社会关系形态的转变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另

外，从普通社会联系人到共享被粉对象，中国百姓现在建立和维系关系的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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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正发生着变化。

近年来，随着社交网络网站（Social Network Sites, SNS）在网民中流

行起来，研究者的注意力也被一大批网站所吸引，如 Instagram、Google+、

Facebook、Twitter、Youtube、LinkedIn、MySpace 等。研究热点多集中于

探究这些网站的公共 / 私人属性（如 boyd, 2007）；辨析人们对这些网站的

使用与满足（如 Bumgarner, 2007; Joinson, 2008）；讨论使用这些网站带来

的风险（如 Ibrahim, 2008; Livingstone, 2008）；评估 SNS 对社会资本（如

Ellison 等，2007）和政治参与（如 Skoric 等，2009）的贡献。作为一类重

要的网站，SNS 自身的定义已经十分清晰，然而，SNS 之下多样化的细分网

站尚未被充分了解和研究。Papacharissi（2009）曾做过一些先驱性的尝试

——她比较了三个不同的社交网络的内在结构，并分析了结构对用户交互的

影响。由于社交网络现象被简化为屈指可数的几个成功案例（如 Facebook），

经验证据的缺失阻碍了我们对社交网络复杂性的认识。另一方面，由于缺

少对社交网络的深入探究，我们无法理解 web 2.0 技术是如何超越了对已

有社会网络的简单复制，通过它们的数字能力重塑全新的社交逻辑。

本章将首先回顾有关集体行动以及其社交网络基础的理论思考。中国

社交网络百花齐放的现状为笔者对社交逻辑的探究提供了背景。本章使用

的数据来源于豆瓣网——一个不仅通过社会关系，更通过被粉对象，如书

籍、电影和音乐专辑等，将用户连接起来的 SNS，以及一个类 Facebook 的

SNS：人人网。通过对这些网站的结构性分析，我们试图展现豆瓣网与人

人网截然不同的网络结构。另外，对网络行为的探究也十分重要。通过一

份面向社交网络成员的网上调查问卷，我针对两个网站，分别调研了用户

不同的使用方式，以及由此形成并维系的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

集体行动和 SNS

按照 Bimber 及合作者（2005）的定义，集体行动指的是一系列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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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私人和公共生活界线，进行跨界交流的流程。用社会网络的概念来解

释集体行动，是因为这种跨界是一种社会行为，而社会网络中不同强度的

联系会给集体行动带来不同的影响。强联系似乎在培养社会信任和聚集社

会资本方面尤为有用（Putnam, 2000），然而强联系也有弱点。Macy 及同

事（1997）指出，强联系可能会妨碍同侪压力对搭便车行为的制裁。而且，

Gargiulo 和 Benassi（1998）发现粘性关系可能成为僵化死板之源，从而妨

碍复杂的组织性工作中人们的合作协调。面对变化，强联系并不像弱联系

那样灵活。

另外，Granovetter（1981）指出弱联系也有它自己的强项：那些在不

同社会网络间架桥联通的弱联系，在组织一些涉及创新或争议性的集体行

动时尤为高效。实证研究表明，如果某个集体行动的倡议涉及创新或是争

议性，基于弱联系组成的群体在招募新成员和动员各方资源等方面都比基

于强联系的群体更为成功（Steinberg, 1980）。这是因为弱联系组成的群体

更容易获得多样化的信息（Hansen, 1999），并将不同的网络碎片聚合到一

起（Granovetter, 1981）。

Coleman（1990）指出，过去人们面对面的互动是进行社交的方式，但

是随着一大批传统公民组织的日渐式微，集体行动正遭到威胁。Putnam

（2000）发现，这些大部分可追溯到美国工业革命和进步时代的关系导向型

群体，遭受到了严重的会员流失，几乎无一幸免（相较于 20 世纪鼎盛时流

失 50% 会员的情况都很常见）。相反，匿名的兴趣导向型群体则发展迅猛。

这类群体的典型特征是：一个共同的兴趣点、匿名的会员制、交换某些特

定的价值（会员费或是信息与新闻速递）而会员之间没有私人交互或是义

务。本章将通过观察社会网络的组织原则，辨析关系导向型网络和兴趣导

向型网络的不同。关系导向型网络的原则是建立和维系强社会关系。例如，

一个保龄球俱乐部的会员可能都喜欢打保龄球，但他们最初结识的渠道却

是通过已有的社会联系人（如邻居，朋友的朋友等），而且他们维系关系的

方式也是定期的私人互动（每周一起去打保龄球）。与此相反，在兴趣导向

型网络中，陌生人因共同的兴趣走到一起并相互结识（如都订阅了某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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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速递服务），在那之前他们并无交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淡淡的，并没

有频繁的私人互动。然而，他们可以为了诸如请愿、为某事捐款之类的集

体行动而一同努力。

目前，大多数关于 SNS 的研究聚焦于关系导向型网站，如 Facebook

和 MySpace*。虽然，这些网站也会提供诸如搜索等功能，因此也有可能

促进新联系的形成（Ellison 等，2007），但研究认为这些网站的主要功能

还是在已有社交联系人间发展强联系（boyd 及 Sllison 2007）。关系导向型

SNS 的用户往往只与他们联系人列表（如 Twitter 上的好友）中的一部分

（即该列表的一个子集）进行互动，而且他们的参与程度（如推文的数量）

与这个子集而非总联系人数量相关（Huberman 等，2008）。而 Gilbert 和

Karahlios（2009）发现，互动的紧密度（如在 Facebook 留言板内互动的字

符数）是联系的自感强度的最佳预测因子。综合上述两项研究可知，关系

导向型 SNS 的用户只会与强联系人之间建立定期联系。而强联系的一个问

题就在于，强联系人之间很可能是同质的。社会网络中的同质或者说同质

性可能不利于包容性并滋生小团体，从而被指对民主不利。如果我们将集

体行动定义为跨越私人和公众生活的界线，同质性的网络似乎加强了私人

生活中的联系，而并未展现出对私人活动公众化的转变有何助力。换言之，

网络的同质性限制了集体行动本可能达到的规模和类型。

如果只研究关系型 SNS，就可能会误以为 SNS 会滋长同质性（�elwall, 

2008; Vie, 2007）。Liu 及同事（2006）指出，虽然关系导向型网站上的个人

主页可以反映出用户深层的文化与品位模式，但正如作者所言，这种文化品

位的结构是隐性的。换言之，用户主页上透露出的私人兴趣，如音乐、书

籍、电影和美食，并不是这些网站建立社交网络的首要组织原则，在这些

网站上，关系的建立还是主要依赖于用户已有的线下联系人。目前对 SNS

*  可能有人认为婚恋交友网站也是“将有相似兴趣（如寻找伴侣）的陌生人吸引到一起”，但婚

恋交友网站依然是关系导向型的，因为用户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和维系强社会关系。对于兴趣导

向型 SNS 的标准，婚恋交友网站只有“用户们通过共同的兴趣发现彼此的存在”这一条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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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探索尚局限于关系导向型网站，其实，兴趣导向型网站可能令我们

对集体行动收获全新的认识，这类网站主要致力于在具有共同兴趣的陌生

人之间建立新的关系，并维系一种跨越型弱关系。

中国的 SNS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 SNS 经历了迅猛的发展，近期增速略有放缓。

SNS 用户占全部网民的比例从 2006 年的 19%（CNNIC, 2006）上升至 2013

年的 61%（CNNIC, 2013）。这些 SNS 中，主要都是类似 Facebook 的关系

导向型网站（如人人网，开心网和朋友网），或是一些成功转型为 SNS 的

传统网站（如 QQ 空间）。这些 SNS 中，有两个异类采用了与众不同的市

场策略，专注于特定类别的被粉对象：51.com 是一个线上游戏社区，通过

游戏将玩家连接起来；豆瓣网则涵盖了全方位的文化产品，如书籍、电影

和音乐专辑。

Douban.com（豆瓣网）在 2004 年 3 月 6 日上线，那时，SNS 的春风还

没有吹到大陆。最初豆瓣网专注于书籍应用，邀请会员发表书评，随后电

影和音乐应用分别在 2005 年的五月和七月上线。为了增强用户间的分享行

为，豆瓣网还创建了一个推荐系统。人们可以对书籍、电影和音乐专辑评

分、发表评论、在每个被粉对象专有的讨论版上交流。随着 SNS 在中国日

渐流行，豆瓣网加强了它的社交网络功能，为每个用户提供了独立的个人

主页（如我的豆瓣），并开发了一些站内交流工具（如微博客应用）。这些

年来，豆瓣网不断试水了许多功能，如博客集合服务（九点）、在线广播系

统（豆瓣 FM）、电子阅读系统（豆瓣阅读）、电商服务（豆瓣东西）等。豆

瓣网最新推出的产品是一个移动 App，试图将上述一系列功能集成在一个

应用之中。近年来，豆瓣网的用户量稳步增长，2007 年 11 月注册用户突破

100 万；到 2014 年 11 月，豆瓣网宣布用户量达到 7500 万，另外拥有 1670

http://51.com
http://Douban.com


第七章 豆瓣网与人人网：作为网络结点的被粉对象114

万的书籍条目、11 万的音乐专辑条目以及 32 亿条影评 *。

Renren.com（人人网）在 2005 年 12 月建立之时叫做校内网（字面意

思是在校园内），因为那时它的用户仅限大学在校生。校内最初的功能是

邀请学生用户加入后通过更新自己的即时状态与好友交流。Zheng 和 Lin

（2008）发现，校内网的一大特点在于用户的同质性。建立后，校内不断扩

展其规模，并于 2007 年底对高中学生及青年专业人士开放注册，到 2009 年

8 月，校内终于全面开放注册并将域名更改为人人网（意味每个人）。无论

界面还是功能，人人网都与 Facebook 十分相似，甚至引发版权争议。人人

网于 2011 年年中申请 IPO 上市，其最新一期财报（2014 年 11 月发布）** 显

示，14 年第二第三季度，每月登陆人人网的活跃用户量达到 440 万。图 7.1

说明了豆瓣网与人人网 2015 年 2 月至 7 月间的日到达量。显然，豆瓣网的

人气高于人人网，这与五年前作者开始记录这两个网站日到达量时的情形

截然相反。Alexa 网站的数据显示，在 2009 年 11 月到 2010 年 4 月间，人人

*  安东， 豆瓣网宣布月访问量达到 20 亿， 为去年的两倍。http://www.techweb.com.cn/inter-

net/2013/11/13/1356287.shtml，2013 年 11 月 13 日

**  中国新闻网，人人网月活跃用户持续稳定，显示回归校园策略卓有成效。

图 7.1：豆瓣网与校内网的日到达量 *，2015 年 2 月至 7 月

来源：Alexa.com；* 到达量定义为某一日内访问某网站的独立 Alexa 用户数量

http://Renren.com
http://www.techweb.com.cn/internet/2013/11/13/1356287.shtml
http://www.techweb.com.cn/internet/2013/11/13/1356287.shtml
http://Alex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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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日到达量大约为每百万用户 8000 到 10000，而同期豆瓣网则不到 6000。

上述数字表明这些年来豆瓣网的人气相对稳定，而人人网则人气滑坡，尤

其是微博和微信出现后受到不小冲击。

研究方法

本章试图探究兴趣导向型和关系导向型 SNS 所形成的网络的两个主要

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网络结构（network structure），关注的是网络的结构

特征，主要以结构图的方式展现。通过对两个网站的结构性分析，我们调

研了对网络的建立和维系起支撑作用的元素与功能。我们还将通过案例分

析阐明这两类数字平台的不同设计思路，及因此导致的不同网络结构。第

二个方面是网络行为（network behavior），关注的是一个网络之中聚集行

为的动态变化。相比于静态的结构，网络行为效果直接、立竿见影，另外

虽然网站的结构性特征可以引导特定的使用方式，但用户不一定会遵从这

些引导并发生相应的网络行为。第二种研究方法是对网站会员采用立意抽

样发放在线问卷调查（即选取四个社交网络，每个网站两个），基于调查数

据探究网络中的用户们究竟是如何使用这些网站的。

结构分析

借助两个网站的用户身份，我们充分探究和调研了网站所涵盖的功能

和元素。虽然在分析过程中我们浏览了超过 200 个豆瓣网主页和近 300 个

人人网主页，但结构分析的重点并非对每一个可选项进行系统化的内容分

析，如在个人主页里展示了什么内容，而是探究所有可选项组合带来的可

能性。另外，子网站、论坛、小组、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应用都被纳入研

*  Easly 和 Kleinberg（2010）将值得探究的网络的三个方面总结为：网络结构、策略性行为和反

馈效应。本章仅针对前两项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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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范围，还包括一些说明性文件（常见问题，隐私声明、帮助、使用条款

等）以及相关的新闻报道。在阐明两个网站的网络特征之后，我们基于爬

虫 SocSciBot* 获取的数据生成了一个网络图示。

问卷调查

作为结构性分析的补充和验证，我们开展了一次针对这两个网站上形

成的网络的抽样线上调查 **。由于本研究更关注这两个网站形成的网络之间

有何差异，因此调查选取网络而非个体用户进行抽样。每个网站选取两个

网络，一个以一位老用户为中心建立（设定为定期使用该网站一年以上），

另一个以一位新用户为中心建立（定义为定期使用该网站不足一年），调查

问卷被发送给这两个用户所有的联系人。两个网站的应答率都在 30% 左右，

最终总样本量 186 份，其中 94 份来自人人用户，92 份来自豆瓣用户。用户

的回复主要在 2009 年三月至四月间收集。

样本的平均年龄为 23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6 年，相当于中国的大

学学历水平；样本中 54% 为女性；超过 70% 的被访者为相对资深用户，即

使用该网站超过一年；用户的每日使用时长呈均匀分布，0.5—1 小时、1—

*  该软件的相关信息请参阅：http://socscibot.wlv.ac.uk/。

**  仅仅研究分析两个网站可能会引起对样本代表性、差异性来源、结论普适性等方面的质疑。首

先，两个网站的确不可能代表所有的中国社交网络。然而，本章最核心的观点是这两个网站的

结构性特征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社交网络的影响。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多个符合兴趣导向型和

关系导向性 SNS 的划分标准的样本进行研究自然是非常理想，但在当时我们仅发现了这两个

网站。现在，游戏社区 51.com 正好可以为本章的结论供实证检验。我们的下一步工作将是筛

选和分析更多的兴趣导向型 SNS，扩展结论的普适性。第二，的确，除了结构性差异，一些别

的因素也可以解释我们观察到的差异，例如用户群体的差异（如，人人网最初的目标群体是大

学生而豆瓣则对所有人开放）。然而，我们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两个网站的用户群体在人口

统计学特征上并无很大差异。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的发现发映出用户与结构性特质之间的交互

过程。网站的结构鼓励某种特定使用方式，而用户利用该结构满足自己的需求。例如，我们的

用户可能会选择通过人人网维系他的线下社会联系人，并使用豆瓣网开辟新关系。这种观点的

基础正式上述网站的结构性特质。

http://socscibot.wlv.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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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时和 2—3 小时的用户比例分别为 27%、23% 和 27%*；整体而言，大

多数受访者通过朋友和同事知道了这些网站（65%），然而，如果我们将两

个网站的数据分开观察，就会发现人人网几乎完全依赖于已有社会联系人

（94%）进行传播，而仅有 36% 的豆瓣用户通过已有关系知道了豆瓣网的

存在，明显有一部分（27%）的豆瓣用户是通过搜索引擎发现了豆瓣网。

新联系与旧联系。在问卷中，相关问题被表述为：“你的人人 / 豆瓣好

友中，有多少是你线下生活中已经认识的朋友或熟人？”，5 表示“几乎没有”、

4 表示“20% 至 50%”、3 表示“50 至 80%”、2 表示“多于 80% 但少于 100%”、

1 表示“全部”。

跨越型社会资本。Ellison 及同事（2007）构造了一个指数用于度量不

同类型的社会资本。我们使用了简化版本来度量跨越型社会资本和紧密型

社会资本。跨越型社会资本的度量包含了以下七个评判条目：

1. 与朋友的互动会引起我对某些新事物的兴趣；

2. 与朋友的互动会令我好奇，那些与我不同的人是如何考虑问题的；

3. 与朋友聊天会令我对别的国家十分好奇；

4. 与朋友的互动令我有归属感；

5. 与朋友的互动令我感觉自己与更广阔的天地相连；

6. 与朋友的互动常提醒我全世界的人们都是相互联系的；

7. 与朋友的互动让我有机会与新的朋友聊聊。

问卷采用五分制利氏量表法，1 代表“完全不同意”，5 代表“完全同意”。

总体的克隆巴赫（信度）系数为 0.9。据此，通过对这七个条目的数据取均

值构造出一个代表跨越型社会资本的变量。

紧密型社会资本。该指数则包括以下 5 个评判条目：

1. 当我遇到问题需要解决时，我身边有几个值得信任的人；

2. 那些与我互动的人们愿意用信誉为我担保；

*  这种向深度用户的偏斜加强了本研究的可信度，因为我们并无意调查所有用户的观点和行为，

而是对不同的 SNS 带来的多种可能性更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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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我需要做出重大决定时，我可以向某个朋友寻求意见；

4. 如果我需要找工作，与我互动的朋友可以做我的推荐人；

5. 当我感到孤单时，我身边有可以聊天的朋友。

同样采用五分制利氏量表法，总体的克隆巴赫（信度）系数为 0.82。这

五个条目的均值构造变量，用于代表紧密型社会资本。

使用情况的自我报告。使用情况被分为以下五类：

1. 曾在人人网 / 豆瓣网上查过某个社交场合认识的人；

2. 通过人人网 / 豆瓣网加深对同学 / 同事的了解；

3. 通过人人网 / 豆瓣网加深对邻居的了解；

4. 通过人人网 / 豆瓣网与老朋友保持联系；

5. 通过人人网 / 豆瓣网结识新朋友。

同样采用了五分制利氏量表法。

研究结果

私人与公众的界线

如果将集体行动定义为跨越私人和公众生活的界线，我们首先需要对

这个界线下一个定义。Papacharissi（2009）指出，SNS 中的界线可以从三

个层级进行定义，初级的界线指的是取得会员身份的标准；第二层界线是

获得私人信息的协议；第三层界线指的是用户对其周围环境的控制力。

借助同样的界线层级制度，通过细致观察人人网和豆瓣网提供的功能，

并结合关于实际使用行为的调查数据，笔者探究了人人网和豆瓣网是如何

定义它们的私人和公共领域。对于第一个层级，目前两个网站都已对所有

人开放，用户只需通过简单的注册即可访问网站。相比豆瓣网，人人网要

求用户填写更多私人信息，豆瓣网只要求填写邮箱、密码、用户名并选择

一个所在地，而人人网除了邮箱和密码还要求用户公开其真实姓名和性别。

从注册的第一步就反映出，人人网期望或者说鼓励其线上会员资格与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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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下身份直接相关。与此相反，豆瓣网对于会员的要求宽松许多。在调

查问卷中，我们询问了用户是否使用真名作为用户名，结果表明，几乎全

部的人人用户使用了真名，而只有 8% 的豆瓣用户选择真名作为用户名。

对于第二个层级，私人与公共之间的区别体现在用户个人主页的访问

权限。人人网为用户提供不同的隐私设置选项，从而控制谁可以访问他的

个人主页。个人主页可以是完全公开的，任何人都可浏览，也可以是仅对

好友可见的，陌生访客仅可看到用户的实名、头像和部分好友列表。甚至，

个人主页也可对任何人都不可见，包括用户自己。与之不同，豆瓣用户对

于谁能访问他们个人主页的控制力有限，选择不多。豆瓣网的个人主页是

公开的，没有提供隐藏选项，任何人都可以点击某个用户名直接进入浏览，

用户只允许设置他人是否可通过用户名和邮箱地址搜索到他 / 她。当用户

添加书籍、电影和音乐专辑时可以选择“不告诉别人”，这样的话，此次更

新就不会出现在公共主页上（不会被放入广播）。除此之外，用户还可以

在编辑日记时选择此日记仅对自己可见，或是加入某个仅对组员可见的私

密小组。然而，关于好友、小组、活动和广播（状态更新）的信息都不允

许被隐藏。这些信息都作为该用户个人主页的一部分，对所有访问者可见。

因此，在第二个层级的界线上，人人用户的自主控制权要强于豆瓣网。

对于第三个层级，两个网站都允许用户对他们使用的功能和元素进行

自定义设置。豆瓣网给予用户自定义首页布局以及决定哪些举动可以放入

广播的自由。广播是豆瓣网的一个功能，类似 Facebook 的状态更新。用户

的任何更新都会形成一条简单的语句在他的广播里发布，包括添加了一本

书 / 一部电影 / 一张专辑、添加友邻、加入某个小组、写了新的日记、上

传图片、推荐与分享、参加了某个活动等。不仅如此，豆瓣网使用 web 2.0

技术聚集用户个体数据，并通过打分和排名将聚集处理后的成果反映到网

页上 *。这意味着用户的某个私人动作，如给一部电影打分，转而化为大众

*  豆瓣网收集个人数据点并将结果通过多种方式展现给用户，例如多少人看过、多少人给出了五

星评价、用户用了哪些标签 述该电影等。网站也会基于用户行为为其推荐相关对象（类似亚

马逊网 Amazon.com 的推荐系统）。

http://Ama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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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一砖一瓦，即使他选择该评分对其他人不可见也一样。这种对个体

数据的匿名化聚集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原来对公众和私人边界的自然划分

的认识。就这个意义而言，豆瓣用户无法在设计者使用的聚集算法模型中

置身事外，因此他们的周围环境（如推荐系统）是脱离他们掌控的。人人

网则与此不同，允许用户自定义他们的活动是否对他人可见以及是否屏蔽

好友的活动更新。人人用户不仅可以设置谁能看到他们的状态更新，也能

设置只显示哪些人和类型的状态更新，例如他们可以选择屏蔽带照片的更

新。因此，在第三层级，相比于豆瓣网，人人网允许用户拥有更强的环境

掌控力。

总而言之，人人网的用户对私人和公共的界线的掌控力比豆瓣网更强，

这可能是因为人人网的用户主页和用户的真实身份直接关联。对于将界线划

得分明的人人用户，除非某个集体活动在他的网络中出镜率很高，否则很

难引起他的注意，驱使他加入该集体活动。而对于豆瓣用户，他们在某种

程度上天然地暴露于公共领域中，被强制公开个人主页上的某些信息（如

小组和好友），同时也被强制获取好友的状态更新，这就增加了他们被动获

得许多集体行动信息的机率。而且，豆瓣网的集合性设计使得用户的行为，

无论该行为对其他用户是否可见，成为公共推荐系统的一份子。我们可以

这样总结：人人网上集体行动的传播更依赖于用户的线下联系人，而在豆

瓣网上，用户更有可能无意间或说自然而然地接收到许多集体行动的倡议

信息。

社会网络的特点

跨越公私界线的容易程度仅仅是故事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需要关

注的是潜在参与者的动机与视角。这些动机与视角是个性化的，但也受到

社会关系的影响。社会网络理论的意义在于指出社会网络的特征影响着人

们对集体行动的参与。此前有研究（Siegel，2009）表明，社会网络的以下

特征对解释集体行动有影响：

1. 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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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络的容量；

3. 弱关系的数量；

4. 个人参与到这些网络之中的动机。

我们可先分别观察用户在两个网站上建立关系的方式，探究其各自支

撑的两种网络结构。人人网是一个 Facebook 类型的 SNS，它运行的大前

提是人们通过真实身份建立网上联系。因此，关系的建立最主要是基于线

下联系，例如家庭成员、同学、同事以及邻居。这种网络结构的主要特征

是用户往往同时属于多个社会联系人群体，但仅有少数的联系人可以作为

桥梁连通不同的网络。因此，用户必须通过这些结点（也即，这些特定的

人）才能接触到其他网络中的人。由于这种跨越型结点的数量有限，这种

建立关系的模式限制了用户可能建立的新联系的类型。

图 7.2 用于展示豆瓣网的网络结构，可以看出，其关系的建立模式是完

全不同的——通过对象而非社会联系人。图中的红点代表用户，橙色的代

图 7.2：豆瓣网的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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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用户的联系人，蓝点代表对象，包含三类：书籍、电影和音乐专辑，白

点代表小组、活动和其他纽带 *。豆瓣网允许用户通过好友和对象两种方式

彼此建立联系。在这种类型的网络中，结点不再仅仅是人，而作为结点的

对象，连接的不仅是其他对象，也有其他用户，一个用户可以通过一本书、

一部电影或是一张音乐专辑与另一个用户相连。例如，某一部电影仅有两个

人看过，他们起初互不相识，但在豆瓣网“谁看过这部电影”的列表中，他

们的名字被罗列在一起，从而发生了联系。他们可能会进入电影主页，看

到“看过这部电影”的用户列表，并由此发现对方。调查数据证实，这种建

立联系的模式在豆瓣用户间十分普遍。豆瓣网的被访者表明，豆瓣用户发

现新好友的途径中，最为常见的是通过阅读某一对象下得评论（66%），第

二是通过已有的好友（56%），第三是因为加入了同一个小组（52%），第

四是通过列表“谁看过这部电影 / 读过这本书 / 听过这张音乐专辑”（34%），

第五是通过参加同一个活动（24%）。

人人网与豆瓣网在网络结构方面的重要差异，在于关系的建立方式。

人人网的方式是用户为中心的，而豆瓣网是对象为中心的。根据 Li 及同事

（2008）的研究，用户为中心的方式基于用户之间的社会关系建立新的联系。

与此相反，对象为中心的方式则基于用户在网上社区发现的某个共同对象

来实现。研究发现这种以对象为中心的方式可以有效辨识网络社区所专注

的兴趣及技能类型与方向（Kelkar 等，2007）。类似地，Sripanidkulchai 及

同事（2003）利用兴趣为基础的捷径在去中心化的 p2p 系统中实现了对特

定内容的有效定位，这种方式的原理在于，如果一个人对某个用户发布的

某条内容感兴趣，那么他就很可能对该用户发布的其它内容也有兴趣。作

*  豆瓣用户可以成立小组，用户均可申请加入。每个小组有自己的主页并配有讨论区。小组成员

可以发表主题和回复，非小组成员可以浏览设置为公共小组的小组中发布的内容。活动与小

组在技术功能方面类似，不过活动会有起止日期。例如，“环保人士”是个小组而“地球一小时

2010”就是个活动。小组按照艺术、生活和兴趣等主题分类。截止到 2010 年 3 月 24 日，豆瓣

共成立 147,352 个小组。活动则通过摄影、慈善、设计等标签进行区分。目前豆瓣上发起的活

动数目太多难以估计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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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以对象为中心的网络，豆瓣网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定位可能具有

相似兴趣点的用户，而这也为集体行动的动员和组织提供了另一种机制。

两个网站形成的网络并无容量上的明显差异。调查数据显示，人人用

户平均有 172 个联系人，而豆瓣用户有 102 个联系人。不过从集体行动的

视角来看，我们需要多少社会资本是由我们面临的问题的难度决定的。因

此，容量本身并不能完全说明哪种网络更有利于集体行动。不过，弱联系，

尤其是跨越型弱联系，一贯被认为对集体行动尤其是对那些涉及创新和引

发争议的集体行动而言十分重要（Granovetter, 1981）。我们发现相比于人

人网，豆瓣用户更容易与新好友建立起弱联系。超过九成的人人网好友是

用户的线下已有联系人，而大部分豆瓣用户（71%）表示在其好友中，线下

联系人所占比例不足一半。另外，豆瓣网还提供“关注”功能，该功能是单

向的，意味着用户可以单方面将一个人加入“我关注的人”（类似于 Twitter

上的“关注”）列表，无需向对方申请通过。而如果有任何人将你加入他们

的“我关注的人”列表，则他们将组成你的“关注我的人”（类似于 Twitter

上的“粉丝”）列表。大多数豆瓣用户报告说这些单方面的关注列表中基

本都是新联系（问及“我关注的人”和“关注我的人”列表的回答中分别占

82% 和 72%）。而且，我们的被访者也基本同意，豆瓣网上的新联系是弱联

系 *（M = 3.13）。

弱联系的强项在于他们有可能成为不同网络之间的桥梁。 正如

Granovetter（1981）所强调的，只有能够担当桥梁的跨越型弱联系，对集

合行动而言才是重要的。因此，我们询问了被访者，在这两个网站上建立

的关系为他们进入另一个社会网络提供了怎样的帮助。采用 Ellison 及同事

（2007）构造的系数，我们分别度量了豆瓣网和人人用户的自感跨越型和

紧密型社会资本。数据表明，豆瓣用户自感跨越型资本的度量结果高于人

*  关系强度的传统定义方式是观察互动的频繁程度。如果在一对联系人间几乎没有招呼往来，就

认为是弱关系。在这里，作者通过询问用户的认知出另一种“弱”的定义，即向被访者明确问，

是否认为豆瓣网上建立的新联系是弱联系并用五分制利氏量表法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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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用户。例如，豆瓣用户普遍认为与好友的互动令他们开始好奇与自己不

同的人是如何考虑问题的（M = 3.67），而人人用户对该陈述的认同感则较

低（M = 3.04），两者差异在统计意义上显著（t = -4.44, p < .001）。此次调

查结果的完整报告如表 7.1 所列。该表内容主要表明，对于跨越型社会资

本的所有自感度量，豆瓣用户都打出了更高的分数（即更高的认同度）。相

反，对于所有紧密型社会资本的自感度量，豆瓣用户的分数则比人人用户

更低或大致相同。例如，工作推荐作为传统度量，表明人人用户的好友提

供了更强的紧密型联系（M = 3.00），豆瓣网的好友则相对较低（M = 2.58, 

t = 3.01, p < .01）。自感度量结果与使用情况的自我报告测度结果一致。如

表 7.1 所示，人人用户主要使用人人网与已有联系人发展强联系，包括朋

友、同学同事、邻居和线下的熟人，而豆瓣用户使用豆瓣网的主要目的则

是建立新的联系。

总而言之，与人人网不同，豆瓣网的网络结构为建立新联系开辟了另

一种方式——通过共同的兴趣（即对象）而非已有的社会联系人。这种

连接的机制鼓励用户认识新的人，因此，豆瓣用户倾向于拥有更多的新联

系。而与预期的一样，这些新联系也几乎都是弱联系，并且用户也认同这

些弱联系有利于他们建立跨越型社会资本。鉴于跨越型社会资本被认为可

以有效驱使人们加入那些涉及创新和争议性事件的集体行动（Granovetter，

1981），我们可以推出，相比于人人网，豆瓣网的网络为推动创新和争议性

的集体行动提供了更多机会。

网络的逻辑，集体行动，和中国的公民社会

本章探究了了兴趣导向型 SNS 豆瓣网和关系导向型 SNS 人人网在其结

构性特征方面的差异，他们的结构性差异造就了不同的社会网络和不同的社

交行为（networking behavior）。数据表明，在豆瓣网，私人和公共领域的

边界十分模糊，甚至通过聚集机制消除了这一边界。因此，豆瓣网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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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用户 豆瓣用户

跨越型社会资本 3.15*** 3.65

与朋友的互动会引起我对某些新事物的兴趣 3.04*** 3.82

与朋友的互动会令我好奇，那些与我不同的人是如何考虑问题的 3.04*** 3.67

与朋友聊天会令我对别的国家十分好奇 3.21*** 3,71

与朋友的互动令我有归属感 3.16* 3.54

与朋友的互动令我感觉自己与更广阔的天地相连 3.24*** 3.77

与朋友的互动常提醒我全世界的人们都是相互联系的 3.34 3.46

与朋友的互动让我有机会与新的朋友聊聊 3.03*** 3.57

紧密型社会资本 3.11* 2.87

当我遇到问题需要解决时，我身边有几个值得信任的人 3.13 3.18

那些与我互动的人们愿意用信誉为我担保 3.13*** 2.42

当我需要做出重大决定时，我可以向某个朋友寻求意见 3.19* 2.87

如果我需要找工作，与我互动的朋友可以做我的推荐人 3.00** 2.58

当我感到孤单时，我身边有可以聊天的朋友 3.12 3.28

使用情况的自我报告

曾在人人网 / 豆瓣网上查过某个社交场合认识的人 3.05*** 2.28

通过人人网 / 豆瓣网加深对同学 / 同事的了解 3.35*** 2.37

通过人人网 / 豆瓣网加深对邻居的了解 3.26*** 2.20

通过人人网 / 豆瓣网与老朋友保持联系 3.64*** 2.40

通过人人网 / 豆瓣网结识新朋友 2.80+ 3.10

表 7.1：豆瓣网、人人网用户主观感受的跨越型与紧密型社会资本

注释：对每个度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p < .001, **p < .01, *p < .05, +p < .10

鼓励借助共同的兴趣，如书籍和电影等，在陌生人之间建立的新联系，而

且这些新联系常常发展成为跨越型联系，让不同的社会网络彼此相连。人

人网则与此不同，为用户提供了有效的方式掌控其私人与公共领域的界线。

因此，人人网主要发展的是已有社会联系人之间的强关系。

借助共同的兴趣连接陌生人，并维系这种跨越型弱联系，这样的社交

网络对于集体行动有着十分关键的意义。在集体行动中，如何精准定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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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对行动背后的动机真正感兴趣的人，是其动员阶段面临的困难之一。如

豆瓣网这样的兴趣导向性 SNS 就可以通过以下三个元素：用户兴趣可见、

陌生人之间的联结、利用兴趣点建立联系，为定位相关人群提供有效的新

方式。例如，“地球一小时 2010”这个线上活动当时吸引了超过 2 万名豆瓣

用户参加。但如果一个人人用户想要组织一个类似的活动，他能依靠只有

他那基于线下已有联系人构建起来的社会网络，这样的组织方式会带来一

个问题，即用户的联系人可能完全没有积极性参加，因为他们的连结并非

始于对环境问题的一致关心之上。而一个豆瓣用户则可以去例如电影《难

以忽视的真相》等的对象主页，找到那些给出五星评价的用户，然后向他

们发送活动邀请。豆瓣网为用户提供了多种方式展示自己的兴趣并发现他

人的兴趣，从而为定位相关人群打开了许多渠道。更重要的是，豆瓣网用

户的大部分好友都是陌生人，邀请信息得以超越某个用户有限的线下联系

人，接触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圈子，从而提高了吸引到正确人群的几率。另

外还有一个原因使得面向豆瓣网好友招募参与者更可能成功：通过某一个

共同兴趣点（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建立起联系的人们，有很大可能

拥有更多的共同兴趣（如地球一小时）。

不仅如此，兴趣导向性 SNS 允许用户进行私人交互，这有利于他们保

持跨越型弱联系。我们可将兴趣导向型 SNS 类比作一个大型的邮件列表群

（Putnam，2000），因为它们都能将大量互不相识的用户组织在一起。然而，

这些传统的邮件列表群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们的交互缺乏人情味儿，因

此可能导致用户间社会信任的缺失，而兴趣导向型 SNS 克服了这一点。豆

瓣用户间私人且直接的沟通交流通过站内信（豆邮）、留言板、状态更新等

许多工具实现。这种私人互动可以培养用户间的亲密感，有利于信息的扩

散以及集体行动的动员工作。

至于谈到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如何在中国公民中组织动员集体行动

就是一个重要问题。观察者们（如 Yang，2009）记录下了中国网络运动这

一创举，并论证了网络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同步发展。基于兴趣的集体行动

不仅在中国日渐流行，而且为公民社会的发展不断作出贡献。不过，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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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于国家的控制和相对较晚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公民社会依然有待发

展。在初级群体之外的陌生人中发掘拥有共同兴趣的人，对于中国人而言

还比较陌生。作为论坛（天涯、猫扑）和博客圈（如新浪博客、博客大巴）

的补充，SNS 为中国民众提供了另一种途径相互接触并以集体形式活动。其

实如今，线上动员的对象既可以是新联系也可以是已有联系人，但相对于

关系导向型 SNS，兴趣导向型 SNS 似乎容易接纳聚焦于创新和争议性社会

问题的集体行动，这可能是由于用户的初级群体较难对这类问题引起广泛

共鸣。

然而，还有更深一层的问题，正如 Zheng 和 Wu（2005）提出的：“问

题并不是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是否可行……问题是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

动可否成功挑战政府。”在豆瓣网上建立起的新联系，以及公众与私人生活

边界的模糊，并不意味着中国民众有能力挑战政府。原因很简单——所有

的网页应用都是由程序员开发的，他们敲下的代码既可以用来推动集体行

动，也同样可以用来禁止集体行动。2009 年初，豆瓣网小组遭大批封禁就

是一个例证。当时，随着中央政府推出“净化网络环境”的政策，豆瓣网被

迫筛查了所有已有的小组并删除了那些含有“不合适内容”的小组。除此之

外，未来新成立的所有小组和活动在发布前都需要接受审查。

但是，这并不是说如果中国民众不明目张胆地推翻政府的控制，中国

公民社会就无法取得发展。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公民社会受到政府的

压制，以至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被国家机器严密监控。随着经济自由之

风日盛，中国民众以及他们的生活离政府、政治远了一些，民众之间的联

系则日渐紧密。而意识到通过文明的方式与其他社会成员互动交往的必要

性，正是建立公民社会的第一步。目前阶段的中国 SNS 可能仅能在推进共

识与连接民众方面为建立信任和合作打下基础，但当这种信任和合作基础

能够在陌生人之间建立时就变得尤为可贵，这也体现出兴趣导向型 SNS 对

公民社会的建立做出的独特贡献。另外，政府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公民社会

自成体系，毕竟政府也是依托人来运行，而所有人都无可避免地属于社会

网络，如果一个集体行动在社会网络中广泛传播，我们可以预期，政府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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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也将被该集体行动所影响。

因此，本章的贡献在于，阐明了共享被粉对象作为兴趣导向型 SNS

（如豆瓣网）中显眼且高效的结点，是如何形成了连接，而通过这些连接又

是如何形成了公众，由此梳理了我们对中国的集体行动及公民社会的认识。

这样一种社会构成原理极大地拓宽了个体试图与其他社会成员建立联系时

的选择。依照这种原理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一种跨越型弱联系，为创新型公

众的出现奠定基础。然而，通过对象连接用户仅仅是网络逻辑所蕴含的机

制中的一种 *，如果处于一个“人-物”混合型网络中，用户应当还可以通过

其他用户与他们原本并不熟悉的对象相连。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对这第二

种建立关系的机制进行探讨和解释。

*  理论上说，在一个“人-物”混合型网络中可能存在五种关系形成的机制 : 第一种，用户之间通

过用户相连（类似于传统的关系导向型 SNS）；第二种，用户之间通过对象相连（本章的关注

重点）；第三种，用户通过用户与对象连接（下一章的关注重点）；第四种，对象之间通过用户

相连；第五种，对象之间通过对象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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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文化是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娱乐明星在娱乐业外素有

影响，然而名人在当代政治中的地位犹有过之（West & Orman, 2003）。阿

诺·施瓦辛格曾任加州州长，中国现在也有了一位曾是人气歌手的第一夫人。

名人行动主义研究表明，名人能够增加社会运动的可见性，吸引受众和支

持者捐助慈善事业，并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重视（Merer, 1995）。与此同时，

这些名人的粉丝现象还能够塑造支持者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Schultz, 

2001）。在催生名人政治的因素中，媒介的作用举足轻重（West, 2005）。如

果说可见性是公众形成的固有条件，媒体则持续反复地展示名人在政治议

题中的表演，从而加速了名人政治的形成。Rojek（2001）将名人分为：“继

承型名人”通过如家庭关系这样的方式达成，“成就型名人”缘自在体育等

领域的杰出成就，“属性型名人”的名气则由媒介展示所构建（即：因“出

名”而有名）。根据名人表演的媒介化程度，可对三种名人类型做出明确区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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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属性型名人”只能依托媒介展示而存在。West（2005）指出，名人借

助社会或政治事业来保持新闻曝光度。

无论名人参与政治的动机为何，名人文化正在重塑政治传播。此现象

对于政治的影响是好是坏尚有争议，但争论似乎忽视了政治本就难以简单

的好坏来衡量。Van Zoonen（2004）认为，我们应该审视大众文化如何涉

足政治传播的相关领域。从两者的所有关联中，Van Zoonen（2004）发现

时下的政治人物和名人都在为培养自身的选民或受众而表演。他们在各类

领域表演出个性化的一面，以吸引支持者在其身上进行情感投资。Corner

（2003）界定了政治人物必须活动其中的三个领域：私生活、政治建制及

过程、公众及充分媒介化的大众。当私人领域涉入公共领域以表演“真我”，

政治文化与名人文化的关联在第三个领域中最为明显（Van Zoonen, 2005, 

p. 75）。这些表演意在触动最外围的受众，由此聚集起大量旁观者。然而，

当信息技术允许原本孤立的大众受众能够观察、互动和彼此联结，这种名

人表演所聚集的就不只是纯粹的旁观者，而是由同一被粉对象（名人自

身）吸积而成的社会成员网络。此外，当此网络令其社会成员的参与可见

化——主要通过信息传播科技，他们就形成了公众。

本章聚焦于新浪微博，这是一种主要依靠名人用户来保持人气的微博

客服务。立足于中国名人文化的最新发展，我将从“名人 —粉丝”关系这种

不同于中国传统式“关系”的新型社会关系视角出发，来探讨名人文化这一

现象。然后，通过关于新浪微博的实证研究综述，进一步阐明大量名人用

户如何塑造了该微博客平台上的传播模式。针对所选名人微博发文的内容

分析表明，在何种程度上，追求娱乐的粉丝会卷入雾霾这类有广泛社会影

响的社会政治议题。更为重要的是，围绕着名人以及他们在此类社会议题

中的表演，微博公众聚集而生。名人的表现可能会影响公众如何理解议题

并做出回应，甚至促使其参与其中。本章从两种维度对以上影响进行测度：

其一是社会网络分析，以说明由转发行为所构建的网络结构；其二是针对

名人发文和用户评论的内容分析，以揭示二者之关联。本章的结论是，名

人可视为被粉对象，成为其粉丝与意外或未知社会议题间的桥梁。这类超



粉丝公众 135

级节点的联结性是反复形成于新浪微博的“快闪式”议题公众崛起的的支柱

力量。结论部分讨论了这类微博公众的优势和劣势。

当代中国的名人文化

名人文化不是美国或欧洲的特有现象。早在共产主义时期，政党国

家就经常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个人作为行为榜样或民族英雄（Edwards, 

2010），以激励、教育和劝导普通中国人（Je�reys & Edwards, 2010）。进入

1978 年后的改革时期，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本土文化产业发展，各种各样

的名人（例如电影明星、电视主持人、运动员和互联网上的自造明星）应

运而生。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消费品和娱乐商品的繁荣，其中名人

的表演和代言处于核心。许多娱乐明星自身嬗变为文化产品，与其粉丝交

易其娱乐价值（例如，芙蓉姐姐）。自由市场经济催生出产业精英，例如地

产开发商、金融投资者和公司总裁（Davies, 2010），“成就化”名人由此涌现。

与此同时，文学、体育和娱乐产业的职业化孕育了“属性化”名人，他们依

靠媒介展示积攒名气，其表演不仅见于畅销书、电视节目和电影，还见于

慈善事业（Hood, 2010）和公共辩论（Kong, 2010）。

关于当代中国名人文化的学术研究仍然很少。在为数不多的这类研究

中，重点探讨的往往是由各类中国名人引入的另类主体性（Lin, 2013），突

出产生此类名人文化的媒介环境（Roberts, 2010），市场、政党国家与各类

明星人物之间的动力学（Kong, 2005），以及中国名人文化的文化特征（cul-

tural distinctions）（Davies, 2010）。我更愿意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来审视松散

定义的粉丝如何参与到与名人的关系中——这些名人对大多数普通中国

人而言不过是熟悉的陌生人。中国人历来高度内嵌于社会网络，然而关系

（relation）一词的中国对应物——“关系”（Guanxi*）则具有更强的局限性

*  译者注：Guanxi 指中国传统式关系，在译文中以加引号的“关系”表示，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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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 Guthrie, & Wank, 2002, p. 6）。首先，“关系”必须是私人的：一个人

无法与一位公众人物，比如名人，建立“关系”，除非他们有某些私人互动。

其次，“关系”必须是相互的：如果一个粉丝认识某位名人，但名人不认识他，

那么他不够资格称与这位名人有“关系”。再者，“关系”往往隐含了一种资

源交换，包括资讯、礼品、恩惠、社会支持、情感许诺，等等。在中国的

传统理解中，社会关系几乎都局限于“关系”，进而在社会联结中实体化为

诸如亲属、邻居和同乡。到了现代，有了学校、工作单位（单位）、邻里社

区（居委会） 和军事单位（部队） 等社会制度，中国人由此进入其他类型

的关系中。学校、单位、居委会和部队都是国家主导的社会制度，其创建

可追溯至共产主义时期，在一些学者看来（Guthrie, 1998），在这类制度中

形成的关系起源于结构化塑形，而非文化继承。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市

场化改革催生了不完全由国家管理的新型社会制度 ，例如私有公司。然而，

新的社会关系，例如商业合伙和劳资关系，似乎延续了“关系”的传统，其

中的社会情感或者说人情并未从这些经济关系中分离出来（Kipnis, 2002）。

在这种进化中的“关系”背景下，不难看出对普通中国人而言，与一个

知名陌生人（名人）的关系有多么独特。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关系”在粉

丝与名人的情感联系中仍然存在。“名人—粉丝”关系不仅牵涉乐趣和名气

的交换，还关乎“关系”所强调的人情。例如，一名身为音乐业内人士的评

论员（Wang, 2014）发明了一个术语——粉丝社交，并认为粉丝社交的关

键特征之一就是强情感需求。粉丝对名人的情感联系强烈到几近于恋爱关

系。不同于恋爱关系的排他性，粉丝并不介意在其他粉丝面前炫耀对于名

人的喜爱。粉丝个体间的互动不仅意在发展“粉丝-粉丝”关系，而且通过

亲密的沟通表演将旁观者转变为粉丝。这类表演是高度参与性的，并且往

往是自组织的。名人作为被粉对象，成为了粉丝表演的焦点所在。

然而这种与名人的关系非常不同于“关系”：它既非私人的（没有规律

性的私人互动），也非相互的（大多数粉丝对名人而言是陌生人）；尽管明

显受到媒体制度的影响，这类关系的形成是高度个人主义和流动性的。信

息传播科技的媒介化深刻改变了“名人—粉丝”关系内部的互动模式。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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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与粉丝的互动必须经由大众媒体管道，并受限于记者和编辑这类守门

人。粉丝之间的互动极少，并受限于自身的社会网络。现在，粉丝通过关

注名人的微博账号即可持续更新名人的消息，通过评论他人的微博回复即

可与其他粉丝即时互动。以微博——中国的各种微博客服务为媒介，“关系”

与“名人—粉丝”关系之间的矛盾和一致性进一步复杂化了。

中国的微博

新浪微博目前是中国最知名的微博客服务，然而它的出现要晚于早期

的中文微博客网站，包括“饭否”“叽歪”和“嘀咕”——这些网站在 2009

年 7 月的新疆暴乱后被强制关闭。新浪抓住这次机会于 2009 年 9 月上线了

自己的微博客服务，自那之后实行了一系列策略，包括实名制和积极招募

名人用户。新浪推行的这类中文微博客服务与推特（Twitter）差异如此之

大，以至于有了专属名称——微博（Weibo）。实名制由主要的微博提供商

于 2012 年初推行，意即如果用户提交身份信息并验证真实姓名，用户名上

就会出现一个 V 字标志。积极招募名人用户是新浪在博客时代的市场战略

的延续。在推出第一位博客女王徐静蕾之后，新浪又通过商业运作打造了

另一位微博女王——姚晨 *。新浪微博对名人用户的重视吸引了数以百万

计的普通用户倾听这些大 V 的声音。最新数据（CNNIC, 2014）显示，中

国的微博服务整体渗透率是 43.6%。其中，新浪微博以 28.4% 的渗透率领

先其他服务提供商，腾讯微博紧随其后（27.2%）。同一份报告表明，50.8% 

的微博用户拥有名人类联系人，这是排在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同学和同事

之后的第四大类。

新浪微博上的名人效应已在许多学术研究中得到证实。在认证用户中，

*  http://ent.sina.com.cn/s/m/2011-07-19/18003363738.shtml

http://ent.sina.com.cn/s/m/2011-07-19/180033637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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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V 借由潜在影响力及活跃度主导着信息传播过程（Wang, She, & Chen, 

2014）。大部分大 V 或高影响力用户是娱乐明星或某类名人。多份研究

（Chen, et al., 2012; Liao, et al., 2013; Yu, Asur, & Huberman, 2011）证实，根

据趋势引领能力、评论数量、页面浏览量或粉丝数量测序，大部分顶端用户

都是名人。这些顶端名人用户的网络往往呈现出一种幂律分布，意味着存

在一些入度较高、相互性较低、路径却较短的少量节点（Guo, et al., 2011）。

实名制极大突出了名人用户的地位，因为中文微博用户倾向于关注相对自

身有着更高社会地位和粉丝数的人（Chen, et al., 2012）。实名制还有助于

更加快速和广泛的转发传播（Huang, et al., 2014; Huang & Sun, 2014），并

促进用户间的积极互动和参与（Chen & She, 2012）。尽管以上提及的研究

都聚焦于新浪微博，至少有一份研究（Li, et al. 2012）显示，腾讯微博在

少量高影响力用户的突出地位方面非常类似。

学界还致力于发现微博上流行或广布的话题，寻找这些话题流行的原

因。有学者报告称新浪微博上热门话题的驱动力来自一小部分意见领袖或

名人（Li, et al., 2014），拥有多样化网络的早期用户（Bao, et al., 2013），以

及拥有大量僵尸粉、高转发、零原创的账号（Yu, Asur, & Huberman, 2012）。

相对于推特上的热门话题（Yu, Asur, & Huberman, 2011），新浪微博上的热

门话题往往是段子、视频和娱乐内容，这很可能缘自政治敏感议题的审查

制度（Fu, Chan, & Chau, 201; King, Pan, & Roberts, 2013）。新浪微博的传

染度（contagious level）远低于推特，意味着当某用户的给定数量的联系人

对同一议题做出回应，微博用户对此议题做出回应的概率要远低于推特用

户（Shua, et al., 2014）。尽管有研究发现新浪微博还充当了新闻平台（Wu, 

et al., 2013）和公共管理工具（Liu & Zhou, 2011; Sullivan, 2014; Zhang & 

Negro, 2013），名人在微博传播中的主导作用仍然给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

名人用户在普遍社会议题中如何表现，以及名人作为网络节点如何聚集和

塑造此类议题中的微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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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在本章中，我选择聚焦于雾霾（PM 2.5）这一广受关注的社会议题。

微博已被证明对于灾害信息传播非常关键，例如 H1N1 流行性感冒、地震、

火车相撞，等等（Wang & Bai, 2014）。雾霾（霾）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因

其已在许多中国城市出现，并且影响着大量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尽管

之于健康的危害程度有待厘清，雾霾已成为许多城市居民最为关心的健康

问题之一。究其原因，名人在该议题中的表现功不可没。有许多大 V 积极

参加了该议题的传播，包括知名企业家、娱乐明星、名人记者和公共知识

分子。因此，相对于其他政治上更为敏感的议题，该议题可作为检验名人

作为网络节点的联结效力的一个上佳案例。为了甄别曾经谈论该议题的名

人，我们使用了搜索关键词（例如，雾霾、霾、空气污染、雾等），对新浪

微博风云人物榜的前 350 名用户的发文进行搜索 *。然后将提及关键词的所

有名人用户分为几类，如娱乐明星、企业家、记者、知识分子等。在本章

中，我决定着眼于以下四位名人代表：潘石屹（企业家）、姚晨（女演员）、

许小年（知识分子）和李开复（企业家）。

社会网络分析

实证分析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针对转发行为的社会网络分析。换言

之，我们使用 Python 语言程序，通过微博 API 接口，针对包含关键词的

所选名人微博发文，检索和记录其所有转发信息（包括纯转发和评论）。然

后，我们对每条发文的转发网络进行合并，建立一个包含所有转发过所选

发文的用户在内的全局转发网络。最后使用 Ucinet** 对转发网络进行可视化。

*  新浪微博的风云人物榜时常变动，只有新浪掌握排名算法。我们的搜索进行于 2014 年初。排

行榜网址参见：http://data.weibo.com/top/hot/all

**  译者注：Ucinet 是一个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包，内置有可视化工具。

http://data.weibo.com/top/ho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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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分析

接下来是内容分析，分析名人发文与收到的评论之间的相关性。我们

随机抽取四位名人中每一位的 10 条相关发文（如果不够 10 条则选择全部），

在每条发文下，我们随机抽取一页（25 条）评论。按照发布日期、转发

数量、评论数量、是否原创、是否附图，我们对发文内容进行编码。然后，

我们从两个维度对评论内容进行编码，其一是评论聚焦于议题（I）还是名

人自身（C），其二是评论是感性（E）还是理性（R），或皆而有之（关于

这两个维度的意义，参见 Van Zoonen, 2005 中的讨论）。如果评论的是雾

霾的成因、严重性、影响以及政府行为、政策辩论和社会反响，内容被归

类为“聚焦议题”；如果评论旨在质疑名人的动机，评价名人的表演，或者

要求名人采取特定行动，则被归类为“聚焦名人”。感性指标包括表情符号，

使用情绪化字眼（如气愤、沮丧等），以及内容缺少实质信息和观点；理性

指标意味着内容含有实质信息和观点，例如统计数据、成因解释、对不同

解释的评价、举证，等等。两位编码员先对 20% 的内容进行编码，以此计

算编码员间信度。非连续测度的编码一致性百分比落在 60% 到 100% 的区

间。两位编码员的连续测度的编码平均相关度是 0.90。两种测度的编码结

果都意味着良好的编码员间信度。

分析结果

搜索结果显示，尽管雾霾是名人倾向于传播的少数几个社会议题之一，

其关于这些议题的实际发文体量仍然很低。在所有抓取到的 350 个账号中，

仅有 116 个提到了相关关键词。从相关发文数判断，一位名人——潘石屹

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有 166 篇发文，包括 100 篇原创文章。潘是 SOHO 的

执行总裁（有关潘的更生动介绍，参见 Zha, 2013），SOHO 是中国著名房

地产商，以其现代建筑风格闻名，在 2006 和 2007 年被福布斯评选为“最

受尊敬的中国公司”之一。潘的微博账号按页面浏览量计稳居名人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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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位，并且在企业名人排行中常居榜首。其博客总访问人次超过七千万，

微博关注人数高达一千六百万。由于其原创发文数极高，在测度其他名人

的发文表现时，潘的微博发文数可用作高基准值。

至于其他名人，只是偶尔才谈及雾霾这个议题，并且大部分名人关于

该议题的发文数低于 10。选出的三位名人代表分属三种类型：企业家、娱

乐明星和公共知识分子。根据表 8.1 中的描述统计，姚，著名女演员和微

博女王，尽管历年来仅发表了 13 篇与雾霾有关的文章，但吸引到的转发和

评论数遥遥领先于潘、许和李。姚的发文也比其他名人的更为感性，其中

70% 的发文意在表达她对相关议题的情绪（参见表 8.2）。只有姚和潘针对

其他名人的相关文章发表过情感回应，几乎都是在向其他名人表达情感认

同。我们使用同样的四组编码分析了雾霾相关发文的用户评论，并针对名

人发文和用户评论进行了双变量关联分析。关联分析结果显示于表 8.3 中，

考虑到评论只会出现在发文后，我认为这倾向于一种定向关联。大体而言，

这些数据表明：同时涉及某些议题和名人的理性发文会引发同时涉及这些

名人 类别 雾霾发文数 原创 平均转发数 平均评论数

潘石屹 企业家 166 100 962 479

姚晨 娱乐 13 8 5763 3122

许小年 学术 7 3 691 273

李开复 企业家 24 4 1822 744

表 8.1：所选名人的雾霾发文的描述统计

注：其中的百分比基于雾霾发文总数计算。分类并非互斥。换言之，一条发文可能被同时编入四个分类中。

名人 理性-议题 理性-名人 感性-议题 感性-名人 

潘石屹 90% 20% 20% 20% 

姚  晨 60% 0% 70% 20% 

许小年 57% 14% 43% 0% 

李开复 100% 0% 30% 0% 

表 8.2：所选名人的雾霾发文的内容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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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
用户评论

理性-议题 理性-名人 感性-议题 感性-名人 

名人发文 R-I .389*

名人发文 R-C .551*** -.342*

名人发文 E-I

名人发文 E-C -.629*** -.566*** .780***

议题和名人的理性评论；但是仅与名人有关的理性发文则会减少与名人有

关的感性评论；与名人有关的感性发文会引发针对名人的感性评论，并且

会同时减少与议题有关的理性和感性评论。我们的结论是，名人关于某议

题的发文风格会影响其评论者回应该议题的方式。如果名人自身试图成为

情感关注的焦点，则会降低评论者回应议题的意愿，无论是在理性还是感

性层面。

网络分析 * 围绕所选名人的相关发文，基于这些发文的转发网络进行聚

类。鉴于转发者数量众多，图 8.1、8.2 和 8.3 中所示网络仅包含排名靠前的

100 名转发者，排名依据该转发者在网络中的介数。节点的介数定义为以

下情况出现的次数：该节点是衔接另外两个节点的最短路径。尽管存在争

议，该指标常用于鉴别某个网络中影响力最大的节点。图中，节点的大小

表示粉丝数，节点越大表示粉丝越多。节点间的距离表示联结路径的长度，

更长的路径意味着更多次的衔接。为了展示这些名人如何与其转发者相联

结，以及如何为其转发者创造彼此联结的机会，我们还进行了去中心化分

析，将名人剔除出自身的转发网络，再观察网络剩余部分的结构。在每张

图中，左半部展示了介数排名前 100 的网络，右半部展示了去中心化后的

网络。

*  鉴于潘石屹的转发网络规模巨大，在数学上，与其他所选名人的转发网络进行对比已经没有

意义。

注：表中只显示了统计学上显著的相关性数据。 ***p < .001, **p <. 01, *p < .05, +p < .10

表 8.3：用户评论与名人发文之间的显著简单双变量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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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和李的转发网络较为相似。两位名人作为节点加强了其转发网络的

联结性，但是去中心化后，联结其转发者的子网络仍然颇具规模。换言之，

他们的加入增强了网络的凝聚力，但是该网络不依托名人而存在。有趣的

是，姚的转发网络则全然不同。她是网络的唯一中心，与转发者是一对一

联结。其大部分转发者互相没有联结，将姚剔除出网络后并无子网络剩余。

换言之，网络完全依赖姚对各个节点的凝聚力，如果姚退出，网络就会解

体。结合内容分析，我们对姚这类娱乐明星在聚集议题公众方面的网络效

力取得了初步理解。总而言之，与其他类别的名人相比，姚能够吸引大量

个体的关注，但是这些个体更多联结于姚而非议题本身。由姚的雾霾相关

发文聚集而来的公众彼此并没有联结，其在议题中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姚的文风（例如，情感丰富型）的影响。

网络逻辑、议题公众和名人

在当代名人文化中，往往是名人自身吸引了粉丝的情感投资。被粉对

象变成了名人，更确切地说，变成了名人在各类媒介管道上的符号表征

（symbolic representation）。微博这样的技术强化了粉丝与名人间的即时和

常态的互动，对许多普通中国人而言，它创造出一种新型社会关系。这种

新型关系既非个人的、也非相互的，却依然承载了信息、情绪和情感的流

动。“粉丝-名人”网络不仅传递着名人的表现和粉丝的反应，并且名人在

各类议题中的表现令其成为连接粉丝和这些议题的桥梁。虽然雾霾受到社

会的广泛关注，我们仍不应假定粉丝已通晓该议题。名人在议题不同层面

的传播行为，包括理性表述和感性表达，都在向粉丝公开这些意外或未知

的议题。当人和议题都被视为可向网络中引入更多节点的节点，我们就会

看到，微博名人通过其在议题中的表现——以及由此引发的粉丝在相同议

题中的表现——成功将其粉丝公众转变为议题公众。

由于这些议题公众聚集于名人周围，并由其表现风格塑造，微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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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显示出一种特性——与“快闪”这一新兴社会现象类似。这些公众的闪

现意味着，公众对议题的持续关注和表现缘自他们与有少数高影响力用户

之间的联结。当大 V 停止传播这类议题或转向其他议题，作为回应，这些

公众的注意力很快从一个议题转向另一个。这能够解释为何许多微博事件

吸引了大量关注，而关注却难以持久。如此，这种“粉丝-名人”网络的脆

弱性就显而易见：超级节点（名人）可能脱离网络，围绕超级节点的网络

于是消退，在最坏的情况下会解体。这就是 2013 年 9 月的微博打谣风潮 *

的真实写照。当大 V 们陷入沉寂、部分大 V 被移除后，微博上的公众辩论

显著退热。这种变化多少印证了本文观点——名人可作为网络节点，将粉

丝和议题连接起来。另外，这种网络的脆弱性还在于其过于依赖这些名人

的中心度。

然而，以各类名人用户为中心的网络的脆弱程度是不均衡的。我们从实

证研究得出的另一项结论是，不同类别的名人联结微博公众的方式也有区

别。如果我们观察另外一些非娱乐名人，例如企业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他

们似乎先是在相同议题的讨论中联合了其他高影响力用户，由此形成网络

核心，之后再接入其他名人好友的网络并扩张彼此的影响力。不像姚的网

络那样诉诸自我和情感共鸣，非娱乐名人网络的低中心度为聚焦议题的微

博用户保留了更多空间。甚至可以说，用户关注这些非娱乐名人的原因可

能更加多元。也许用户与这些名人间的情感联系较弱，用户的被粉对象并

不侧重于名人的情感层面，而侧重于名人对社会议题的观点和意见。这些

非传统名人的出现以及他们与普通公众的关系是很有趣的研究课题，应该

得到更加深入的学术研究。

中国微博客领域的最新发展是微信的日益普及 **，该款私人聊天应用合

并了脸书（Facebook）的朋友圈状态更新和微博的公共账号订阅功能。微

信由腾讯出品，这家互联网公司凭借 QQ 这款即时聊天工具打开了市场。

*  大 V 近黄昏？《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94222

**  http://weixin.qq.com

http://www.infzm.com/content/94222
http://weixin.qq.com


第八章 微博公众：作为网络节点的名人148

通过聊天软件的资本运营，腾讯又一次成为市场领导者，这并不令人意外。

然而，微信不再由名人用户驾驭，因其订阅功能不允许公共账号向用户状

态流推送更新。相反，单条信息的瞩目程度通常反映于转发该条信息的好

友数量（往往是真实的朋友，而非虚拟的陌生人）。对于微信在中国社会形

态中的作用，任何结论仍嫌言之过早，但是这一最新发展表明：网络结构，

以及网络节点（特别是超级节点）的特性，对网络行为施加了不可否认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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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化公众，网络化公众与粉丝公众

在媒体和传播学学科中，对“公众”进行定义的重要尝试出现在 Price

的公共舆论研究中（Price, 1992）。近来，Livingstone（2005）主编的关于

受众与公众的书目也同样试图对“公众”作出解释。这两份研究实质上提出

了相同的主张：媒介化在公众的形成与表现中起到核心作用。Price 关于公

众的传播模型强调了在大众社会中，只有大众媒体能够塑造公众的讨论和

争辩。Livingstone（2005, p. 26）创造了“媒介化公众”这一术语，认为“若

不是经过多种多样大众传播的媒介化，现在公众如何能够被形塑、表达自

身，其参与能被见证并产生影响，都是不可想象的。”在媒介化过程中，“媒

体根据制度、科技以及媒体工业散漫无章的行规，进行挑选、择优、形塑

等动作”。显然，相较于前者，Livingstone 的研究中“媒介化”内涵范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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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并没有把媒体局限于促发讨论和争辩这一点上，同时还敏锐地意识

到大众媒体的角色存在问题。

尽管“媒介化公众”的解释十分吸引人，但自打大众媒体时代向新媒

体时代转型以来，媒介化的逻辑和机制毫无疑问发生了变化。Chadwick

（2013, p. 4）把旧媒体与新媒体共存的状态称为“混合媒体系统”。其中，新

旧媒体的逻辑，即“技术、流派、准则、行为与组织化形式”，在相互作用

下定义了信息流动，尽管二者的相互依赖并不对等。新媒体的逻辑并不完

全与旧媒体的逻辑脱离，尤其在专业的新闻组织利用公民新闻或是草根行

动主义来巩固他们的精英地位时。进一步来看，无论它有多少伪装在看不

见的算法之下，新媒体的逻辑自身也不是没有问题的。Van Dijck（2013）

指出，尽管社交媒体的媒介化遵循着不同的价值体系，如“流行度、等级

排名、中立性、快速增长、大流量、迅速周转与个性化推荐”（p. 154），社

交媒体的生态系统仍被寻求商业利益的公司力量所主导。我们看到的是另

一类精英群体的崛起，即包括脸书、谷歌、苹果在内的主要平台链，都服

务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Fuchs（2013）更为激进地评论到，如果我们

真正理解了社交媒体的政治经济学，就会发现新媒体的逻辑与自工业革命

起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家剥削劳动力的理解并无二致。

新媒体的逻辑及其媒介化可能只是更宏大的社会逻辑中的一部分， 该

逻辑可称为网络逻辑。实际上，一些学者（Ito, 2008; boyd, 2010）更偏好使

用“网络化公众”而不是“媒介化公众”，因为前者更加强调新型信息传播科

技赋予的建立网络的能力，而这不能仅仅从传统意义上的媒体获得。这一

论述的主旨在于科技是公众的组成部分。而把网络化公众与传统意义上的

公众区别开来的，则是强调网络化公众如何“被网络化科技所重组”（boyd, 

2010, p. 39），使得人们能够通过“复杂的网络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或

平等比肩地”进行交流。网络化科技的结构上的属性将新的动态引入网络化

公众的形塑之中。根据 boyd（2010）的研究，新的动态包括隐形受众、情

境崩解以及公私边界模糊，这些都将网络化公众以注意力为中心组织起来。

网络化公众话语中的新意，与社交媒体政治经济学话语的传统论述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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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对比。现在看来，公众是如何形成的似乎有着不同以往的图景，但其

政治经济力量的深层逻辑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如果说最初我们想要研究

公众社会形态的动机出于公众的政治意义，那么我们如何调和从这两种学

术理路得出的、看似大相径庭的“公众”含义？

笔者认为，尽管这些网络化实体的含义并不一致，网络逻辑却始终是网

络化资本主义或网络化科技、网络化公众背后的逻辑。那么，什么是网络

逻辑？笔者试图通过梳理三则有代表性的网络理论来阐明这一问题：社会

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eory, SNT）、网络社会（the network society），

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 ANT）。在社会网络理论中，

网络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并专门关注人或人类实体（例如社区或组织）。以

人为中心并不意味着只涉及人际关系，社会网络理论不仅关注人际网络，同

时也很关注组织间或国家间网络。在社会网络理论中，网络逻辑是非简化

论的、关系性的，重点在描述节点和它们的关系，以及网络的结构与行为。

Kadushin (2012) 总结了社会网络理论中十三个基本命题，这些命题可以

被归为该理论框架中网络逻辑的内容。比如，“同质性越强，两个节点就越

有可能发生关联”（p. 6），“弱关系促进了网络中疏远部分之间的信息流动”

（p. 30），以及“无论核心拥有什么属性，都是被网络最重视的”（p. 41）。社

会网络理论中的网络逻辑，使我们对人以及人类实体如何相互联系有了基

本了解，但并没有对新型信息传播科技予以强调。换句话说，社会网络理

论一如既往地将人类社会置于网络的结构之中，而信息传播科技只是人类

彼此连结的手段。

与此相反，网络社会首先是一个历史现象，其发展回应了历史上新型

信息传播科技的出现。Van Dijck（1999）声称“我们可以将二十一世纪称作

网络的世纪”（p. 2），网络社会连接了个人、家庭、群体和组织，这是通过

借助了新型信息传播科技的传播网络实现的。Castells（2006）进一步表明，

科技即是社会，网络社会则是“由新型科技范式与一般社会组织的互动产

生的社会结构”（p. 3）。“数字传播网络是网络社会的支柱，就像动力网络

（此指能源网络——作者注）是工业社会建造的基础设施一样”（Cast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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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p. 4）。这些关于网络社会的解释清晰地表明，此处的网络逻辑并不是

一个可被用来描述人类社会任何历史阶段的永久性逻辑，反之，与先前的

历史阶段相比，它包含一套不同的结构和规则，其中最显著的就是无所不

在的新型信息传播科技。

网络社会的网络逻辑明确指出，只有由信息传播科技运转的、而不是其

他任何类别的网络，才能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类型（Castells, 2006）。这一

网络逻辑的内容比社会网络理论所涉及的要广阔得多。根据 Castells（2006）

的论述，网络逻辑使经济、政治和社会交往成就了当今世界的形态。与社

会形态尤为相关的，是“网络化个人主义”的理念，指的是“一种基于个人

选择的传播网络建立社会交往的模式，生效与否取决于每个个体的需求和

心境”（Castells, 2006, p. 12）。 Wellman（2005）使用了相同的术语，网络

化个人主义，意指网络社会的连通性从“地点对地点”转向了“个人对个人”。

此处的个人主义并不能置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的二元对立中去理解，

而是强调“个人已经成为接口”（Wellman, 2005, p. 15）。关于网络化个人

主义 Castells 与 Wellman 共同强调的另外一点是社交网络中强化了的个人

选择能力。Van Dijk（1999, p. 155）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那种）弥

合了空间和时间的技术能力使人们在选择时空坐标时，比历史上以往任何

阶段都更加趋于精挑细选（原文着重强调）”。人们不再被地理位置所局限，

因而不再受到与空间相关的时间框架的局限。他们在各个可能声称自己所

属的不同社交网络之间的转换能力，被新型信息传播科技大大增强了。这

促使一种被 Castells（2006, p.13）称为“自我导向的大众传播”新型传播模

式出现，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合二为一。

与以上两种网络理论相比，行动者网络理论解释网络逻辑的路径非常

独特。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一样，认为网络并不是回应新兴历

史语境的普遍产物。同时，行动者网络理论认定，“网络是一个概念，而非

自然就在那里的一件事物”（Latour, 2005, p. 131）以及“它是帮我们描述事

物的一个工具，而非被描述的对象”。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网络逻

辑较少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类型，而更多被当作我们用来解释社会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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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论立场。作为一种方法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当然不会限于描述人类社

会的某一历史阶段，更不会是人类社会本身。此处的网络逻辑应从行动者

网络理论基本的本体论立场来审视：世界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因而，

任何关于社会的描述在没有考虑到非人类实体的情况时，都是不完整的。该

理论认为，我们需要研究的并不是行动者（actors），而是行动元（actants）

之间的关系，行动者通常指向人类的能动性，而行动元可以是人类也可以

是非人类。只要某些行动元有能力影响其他行动元，我们就应当承认这些

行动元有其能动性。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影响”与“能动性”可以被理解

为转义（mediation）与转译（translation）。拉图尔 (2005, p. 40) 努力将转

义者（mediator）与中介者 (intermediary) 相区分，其中，后者并不会进

行任何转换（transformation）工作。当行动元有能力对其他行动元转义或

转译时，行动元之间的网络或联合就会（重新）生成。自此之后，媒介化

（mediation）不再是仅仅与媒体（包括大众媒体与新媒体）挂钩的一种行

为，而是一个产生能动性的隐喻，可被任何行动元（包括那些非物质形式

的，例如观念）实现。在没有规定网络的边界、行动元的特征，以及他们

内部的自然属性时，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网络逻辑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追踪

行动元及其行动的逻辑。

那么，本书的网络逻辑是什么？相较于上述三种网络理论，笔者的研

究目标可以说更宏观，同时也更微观。说更微观是因为，笔者只对一种具

体的社会形态——公众的形态有所疑问，但并不打算将其他社会形态——

例如劳动者、家庭甚至社区也引入讨论。当然，笔者的研究目标比社会网

络理论更宏观，因为笔者的叙述领域同时包括了人与非人的行动者，尤其

是被粉对象与新型信息传播科技，使得本书的网络逻辑很难说只限于“社

会层面”。同时，笔者对网络的理解与网络社会理论的传统看法也有所不同，

这是因为笔者并没有将网络首先视为技术网络，或是社会与技术网络的无

缝融合。再次，笔者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认识到，网络逻辑是一个我们可

以用来研究社会形态的进程的认识论立场。应当特别强调的是，那些能够

影响进程并因此留下踪迹的人类与事物。换句话说，异质的行动者（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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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元），包括个人、群体、组织、制度、科技、自然物体、生物种类，以及

更多其他的因素都应当被看作彼此相关，并随时间一同演化。

因此，粉丝公众就是依照笔者前面所述的网络逻辑所描述的公众。笔

者给出的粉丝公众关系性概念，并不是为了给其贴上某一固定类别的标签，

而是为了描述新型信息传播科技作用下，围绕被粉对象而形成公众的过程

或运动。本研究的尝试到此为止，而对过程作出价值判断的意图则不在概

念化的范围内。笔者首先观察到，粉丝公众的形成伴随着由粉丝个体组成

的传播网络的不断自我选择和自我组织。第三和第四章对此提供了纵向解

释：影迷个体是如何通过后窗看电影这一虚拟粉丝空间中建立的社会联系，

得以再创造他们的生活。尽管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动机，早期世代粉丝的原

动力是为了分享他们对电影的热爱。考虑到他们十年前嵌入的社交网络几

乎与电影无关，这种对电影的爱是非常自我中心的。然而，在建构和传播

他们自身话语的过程中，粉丝个体不仅使他们的自我表达可见，从而共同

呈现了广大社会中的一张从属性公众的面孔；而且还使他们按照理想的自

我而改变身份成为可能，比如改行进入电影产业。传播网络这种以自我为

中心的选择与组织，同样反映在那些决定与粉丝网络决裂、并彻底无关的

粉丝个体身上。也许对某些人而言，第一个与粉丝公众有关的主张听上去

太过“社会性”，用类似自我选择、自我组织的词语暗示人类的能动性。笔

者想要澄清的是，当说到自我成为传播网络进行选择和组织的中心时，并

不必然意味着这全然是粉丝个体的决定。原因是，自我并不能被个体全然

决定（比如，电影先于影迷而存在）；同时，大部分个体可及的传播网络，

也不是由个体所决定的。

这里我在粉丝公众的概念之下引入第二个主张：新型信息传播科技的

媒介化，或说新媒体赋予的建立网络的能力，是粉丝公众形成的关键。那

么，为什么说它是关键？请允许我再次引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表明，这些新

兴传播科技能够通过“使其他（行动元）运转”来转义行动元（Latour, 2005, 

p. 107）。第五章表明，媒体技术，比如私人的 VCD 和 DVD 以及后来的宽

带网络，使中国的粉丝极容易接触到外语内容并开始自愿参与到合作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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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来，这是因为信息传播科技为基础的机制（比如分层众包）提供了协作

的可能性。这种新型信息传播科技的媒介力在此时体现尤为明显：多数受

访者表明，他们的意图并不是为了追求社会影响，而是出于追求被粉对象

的极其私人化导向。某种程度上来看，我们可能会说科技（如数据存储与

数据分享）的“意图”赢过了粉丝个人的意图（例如被粉对象带来的更好的

享受），并且驱使粉丝做出每个个体可能不曾预见的事情。确切而言，这就

是新型信息传播科技作为粉丝公众形成的关键所在。

第七章很好地阐释了，新型信息传播科技不仅驱使粉丝做事情，还使

得被粉对象也“做”起事来。在豆瓣的案例里，被粉对象如电影、书籍和音

乐专辑对于网络的集成是决定性的。这些被粉对象已经存在数年甚至数个

世纪，但只有当豆瓣的技术，比如用户评分和自动推荐将它们转译到当今

的数字生活中来，它们才得以开始做出先前它们根本无法做出的事情。其

中一件即是通过成为共同关注以及相关表演的焦点，将人类用户连接起来。

当人类用户通过这些数字化的被粉对象建立起社会关系，他们的关系也常

常有别于那些以积累社交资本为目的的社会关系。举例而言，豆瓣好友可

能不会为彼此介绍工作机会，但基于那些通过被粉对象而形成的关系中已

有的共同爱好，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为彼此带来更多的被粉对象。

到此为止，笔者或多或少详述了粉丝公众的形态，我们必须提醒自己，

这一形态不仅仅是历史上的某一时刻。为了维持粉丝公众的存在，粉丝公

众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表演，以在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的数字世界中获取可

见度。第三个主张如下：粉丝公众的形态，有赖于通过粉丝个体之间的合

作联系与他们持续的表演获取的可见度。如果某一粉丝公众停止表演而无

法于广大社会中可见，那么粉丝公众就不再存在，其中的成员也就恰恰走

到了公共的反面：私人。从后窗看电影论坛建构的从属性话语（见第三章），

到《纸牌屋》百度贴吧粉丝的热烈讨论（见第六章），粉丝公众做出的表演

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做出了形形色色的主张。理解他们的表演是由新

型信息传播科技和被粉对象所转义，这促使我们认真考量有关风格的概念。

粉丝公众采用哪种风格进行表演以维持存在的？网络中的其他行动元，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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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新型传播科技和被粉对象，是怎样将他们的表演转义出新风格的？在更

广大的社会面前，此类公众于被粉对象风格化的表演有怎样的政治含义？

议题公众，情感公众与粉丝公众

早在公共舆论研究形成期的几年间，有一点是公认的，即并非特定总

体（例如某一国家的全部公民）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当作一般公众的成

员。那些无组织的、断了联系、不可见的个体，如果他们持有任何意见，也

仅仅是大众（mass）舆论（Price, 1992）。Price 的关于公众的传播模型指出，

只有某一个体参与到集体性议题的讨论和争辩中来，这个人才有资格成为

某一公众的成员。当大众媒体成为此类讨论和争辩的发生空间，就可以发

现公众成员的参与随着活跃程度的光谱而展开。最活跃的成员也许会采用

政治参与机制来为议题辩护，例如在摄像机前呐喊口号。而最不活跃的成

员，其参与方式可能仅仅是关注该议题相关新闻和报道。而所有这些成员

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某一议题的共同参与。议题公众的概念强调了这一事实，

即人民并不能参与到所有集体性议题中去，相反，他们只能关心那些对他

们有影响或是吸引力的有限范围的议题。就实际经验而言，不太可能形成

一个每个成员都参与到所有的集体性议题中去的一般性的公众。议题公众

的潜在含义在于，公众的规模、构成与组织会根据不同的议题而改变。

如果说议题公众揭示了公众的社会形态是由议题中的个人兴趣驱动的，

那么情感公众的概念就阐明了公众的社会形态是由情感造成的。Papacharissi

（2014）将情感定义为情绪的强度（p. 135），情感公众则是“通过网络化群

体中病毒式传播的情感表达，由文本而生成的公共形态”（p. 133）。当议

题提供了共同的关注焦点，“一种情感在焦点处可能会变得强烈，但同时也

变得抽象”（Papacharissi, 2014, p. 16）。举例而言，当一个热门话题在推特

出现，其标签看上去可能引起了共同关注，而这个标签流行背后的动力并

不真正来自一个被共同理解的集体性议题，而是通过“一系列戏谑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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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组织起来的，“这些策略将私人的重新当作政治的，而把政治的当作

私人的感知”（Papacharissi, 2014, p. 117）。换言之，情感公众可能会也可

能不会分享对议题的基本理解，但是议题往往鼓舞人心，足以去激发并支

持“谨慎地即兴创造的自我炫耀”（Papacharissi, 2014, p. 129），而不是与其

他表演者进行的讨论和争辩。笔者认为，“共同表演”（co-performance）是

一个恰当的表述，它可以捕捉情感公众的成员如何使用议题作为表演舞台，

如何在表演的同时成为彼此的观众，很大程度上借助于新型信息传播科技，

如社交媒体的媒介化。然而，像这样的共同表演却不会必然带来其他参与

方式，例如对于议题的了解，或是寻求改变的行动。连结起情感公众个体

成员的流动能量是情绪的强度，既无关乎这种情绪是积极还是消极，亦无

关乎围绕议题的观点是支持还是反对。

Price（1992, p. 43）指出，值得留意的是议题公众内部，“我们发现大众

与公众的混合。”如果注意力仅仅附属于议题，且注意力是在没有任何人可

见的情况下私自付出时，这就很难分辨一个人是否是某一公众的成员。因

此，笔者对粉丝公众的概念化强调了可见性，尽管可见性的范围会从对少数

几个人可见，一直拓展到对于整个社会可见。另外，可见性是通过连结的

个体进行表演，更确切地说，共同表演来获取的。共同表演这一理念包含

十分宽泛的内容，可以是情感表达、理性讨论，甚至是可见的注意力付出

（例如纯粹转发）。共同表演也有它自己的风格和美学，也就是高度个人化

又高度连结的。一方面，其风格是非常自我选择、自我组织的，从个人角

度来看不过是自我的炫耀（Papacharissi, 2014），无论那是一个有同情心的

自我、理性的自我、情感的自我，还是戏谑的自我。另一方面，个体表演

者并不完全孤立于、不可见于彼此，相反，他们的表演与彼此共鸣、 互相

添彩、再次混合，以形成有感染力的情感流动。Papacharissi（2014, p. 21）

关于情感的隐喻可以说成是“让人随着音乐不知不觉用脚打起拍子的力量”，

这种共同表演的扩散源于自发的、即兴创作的风格，就像我们在多位艺术

家的音乐混录中见到的那样，它促成了单独的个人表演者无法做到的表演。

笔者认为，粉丝公众成员之间的连结，很少“形成于表演者与不断演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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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的想象受众”（Papacharissi, 2014, p. 129）之间，正相反，更多地

形成于能够成为彼此的想象受众的共同表演者之间。

现在让我们把重点放在本书的研究，看看粉丝公众带来的是哪种共同

表演。它强调了三个成分：想象的受众（imagined audience），风格（style）

以及美学（aesthetics）。在第三章，笔者描述了聚集在后窗看电影的粉丝

如何通过各类话语形式进行表演，比如分享他们对于被禁的或是无法观看

的影片的个人评论，或者参与到高品质电影的热烈讨论中。我们不应忽视

的是，即便在这个相对较小的粉丝社区内部，共同表演也常常是冲突多于

共识。当粉丝彼此之间产生情绪的共鸣，或是怒气汹汹地抨击对方时，他

们正是在广大的想象受众面前进行表演：第一类想象受众指的是其他活跃

粉丝，他们同样也是共同表演者；第二类想象受众是那些被动的、潜水的

粉丝，对此持有关注但不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第三类想象受众是不明确的，

可以是因各种缘由看到他们的帖子的任何人。如果这只发生在活跃粉丝内

部，共同表演者至少是自娱自乐的。但大多情况下，共同表演者也会被预

想不到的受众看到。这些预想不到的受众偶尔是可见的，比如当杂志主编

发送一条私人信息要求重印某篇文章时；或当网站主管要求讨论区版主删

除某个帖子时。因此，尽管此类共同表演的受众是由粉丝想象的，也不意

味着这种想象总是毫无根据、虚幻无影的。

随后共同表演退出了后窗看电影的舞台，这在第四章得以例证。很多

粉丝现今已成为职业的媒体作家或是电影制作人，可见于主流大众媒体或

是电影剧院这样的其他表演空间中。虽然就创造性作品为形式的表演而论，

现在传统媒体产出的比起以前更具个人风格，但由于粉丝之间建立的社会

联系，某种程度的共同表演依旧得以维持。他们的共同表演仍然可以在微

博之类的社交网站上发现。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官方叫停 2014 年北京独立

电影节事件。很多先前的后窗粉丝通过转发微博上的新闻纷纷加入网上请

愿，而不论他们对于中国独立电影的观点存在怎样的分歧。对共同表演的

理念做出最好诠释的是第五章，重点围绕外语内容的粉丝如何依靠分层众

包进行内容翻译。对在线翻译社区而言，他们几乎所有的表演都是以集体



粉丝公众 163

性工作为形式的。然而，与周密组织的集体性活动不同，这种共同表演允

许个人保持他们自己的私人动机和风格，而不会强迫他们遵循某些正规结

构中的集体认同。此类集体性作品需求的个人努力相对比较少，所以不要

求志愿者过多改变他们已有的动机和风格来适应集体目标。某种意义上而

言，集体性产出就像他们个人活动的副产品，主要由个人享受而不是集体

目标所驱动。

因而，粉丝公众共同表演的风格既是个性化的，也是混杂的；既是好

玩的，也是有感染力的。从粉丝个体角度而言，在不过多考虑他或她作为

公众的一员应该如何表演时，他或她才是在表演自己，因为公众这种社会

类别的定义是不固定的。从受众观看共同表演的角度来说，它是混合着多

种多样风格的大杂烩般的表演，但分享着一种流动的能量，这也许能被叫

做情感。Corner & Pels（2003）注意到，这种看上去自我冲突的政治风格

结合了个性化与去区别化。当政治认同变得更加个性化、更少制度化，那

些曾经是独立领域（如政治与经济）的逻辑变得越来越不可区分。Bennett 

& Segerberg（2012）提出使用一个术语“连结性行动”（connective action）

来说明类似的道理：在新型信息传播科技起核心作用的网络结构中，政治

行动是高度个性化却也是组织化的。最后一部分讨论的网络逻辑，是导致

粉丝公众共同表演可见风格的内在逻辑。Corner & Pels（2003, p. 10）用生

动的语言描述了这种风格：“那单一的上帝一般、象征了神圣的国家统一的

政治领导人，被整个苍穹下的无数小神取代了，他们在建立和打破公共名

声的永无止境的游戏中起起落落。”

最后，我们需要讨论美学，即什么是粉丝公众所欣赏并认为有品味的。

鉴于共同表演的本质是个性化却又混杂的，这个问题要比前两个复杂得多。

我在此试图用早前学者研究的一些建议来回答这个问题，比如 Corner & 

Pels（2003）所做的研究。最适合用来阐明我对粉丝公众的政治美学的理

解的章节是第六章。粉丝公众重视的风格化共同表演有两大主题，即真实

性和本土性。真实，按字面上的理解就是原创，当我们用这一标准来评估

被粉对象，比如政治性情景喜剧时，这部剧必须是原创的，不容许任何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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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当我们用真实性的标准来评估粉丝们个性化的表演时，这一表演必须

是粉丝自己的，而不是制度所强加的。粉丝公众欣赏真实的表演，不管表

演内容和形式如何。这就是为什么在后窗看电影讨论版上的民间影评者们，

都把个性化当成一种突出的风格。同样，这也是为什么《纸牌屋》的粉丝

们把剧中关于中国政治的部分，解读为缺乏真实性、缺乏对中国现实的原

创解读。同时，基于宏大叙事的表演，似乎凌驾于个人之上，粉丝也是不

喜欢的。关于什么才是好电影，民间影评者和学界之间常有有意思的争论，

这也阐释了粉丝公众是不相信任何过度概化的原则、价值的，他们反而愿

意相信不同的人的故事，故事中详尽的细节和开放式的解读。他们倾向于

从一个（或多个）真实的自我来判断真实性，而要理解这种倾向，我们必

须先讨论第二个主题——本土性。本土，按字面上的理解就是在一个特定

的地点自然而然地发生，当我们用这一标准来评估一部政治性情景喜剧时，

剧中的故事必须能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自然而然地发生。这就是为什么

《纸牌屋》的粉丝们不喜欢剧中关于中国政治的部分，因为这部剧错误地

解读了中国现实，这些故事在当今中国大陆的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发生。当

我们用本土性的标准来评估粉丝们个性化的表演时，这一表演必须是在粉

丝自身所生长的现实环境中发生的。但是，我们要记住，表演本身可能是

对现实的真实反映，也可能是刻意的扭曲，很多时候还可能介于两者之间。

比如，笔者在第八章提到了名人和粉丝在雾霾（PM 2.5）的话题上共同表

演，常常不是在讨论问题的实际情况，而是变成建立名人和粉丝之间的情

感纽带。但是，这种共同表演还是非常本土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大多数

中国城市居民每天都要面对的地区现实。还有一个例子是柴静制作的关于

PM 2.5 的纪录片《穹顶之下》，2015 年初在中国网络引起了轰动。很多中

国粉丝认为柴静风格化的名人行动主义的表演是本土的，因为她提出了一

个真正的地区性话题，尽管她的很多数据和证据缺乏科学的严谨性。美国

前总统阿尔·戈尔讲解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尽管也是关注环境问

题，但我们可以想象这部影片在中国不会引起太大轰动，因为这一表演在

中国现实中不会自然而然发生。如果粉丝公众欣赏、喜欢的两种美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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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实性和本土性，这一不断演化的社会类别又有什么权力和政治意涵呢？

更广泛地说，粉丝公众背后的网络逻辑以及粉丝公众的表演性如何为不断

变化的权力竞争和政治平衡带来新的动力？

流行文化、政治与权力：论粉丝公众

前面提到，这本书的理论研究目标主要是确立“粉丝公众”这一概念，

而这一概念本身并不包含价值判断，即判断粉丝公众是好是坏、粉丝公众

是否赋予公众权力、或是授权与既有的权力机构，如威权政府、跨国公司

和声名狼藉的西方世界。最后这一部分里，我将从几个主要的批判性理论

框架出发——民主化、后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考察

粉丝公众的意义，思考如何回应上述对粉丝公众进行价值判断的需求。基

于这四个理论框架，笔者的评论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问题：粉丝公众

不利于民主发展吗？粉丝公众是免费、非物质性劳动吗？粉丝公众强化了

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吗？粉丝公众这一概念是一种宏大叙事吗？如果不是，

这一概念是否意味着“什么都行”？

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关于民主化的讨论总是“阴魂不散”。在中国发生

的每一个社会变化，几乎都被放在民主化的“镜头”下审视。其中一个潜在

的价值判断标准便是：若这一新现象能够推动民主化进程，它就是一件好

事；如果不能，就是一件坏事。Meng（2010）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要么

民主要么死”，认为这“本质上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观点，视中国为神秘、

低等的‘他者’，且必将转变称为‘我们中的一员’（‘我们’代表自由民主制

国家）”（p. 502）。撇开这些关于民主化的后殖民主义批判，我将重点着墨

于民主化的内容。自由民主制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却披着“普

世价值”的外衣。当代的自由民主制国家看重的政治体制包括选举、多党

制、权力分立、法治和一部保障人权、个人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宪法。民主

化通常即指上述政治体制的确立和实行。因此，如果无助于建立这些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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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的拥护者便会认为这一新的社会现象或社会变化，往好里说是无关

紧要的，往坏里说是有害的。

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我对粉丝公众的理解有两个方面：其一，民主化

不是粉丝公众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其二，粉丝公众并不一定只从一个方面来

影响民主化进程。尽管本书写作的目的之一便是讨论粉丝公众的政治意义，

但民主化绝不是粉丝公众渴望达成的政治目的。粉丝公众的政治并不是民

主的政治，而首先是生存的政治，其后才是承认的政治。生存的政治是指，

不是每个社会类别都能存活，正如不是每个电视节目都有续集。因某一被

粉对象而聚集的粉丝公众，无论是在民主还是在极权的体制下，首先必须

保证自身的生存。此后，粉丝公众通过争取他人对自身存在性的承认，进

入公共领域，即所谓“承认的政治”（Taylor, 1994）。这种承认所带来的最终

结果，可能是由宪法确立其合法地位，也就是一种民主化的结果。但大多

数情况下，粉丝公众并没有这么远大的目标，他们只要知道还有其他粉丝

与其共享爱好就满足了。这种生存和承认的政治能带来民主化吗？答案可

能是否定的。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某些情况下，如对于一些禁止传播的被

粉对象，粉丝公众会在内部传播，以满足共同的兴趣爱好。这在某种程度

上可以说是推动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但需要注意的是，被粉对象通常并不

是直接主张建立民主制度，而是形成感觉、触发情感、促进协同合作。因

此，如果有人批评粉丝公众不够明确地支持民主，这种批评是正确的，但

却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出发点。粉丝公众的政治意义不在于民主化，而在于

后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传统中的一些有趣的观点。

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粉丝对于粉丝文本的积极参与，是一种非物质

性、免费的劳动。这本书所涉及的大多数粉丝活动，例如踊跃讨论被粉对

象、合作翻译外语内容、为文化产品刷评论和评分、对真人被粉对象的情

感投入（如名人），可以看成是自愿的劳动，以协助文化企业生产、销售

相关产品。粉丝通过参与活动所达到美学和社会效应，不应成为剥削正当

化的理由，因为粉丝并没有权力参与资本主义所有制经济中的决策环节

（Fuchs, 2014）。这一论点很有说服力，事实上，不管是在内容制造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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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特·迪士尼公司）还是传播渠道（如 Youtube），粉丝都没有主要的所

有权。因此，这些公司所做的决定，在道德上并不需要对使用者负责。但

中国的现实情况是，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一个单一的名词。中国粉丝不是在

与一个叫做资本主义的单一制度打交道，而是在有多种资本力量的复杂情

况下，设法增进自己的利益。其中首要的矛盾就是全球资本与国内资本的

矛盾。多年来，中国粉丝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上国内网站（如优酷、百

度）观看国外企业制作的文化产品。他们的粉丝活动，如合作翻译，与其

说被国外文化企业利用，不如说是被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利用。国内网友免

费观看这些粉丝无偿翻译的国外视频内容，互联网企业大受其益。直到最

近几年，互联网企业才开始通过植入广告盈利，为一些国外视频内容支付

报酬。

笔者认为，粉丝劳动这一论述的问题不在于他们被剥削这一事实本身，

而在于粉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剥削。某种程度上，这与马克思所定义的

“虚假意识”相类似。粉丝可能仅仅因为通过劳动而感到喜悦满足，便忽略

了资本家的剥削，误以为这是一个公平的交易。因此，粉丝成为劳动力并

不是问题，他们享受被剥削才是问题。只要他们满足于当下互联网企业与

他们之间的剥削关系，他们就会继续运用这一商业平台，而不会寻求他法。

然而，笔者认为粉丝仍然有可能意识到他们被数字资本剥削，并找到反抗

的对策。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线翻译社群如何细分出一批全商业、半商

业和全自愿性质的团体。尽管不是所有受访的翻译组成员都反对靠翻译成

果盈利，但大多数人都没有为互联网企业工作的打算。此外，笔者还认

为，相比被动参与，当粉丝主动参与活动时，他们更可能意识到这一剥削

关系。长期以来，媒体和广告公司都在运用注意力经济模式，即通过提供

免费或廉价的内容，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从而为广告商盈利。当受众只

是被动地接收这些媒体内容，他们更没有机会与其他受众交流，或是了解

内容是如何制造的，或是争取哪怕一点点内容的所有权。本书第五章提到，

当受众既是生产者又是使用者，他们对生产结构的认识、对所有权的意识

和自愿劳动的兴致要明显高过其他粉丝社群。所以，粉丝公众真的是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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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物质性劳动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成为劳动力并不代表他们不可

能有政治上的进步性。自从马克思让“劳动力”一词被广泛使用，这一概念

始终包含着解放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希望工人阶级推动社会变革。根据

Hardt 和 Ngri（2000）的说法，非物质性劳动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晚期

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有极大的颠覆力。如果我们必须要从后马克思主义

的劳动概念和文化政治学的参与概念中选一个正确答案的话，就会过于简

单化，也与过去的研究不符（Sim, 2013）。笔者在这一辩论中所持的观点是，

粉丝公众可以同时作为非物质性劳动者和公民参与者，两者并不相互排斥。

后殖民主义对粉丝公众的解读则转向其他概念，如全球化、新帝国主

义、“权力的全球网络”（Hardt & Negri, 2000, p. 184）。当全球化经济体系蔓

延至世界各地，未能跟上脚步的国家和文明，就会被归入与“第一世界”相

对的“第三世界”、或是与“北方”相对的“南方”，在失衡的权力结构中流

离失所。后殖民主义讨论最多的，是因国外的文化产品而形成的粉丝公众，

提醒我们积极参与消费国外文化产品可能会养成一种思维倾向，认为西方

文化更加高级，东方文化则是落后、需要被开化的。这本书所列举的事例

与这一论述并不一致（参见第六章）：国外娱乐内容的粉丝，比如政治性

情景喜剧的粉丝，在评估内容中所表达的观点的真实性时，是有自己判断

的。若内容涉及到他们的日常体验（例如中国政治），他们能够反对甚至推

倒节目中隐含的话语权。若内容是关于他们无法直接接触到的体验（比如

外国政治），他们似乎更容易相信节目所说的。粉丝公众真的强化了西方的

主导地位吗？答案取决于粉丝公众是否有其他经验来源来抵制西方的话语。

此外，我在其他文章中也提到（Zhang & Zhang, 2015），当面对新的

（或是引进的）文化实践形式时，后殖民主义特别有说服力。比如，中国

电视台制作的人气真人秀节目大多都是模仿国外的同类型节目。通过参与

国外节目的消费和再生产来熟悉真人秀节目的粉丝公众，都相信国外的节

目是原版的，也更加真诚和真实。也就是说，他们对节目品质的判断标准

来源于国外的真人秀节目。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有多个粉丝公众同时存

在，那些喜欢国外真人秀的粉丝们不得不经常与喜欢国内真人秀的粉丝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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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他们之间话语权的争夺让彼此都更有可能反思自己观看时的享受和愉

悦，而不是减少这种可能性。话语权的争夺只有在粉丝们表达出自己的主

张、参与辩论或意识到彼此的观点时才会发生，粉丝公众的政治意义也因

此显现。还有一点，在中国粉丝的语境中，国外的文化产品并不局限于西

方，日本和韩国的文化产品由于”文化接近”，似乎更受欢迎（Straubhaar, 

1991）。有评论指责日本和韩国是新一代的殖民者，认为他们和西方国家

一样，都在利用文化来对中国观众洗脑。讽刺的是，很多中国观众喜欢东

亚国家的文化，因为这些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似，韩国的文化生产者似乎还

相当愿意将他们的产品“中国化”，来迎合中国观众的口味。正如 Bhabha

（1994）所说，如果有一个叫做殖民化的过程，它一定不是殖民者把意志强

加给殖民地的单向的过程，而是双向的协商过程，会同时改变殖民者和殖

民地。殖民主义是一种混合物，殖民化是一个混合的过程。在这种双向影

响的过程中，弱势的一方（比如中国粉丝）有可能改变强势的一方（比如

国外文化产业及其掌握的话语权），粉丝公众的政治意义得以显现。

最后的问题是，粉丝公众这一概念是宏大叙事吗？我相信前面的讨论已

经给出了答案：不是，粉丝公众是多元化的小叙事。尽管不同的粉丝公众

可能有一些共同特点，但并不是所有粉丝公众的形成和表现都遵循同一轨

迹。宏大叙事背后的真正问题在于，这一叙事似乎意味着一种极权主义的

倾向。后现代主义或许会担心，把社会成员称作粉丝公众，这本书企图让

我们对社会类别的形成的理解统一化。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解读。粉丝公

众表现了众多社会构成方式的其中一种，这些方式可以共存，不一定相互

排斥。同时，某些粉丝公众的成员甚至可以在其他社会类别中流动，取决

于个人当时所选择强调的身份认同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粉丝公众的政治

意义太多元且不可预测，对于粉丝公众是否能授权于公民或现有权力，我

不能妄下结论。关于它们的政治潜能，我只能说：第一，个人可以不受地

理位置和社会地位的限制，加入公众的行列，这会为很多要形成公众的个

人提供新的视野；第二，新型信息传播科技作为媒介是非常关键的，它们

成为了粉丝公众生存和承认的政治的一部分；第三，粉丝公众的共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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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受到关注，而这种关注度正是政治竞争的核心。

因此我必须承认，这本书的出发点并不是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批判，

而是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现在的问题变成了：粉丝公众是否意味着“什

么都行”（Feyerabend, 1993）？正如后现代艺术家们不遗余力地打破高等

文化和低等文化之间的等级界限，这本书提出一种对场域之间界限的打破

（Bourdieu, 1993），比如政治场域、文化场域等等。这一主张是说，粉丝公

众同时具备文化性和政治性。粉丝公众在文化的维度很明显，但他们的政

治性也不比其他的社会构成要弱，比如社会运动团体、公民社会组织和极

端异议者。“双重编码”（double-coding, Jencks, 1986）的意思是，后现代

艺术同时吸引了艺术场域的局内人和局外人。这一概念也可以用来类比粉

丝公众所扮演的“双重角色”。如果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名词本身具

有历史真实性的话，后现代主义如何设想一个时间性的新形式（McHale, 

2007），也可以用来类比。现代主义存在于一个“不断更新新事物”的时间

性中，所以后现代主义只能通过采用下列四种时间性形式的其中之一，来

加以区别：1) 静止的时间性；2) 末日和历史终结的形式；3) 急速的创新和

淘汰；4) 多个且不均等的时间。这本书的实证观察体现了 McHale 所说的

第四种形式。粉丝公众有许许多多，只占了众多社会类别中的一部分，这

表明网络社会中的社会形态可以有很多形式：有些是个性化、以信息传播

技术为媒介的、可见的，而有些是等级化、脱离信息传播技术的、不可见

的；有些社会成员可能还同时参与了多种社会形态。因此，对于粉丝公众

是否意味着“什么都行”这个问题，答案是否定的，但粉丝公众确实表明有

“很多都行”。然而，当我说“很多都行”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东西拥

有同样的权力。例如，当后殖民主义称殖民地会影响殖民者时，并不意味

着他们一直拥有同样的权力。

通过对粉丝公众的形成和表现过程中的权力的讨论，本书将做一个总结。

韦伯式的权力是一方强迫另一方做违背后者自由意志的事情的能力。马克

思式的权力强调拥有关键资源的一方能够剥削没有这些资源的人。葛兰西

式的权力比前两个观点更加巧妙，是统治阶级所形成的霸权为整个社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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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价值观和规范，通过赢得被统治阶级的同意来维持其管理权。福柯式的

权力是存在并来源于各个地方：不仅是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也可以是权

力的来源；事实上，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的区别不在于阶级或社会类别之

间的分界。正如福柯（2002）所说，能够定义知识的便拥有权力，因此社

会权威（如学校）和政治权威（如国家）更有可能拥有权力。然而，不可

否认的是，我对权力的理解是后现代的，依照 Baudrillard（1990）的概念，

权力是一种诱惑。作为诱惑的权力强调所谓有权者和无权者的合谋，而不是

公然强迫或偷偷伪装。诱惑就是表演，这意味着必须存在沟通的需求。诱

惑也是伪装，让被诱惑者认为表演的意义是自然而真实的。因此，作为诱

惑的权力必须在表演中具体化（Alexander, 2011），我进一步认为，它必须

在共同表演中具体化。为了让被诱惑者相信诱惑者，不能单单通过诱惑者

对被诱惑者的成功表演，而要通过让被诱惑者登上舞台成为表演的一部分，

成为表演元素本身，通过演出来相信他们的行为的意义。Alexander（2011, 

p. 5）提到，“若要使意义看上去可信，那么它必须来源于演员本身，而不

是剧本、道具、权力或观众”。但是，谁能比表演的演员自己来得更加可

信呢？不管他们的表演是按照一个预先写好的剧本还是使用道具，当表演

者演出剧本内容、并把道具所在的场景当做真实，表演者不能不相信他们

自己的行为。因此，通过让被诱惑者上台、演出诱惑者所写的剧本、与诱

惑者共同表演、让被诱惑者在角色扮演中迷失甚至相信舞台就是他们的人

生、表演就是他们的行为，权力就作为一种诱惑表现出来。

把权力视为诱惑的观点延续了权力不对称的本质，但达到和维持这种

不对称性则更难了，也需要更巧妙的机制。请记住，诱惑者不能在幕布后

面躲藏，而必须成为表演的一部分，以使被诱惑者认为这些道具的场景是

真实的。一个成功的诱惑者应该能让被诱惑者相信剧本是唯一的故事，并

且是所有人的故事。然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被诱惑者总是有可能绕开

剧本，即兴表演；他们可能会把自己认为应该放在舞台上的道具偷偷放上

去。更有意思的是，被诱惑者还有可能演出他们自己的剧本，而作为表演的

一部分的诱惑者，不得不和他们一起把这个被劫持的演出演完。在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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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我们可以认为权力被重新分配了。实际上，我认为任何一方都不可

能公开或非公开地操纵诱惑的共同表演。诚然，诱惑者和被诱惑者都在诱

惑这一共同表演中设下了许多圈套和诱饵。双方并不是在表演中强迫另一

方，而是天真地相信他们的表演能够压倒另一方，在表演中独占风头。大

多数情况下，表演都不会完全按照脚本来完成，或是完全被道具场景所限

制，而是一个诱惑者和被诱惑者不断围攻舞台的比赛。这种比赛可能成为

共同表演的乐趣来源。权力就是诱惑，当一方完全赢得了另一方的心，演

出结束，诱惑停止，权力消失，历史终结。



粉丝公众 173

• Alexander, J. C. (2011). Performance and 
Pow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audrillard, J. (1990). Seduction. Bas-
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Bennett, W. L., & Segerberg, A. (2012).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
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5), 739–768.

• Bhabha, H.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
ture. London: Routledge.

• Bourdieu, P.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oyd, d. (2010). Social network sites as 
networked publics: Affordances, dynam-
ics, and implications. In Z. Papacharissi 
(Ed.), Networked Self: Identity, Communi-
ty, and Culture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pp. 
39–58). New York: Routledge.

• Castells, M. (2006). Informationalism, 
networks, and the network society: A the-
oretical blueprint. In M. Castells (Ed.), The 
Network Society: A Cross-cultural Perspec-
tive (pp. 3–48).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Chadwick, A. (2013). The Hybrid Media 
System: Politics and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rner, J. and Pels, D. (2003). Introduc-
tion: The re-styling of politics. In J. Cor-
ner, & D. Pels (Eds.), Media and the Restyl-
ing of Politics: Consumerism, Celebrity and 
Cynicism (pp. 1–18). London: Sage.

参考文献

• Feyerabend, P. (1993). Against Method. 
London: Verso.

• Foucault, M. (2002).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London: Routledge.

• Fuchs, C. (2013). Social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 Hardt, M., & Negri, A. (2009). Empire. 
Boston,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Ito, M. (2012). Introduction. In K. Varnelis 
(Ed.), Networked Public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Jencks, C. (1986). What Is Post-Modern-
ism? New York: St. Martin’s.

• Kadushin, C. (2012). Understanding Social 
networks: Theories, Concepts, and Finding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vingstone, S. M. (2005). Introduction. 
In S. M. Livingstone (Ed.), Audiences and 
Publics: When Cultural Engagement Mat-
ters for the Public Sphere (pp. 9–16). Bris-
tol: Intellect Books.

• McHale, B. (2007). What was post-mod-
ernism. Electronic Book Review. Retrieved 
from http://www.electronicbookreview.
com/thread/fictionspresent/tense

• Meng, B. (2010). Moving beyond democ-
ratization: A thought piece on the Chi-
na Internet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 501–508.

http://www.electronicbookreview.com/thread/fictionspresent/tense
http://www.electronicbookreview.com/thread/fictionspresent/tense


第九章 粉丝公众：网络社会中的社会形成174

• Papacharissi, Z. (2014). Affective Publics: 
Sentiment,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Ox-
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rice, V. (1992). Public Opinion (Vol. 4). 
London: Sage.

• Sim, S. (2013). 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
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 Straubhaar, J. (1991). Beyond media impe-
rialism: A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 
and cultural proximit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8, 39–59.

• Taylor, C. (1994). Multiculturalism: Exam-
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 25.

• Van Dijk, J. (1999). The Network Society. 
London: Sage.

• Van Dijck, J. (2013). The Culture of Connec-
tivity: A Critical History of Social Med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llman, B. (2005). Little boxes, glocaliza-
tion, and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In M. 
Tanabe, P. van den Besselaar, & T. Ishida 
(Eds.), Digital Cities (pp. 10–25). Heidel-
berg: Springer.

• Zhang, & Zhang (2015). Fandom of foreign 
reality TV shows in Chinese cyber sphere. 
In Chen, W., & Reeve, S. (Eds.), Networked 
China: Global Dynamics of Digital Me-
dia and Civic Engagement: New Agendas 
in Communication (pp. 197–213). London: 
Routledge.



粉丝公众 XIII

activism

actor network theory

actors

actants

mediator vs. intermediary

translation

agency

authenticity

audiences

vs. publics

Baidu Post Bar

big Vs

blogs

Bonnie

Bourdieu

Bulletin Board System (BBS)

celebrity

performance of

as fan object

celebrity culture

censorship

China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CIFF)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

cinephilia

history of

online cinephilia

civil society

civic culture

行动主义

行动者网络理论

行动者

行动元

转义者与中介者

转译

能动性

真实性

受众

与公众相比

百度贴吧

大 V

博客

柏邦妮

布迪厄

电子布告栏系统

名人

名人表演

名人作为被粉对象

名人文化

审查

中国独立电影节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迷影

迷影历史

网上迷影

公民社会

公民文化

术语对照表



术语对照表XIV

collective action

community

vs. publics

co-performance

imagined audience in

style of

aesthetics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money spent on

statistics of

time spent on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production

statistics of 

crowd

vs. publics

democratization

Douban

fan(s)

activism

communities

culture

object

fandom

Fengruan

Fraser

Fiske

Gong vs. Si

Gu, Xiaobai

Guan vs. Min

Habermas

House of Cards

Huang, Xiaoxi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identity

of being a Chinese

as “here and now”

集体行动

社群

与公众相比

共同表演

共同表演里的想象受众

共同表演的风格

共同表演的美学

文化消费

金钱支出

数据

时间支出

文化身份

文化生产

数据  

群众

与公众相比

民主化

豆瓣网

粉丝

粉丝行动主义

粉丝社群

粉丝文化

被粉对象

粉丝现象

风软网

弗雷泽

费斯克

公与私

顾小白

官与民

哈贝马斯

纸牌屋

黄小邪

信息传播科技

身份

中国人身份

身份作为“现时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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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aterial labor

indigeneity

Jenkins

Latour

Li, Kaifu

mass

vs. publics

mediation

Mizoguchi

movie industry

history of

My Love from the Star

network behavior

network logic

network of powers

network society

as a theory

network structure

objects vs. people as nodes

relationship formation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performance style of

networked public(s)

regular

subaltern

online translation communities

Pan, Shiyi

participatory culture

PM 2.5

politics

of survival

of recognition

Post-Colonialism

Post-Marxism

Post-Modernism

popular culture

power

非物质性劳动

本土性

詹金斯

拉图尔

李开复

大众

与公众相比

媒介化

沟口健二

电影工业

历史

来自星星的你

网络行为

网络逻辑

权力网络

网络社会

作为一个理论

网络结构

物件对比人作为节点

关系形成

网络化个人主义  

表演风格

网络化公众

常规性的网络化公众

从属性的网络化公众

网上翻译社群

潘石屹

参与性文化

雾霾

政治

生存的政治  

承认的政治

后殖民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

后现代主义

大众文化

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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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seduction

Baudrillardian

Foucauldian

Gramscian

Marxist

Weberian

private movie watching

prod-users

public sphere

Habermasian

subaltern

critique of

publics

affective publics

Chicago school

fandom publics

three propositions of

issue publics

mediated publics

networked publics

relational concept of

vs. publicness

vs. publicity

visibility of

Weibo publics

public culture

public opinion

mediation of

Rear Window to Movies

counter-discourse of

interaction with mass media

real name verification

Renren

social capital

bonding

bridging

social network

作为诱惑

鲍德里亚式的

福柯式的

葛兰西式的

马克思式的

韦伯式的

私人观影

生产使用者

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式的

从属性

批判

公众

情感公众

芝加哥学派

粉丝公众

粉丝公众的三个主张

议题公众

媒介化公众

网络化公众

关系性的公众概念

与公共性相比

与公开性相比

公众的可见性

微博公众

公共文化

民意

媒介化的

后窗看电影

反话语

与大众媒体的互动

实名制

人人网

社会资本

聚合型

连接型

社会网络



粉丝公众 XVII

Social Network Sites

diversity of

interest-oriented

relationship-oriented

Social Network Theory

Social relationship

Guanxi

super nodes

vulner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centralism

vs. technological essentialism

vs.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television program

drama

political drama

reality show

Tengjin, Shu

ties

strong ties

weak ties

transcultural television

fandom of

trending topics

unofficial culture

WeChat (Weixin)

Weibo

publics

as flash mobs

Weixidi

Xici.net

Xu, Xiaonian

Yao, Chen

YDY

Yeeyan

YYeTs

Zhang, Zanbo

Zimuzu (subtitle groups)

社交网络网站

多样性

兴趣导向的  

关系导向的

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关系

关系

超级节点

脆弱性

科技中心论

科技本质论

科技决定论

电视节目

戏剧

政治戏剧

真人秀

藤井树

联系

强联系

弱联系

跨文化电视

围绕跨文化电视的粉丝现象

热门话题

非官方文化

微信

微博

微博公众

作为快闪

卫西谛

西祠胡同网

许小年

姚晨

伊甸园网

译言网

人人影视网

张赞波

字幕组





陈 博——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残障法与政策

研究中心博士生，曾在国内相关领域内的公益

法律机构工作。一直相信好翻译的价值，在自

己有过一些经验后也深感译事难为。这次能够

参与翻译自己研究领域之外的著作，深感荣幸，

也不免惶恐，希望能够不辱使命。

胡犀子——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与行

政学系，现为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系硕士

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关

系和腐败治理（中国和东南亚）。不迷信理论，

更相信情怀。不看好热闹的争辩，更青睐冷静

的旁观。希望做一个安静的文字工作者，也希

望能由好奇心带领着自己去探索和发现。

廖元辛——1990 年出生于北京。本科就读于

北京大学，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专业。2012

年至 2015 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学

习，获公共政策硕士学位。著有长篇小说《风

雨潇潇》，同时也有话剧和微电影作品。

卢 恬——复旦大学国际政治本科毕业，香

港中文大学全球传播文学硕士在读。人生前 18

年都在胡建（？）长大，自以为普通话很标准。

成年后搭各种便车去欧洲、韩国、台湾玩耍，

于是决定滚来香港研究全球化。青春期是叛逆

的哈韩脑残粉一枚，现在混独立音乐圈，借着

学术研究的名义在 livehouse 游荡。没有什么

人生理想，活成怎样算怎样呗。

陆匡妍——90 后，生于江南，长在帝都。现从

事金融。热爱生活，喜欢红色，爱好翻译、手

账、刻章和时间管理。曾译有《咪咪的力量》

等。世界大，生命长，梦想很多，慢慢实现。

感谢相遇。

司昕山——硕士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经

济学研究所。本科于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和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就读，获双学士

学位。

译者简介 王黎明——物理学博士，钟情粒子物理及科学

传播。邮箱：limorg@163.com。我相信：译

介不是工具，而是艺术；表意贵在确实，难分

雅俗；思想源自交流，无关道德；文化留待审

视，方得进步。我奉行：万物皆格而无知不致，

世事洞明则文理自如。

王 妍——伦敦政经社会学系在读博士生。主

要研究方向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公民社会，政

策评估与研究方法。

于灵歌——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传播学硕士在读。出身政治

学的非政治控，偏爱灰色的理论，更爱常青的

生活之树。嗜甜星人。关注中国政治、新媒体、

思想与文化。

张乎安——80 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政策硕

士毕业，现于北京某媒体工作。好读思想史、

社会学方面的文章和书籍。译有《DK 政治学

百科》。

方可成——宾夕法尼亚大学 Annenberg 传播

学院博士生，政见 CNPolitics 团队发起人，原

南方周末记者。

李大岩—— Sarah Lawrence College 学生，政

见 CNPolitics 团队成员。

钱争予——北京大学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硕

士，政见 CNPolitics 设计师，Type is Beautiful

编辑。



政见 CNPolitics 是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独立团队，我们致力于

拆掉知识的“高墙”——我们跟踪全球社科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将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给中国大众，让普通人也能接触到来自

学界的思想资源。

网站：CNPolitics.org｜微信公众号：CNPolitics2011

http://cnpolitics.org
http://open.weixin.qq.com/qr/code/?username=cnpolitic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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